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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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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易，守真亦难

——《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译序



思想需要创新，创新又需要溯源。从思想承继的角度讲，创新与溯源互为因果。在今天的思想界，新概念层出不穷，真所谓概念爆炸。但我们对传统究竟知道多少、理解多少？这实在需要思想界的同仁做认真的反思。事实上，只有守住了传统的真才能创造思想的新。

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一门研究事物存在的学问，也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传统和灵魂所在。因此，正确地解读形而上学的内容就是在吮吸西方思想文化的精髓，而对形而上学的错误认识则是对整个西方思想史的曲解。然而身为西方人的思想家就一定解读清楚了形而上学吗？而不时在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又对形而上学了解多少呢？

古代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奠定了这门学问的基础。到了19世纪，大思想家康德发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一书，该书使形而上学走到了近代批判哲学的十字路口。随着批判的展开，各种误读、误解的现象也流行开来。19至20世纪的西方思想学术界一再出现消解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但事与愿违，形而上学这门学科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赢得更强劲的研究热情，各种著述相继问世，它们有：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形而上学导论》（Henri Bergson，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From Great Books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96）、英国哲学家泰勒的《形而上学原理》（A．E．Taylor，Elements of Metaphysics
 ，Methuen & Co Ltd.，1963）、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的《论形而上学》（R．G．Collingwood，An Essay on Metaphysics
 ，Clarendon Press，1940，Revised Press，1998，其中有一篇作者写于1938年的附文《形而上学在文明中的作用》［Function of Metaphysics in Civilization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等，不一而足。与此相应，各种参考书、教科书接踵而至，如《形而上学》中文版（理查德·泰勒著，晓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英文版（Archie J．Bahm，Metaphysics：An Introduction
 ，Albuquerque，1986；Michael j．Loux，edited，Metaphysics：Contemporary Readings
 ，Routledge，2001）等。其中不乏为形而上学正名之作。21世纪初，一本名为《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书适时问世，它给思想界吹来了清新的气息。一个刚进入西方思想门槛的学人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呵，原来形而上学的殿堂是如此模样。《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一书的作者就是德国哲学家佛乐苏特·赛德尔（Horst Seidl，中文译名是应作者本人的要求做如是翻译，因为Horst的语源学词根是Forest。——译者注）。

在赛德尔教授的诸多哲学著作中，《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只能说是一个短篇。但作品内容丰富，特别是作品以西方思想史的核心内容并以形而上学为中心线索对整个哲学史进程做了通盘分析，力图恢复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理论之本义，并重新阐释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等人的形而上学学说。赛德尔认为，近代以来许多哲学家包括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都错误地诠释了传统的理论。全书不仅批判了近代西方哲学家在看待形而上学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见解，而且通过对传统哲学的解释，想让哲学认识清晰起来，“实实在在”起来。在作者的眼里，许多近代认识论观点把认识本身给弄模糊了，似乎人们认识的事物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一种很难琢磨的“现象”。赛德尔想让人知道，人们所认识的就是事物本身，如事物存在、事物本质等。那么什么是赛德尔心目中的认识特征呢？按照赛德尔的解释，认识的主体是思想，当然思想中有感性的因素。但人们认识事物时不会因为感性的介入而远离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在认识的任何阶段都客观存在着。认识从感性到理性抽象就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其中理性起着主导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们会很自然地说“某一个人实实在在地存在在那里”，在这个简单的判断中虽然感性的因素起着直接的作用，但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理性，因为是理性将存在意识赋予了判断。我们不能再像经验论者那样将感觉经验的地位、作用绝对化。所以赛德尔要维护思想本身的地位。但这种思想地位又不是观念主义意义上的唯主体独尊。传统哲学中引以自豪的精神恰恰是，思想的发生从来离不开对象。或者说离开对象的纯粹思想是不存在的。就这一点而言，思想也是很实在的，其中最为实在的是思想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对象存在着，或对象是一种存在。

赛德尔的上述想法并不是他本人的发明，而是来自传统哲学。赛德尔撰写此书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恢复传统的认识论，并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理论申辩。赛德尔自认为其观点就是对传统形而上学即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的哲学之申辩。作者指出，许多人如罗素等所说的形而上学主要指柏拉图的两个世界概念。但这一概念早就由亚里士多德做了修正。不幸的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传统至今还被忽视，没有得到肯定的评价。根据这种传统，只有一个世界即与主体的感性和思想能力相对应的世界存在着。作为实体的事物就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作者经常提到的“实在”、“实在主义”与近代哲学中的“实在论”（realism）不同。近代的实在论其实是就事物的现象论现象。而传统哲学的实在则直接指事物之真实存在。这是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重点内容。

《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围绕形而上学问题对各种错误观点展开的批判十分尖锐。作者极力反对经验论将认识对象定名为“感性物质”、“现象”等观点。在经验论者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原本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并与人的认识因素（如感性等）交融后的东西即现象。这种观点的结局就是不可知论。赛德尔以为，事物就是事物，我们所认识的就是真实的那个事物。当我们的理性在解剖事物的某种形式时就是对一个实实在在的事物的认识，而不是对一个与真实事物有隔层的事物现象的认识。如果一定要说现象这个词，那就是事物呈现的样子。作者在书中还分析、批判了那些曲解主体认识地位的学说如现象学、存在主义等。20世纪的许多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等人都以为，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在阐释形而上学等问题时都有错误，因此需要重新阐释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存在理论在讲些什么。赛德尔则认为，从前苏格拉底到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有一条清晰的论述形而上学问题的线索。这条线索到了近代才发生错误。这种错误发生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从认识的一开始就没有处理好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

赛德尔撰写本书的旨意十分宏大。按照作者的理论，如果传统的学说得以维护，那么人们就得到了一个正确地看世界、思考人生的途径。作者给了人们认识西方哲学史的很多启示，循着赛德尔的思路走，人们就不会将哲学引向玄虚的道路。人们会发现，哲学本身就是很实在的，就像形而上学是很实在的一样。同时，赛德尔又想使人明白，如此这般的哲学思考方式既与科学有联系，又不会与信仰发生冲突。它启示我们，哲学与宗教产生某种联系是很正常的。一个信仰上帝的人，无论从哪一点讲都是很正常的。这样，赛德尔既维护了哲学的尊严，又肯定了宗教信仰的特殊地位。例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事物之形式因，其实就是科学所要探讨的事物结构。这种思想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哲学则要进一步问：除了有具体事物的形式因之外，是否还有一般的形式因呢？就原因而言，在一个因之前还应该有一个因，由此进入到神学的思考。所以信仰是思想对实实在在的事物和各种形式进行类推的结果，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存在和其他信仰内容，人们将其当做某种信仰即可。哲学可以说信仰何以产生、信仰的地位如何，但哲学不管某种信仰何以产生、地位如何的问题。你可以从宗教史的角度去理解基督教，也可以从经义的角度去理解基督教，这些都是宗教学的内容。哲学只说到信仰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即可。归纳起来，哲学与现实的事物贴得很紧，哲学认识提供人们认识现实世界各种有益的启示。所以哲学是清清楚楚的认识过程。大家可以用科学的眼光来接受它。这样的哲学一点也不自夸，哲学的认识有自己的逻辑推论特点，超出这种逻辑推论的事情，人们就得用其他认识领域的能力来加以把握。总之，哲人要以全新的目光去审视西方传统的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的哲学。再以托马斯为例，过去我们只知道他在论证上帝存在。其实他的真正含义是，上帝的存在是一种类推的结果，哲学的工作并不需要去说明上帝是什么。哲学的工作是让人知道，上帝的存在在哲学那里有一种类推的存在可能性。超出哲学的论证，那就是信仰的事情。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理性的分析，从而达到信仰的境界。

书名既然叫《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那么何谓“实在”呢？与这种“实在”相关的哲学认识又有何种属性呢？作者所诠释的实在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赛德尔一再强调，所谓实在不只是内容方面可感觉的东西如红色等，还有形式方面可分析的结构等，用今天的话讲水之为水不在于它的白色亮净、流动不居，更重要的是构成水的分子结构即形式。有了水的特殊结构、形式，水的存在就无可置疑。所以可以怀疑各种实在性，但这种结构、形式的实在性是无可怀疑的。同时，这种形式的实在性可以由人的认识实实在在地加以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思想就是与形式对应的一种能力。这样看来，“实在”至少就形式而言是事物的一种存在样式，同时是始终与人的思想相关联的一种形而上学存在。赛德尔充分肯定思想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或者说人们是用思想来认识实在的，其名言为：“事实上实在从来不可能被‘感觉’，而只能由思想来意识。”这同时说明主体、思想结构等也是真实的、实在的。客体的存在与主体的认识有着对应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提供了认识的可能性、真理性等。确切地讲，我们所认识的那些决定性的原理并不能简单地说在我们的主体那里，还存在于事物之中。简言之，主体和客体都有实在的特性。

概而言之，赛德尔的理论有几个关键之处：第一，与人的认识所对应的客体是真实存在的。简言之，有一块石头在那里就是有一块石头存在着。我们不能一边说我看见了一块石头，另一边又否定那是石头，并说石头不存在、石头仅仅是虚幻的现象等。第二，人们认识一块石头的本质时将通过理性的抽象作用、定义等而使认识逐渐明晰起来。但即使在感性的阶段，本质的存在仍是确定的。第三，人类的认识不能脱离对象而存在，它们共同告诉我们，事物的存在不仅有内容还有形式的方面，人的认识能力也存在着与事物各种成分打交道的因素，人对事物形式的分析能力就是理性，它也是科学的基础。第四，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因为事物的形式、结构（也是事物的本质）等是理性分析的对象。第五，在认识实实在在的事物过程中，人们的重要认识现象是对存在进行类推。这些就是形而上学的内容。

显然，赛德尔的上述看法是通过对哲学史的梳理、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他想告诉人们什么是哲学史上真正的形而上学内容。特别是想告诉学人，形而上学的论题和内容并不是脱离具体客观事物的纯观念分析。确切地讲，赛德尔心目中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是事物客观存在和人的主观认识之间的一种互动。或者说，哲学认识的特点既不是以客体来限定主体，也不是以主体来制约客体，两者始终是互动的。例如，事物有规律，既说明事物之中存在着规律性的因素，同时说明主体有理解、传达规律的认识能力。离开任何一方，认识都不可能成立。

赛德尔著书立说的一大特点是行文简洁流畅，语言平易近人。这与当今某些晦涩的哲学著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想，在这样的语言风格和朴实的说理面前，即使你不是一个专业的哲学工作者也会获益颇多。另外，在我与赛德尔教授的接触过程中，时时感受到他那种严肃认真的求知态度，即是之为是，非之为非。原著提到的就说有，相反则说无。他不会随意添加一些内容到原著中去，也不会望文生义，或说些不痛不痒的判断句。

《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内容极其丰富，以上所概略提及的只是书中一些核心内容和思想亮点而已。一个对西方哲学感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视此书为一本简明西方形而上学哲学史。相信读者在阅览全书后定能得到更多有益的思想启迪。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赛德尔反复嘱咐我在译序里向中国读者致意。我想，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和哲学爱好者也会以自己阅读后的思想收获向赛德尔博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周春生

2009年5月


前　言

本书根据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传统来探讨有关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这种探讨建筑在与我们每天生活有关的实在主义基础之上。由此看来，现代对此等形而上学的批评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朴素实在主义”立场及与此有关的一般实在问题。不过，那些批评拒绝传统的存在论观点和原则，认为传统的探讨没有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知识的条件，而正是这些条件能够使我们认识存在和具有实在性等。

此等批评出自近代的先验论或怀疑主义经验论，这些都值得去讨论一番。就这种观点的知识论批评立场看，它假定了一种认识理论，即我们获得客观对象和实在都受那些认识条件的影响。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实在”或由感觉支撑的经验组成，或由先天的先验意识和我们思想的观念形式组成。

人们至少不会同意经验论者和先验论者的下述批评，即认为我们主张实在的东西从来就不是靠感觉来获取，也不是通过先天的想法来建立，而仅仅是由理智构思而成。其实，“实在”概念源自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关于“实在”的“先验论”观点，而这一点却被近代的批评者们遗漏了。人们很难想象，没有那种先验的观点，怎么能去谈论实在的含义。

进而论之，近代批评主义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形而上学始终伴随着对所有获得的知识设想的认识论反思。这些引出了一种看法，即最初对存在之类的设想就是形而上学的对象。因此本书第一部分将追溯传统的存在论题，由此过渡到第二部分关于实在主义问题的近代争论。我们即将看到，建构形而上学的传统认识论其自身就有形而上学的基础，当然它不会陷于究竟谁是基础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我们的时代，总是将讨论实在问题与形而上学对立起来：当提到实在的正当性在于其经验论的基础时，其实就把形而上学排除在外，似乎形而上学仅仅是一种幻想。另一方面，至少在经验论者的批评看来，当传统的形而上学打扮其正当性时又丢失了实在的方面。

尽管批评传统形而上学的声音流传甚广，本论著还是要直面形而上学，去讨论它的论点，以便重新认识形而上学。这样做有两种考虑：首先，那种批评所直接反对的是近代理性主义和观念主义形式的形而上学。就此而论，它没有触及古代、中世纪那些形式不同的传统形而上学。



让我在这里提一下那些不同点：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和观念主义将神圣的理性和世界精神当做对象，并申言这样做是在分享神圣的思想，甚至是在完成神圣的思想。相反，传统形而上学将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当做存在范围的对象。仅仅从这些事物的结果去概括其最初的超验性、始因、神圣的理性，并且仅仅从人类理性的推论方面（如否定性，ex negativo）去认可神圣的思想，同时注意理性推论与神圣思想之间的基本差异。



近代批判论虽然未就古代和中世纪的作者做些仔细分析，但还认为反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我再来过问对形而上学之近代批判的第二个考虑，因为那种批判没有对经典作家进行专门的研究，对经典作家的间接知识包含了误解。这就需要返回到经典作家原始的文本之中。

返回到源流，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同时有许多出自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已经成为日常使用的现代语言，不过它们已经丢失了原初的意义，并且受经验论者的影响只有些表面的意义了。例如来思考一下“实体”或“实在”这些概念吧。在最早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范畴中，“实体”是指原初的存在，而在现代的用语中则成了有形的事物，或者是一些物质的东西。同样，“实在”也成了与非物质东西如灵魂以及和神相对的事物了，然而其最初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指超验性的东西，它可以理解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存在。

同样还有“因果性”概念，这在传统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哲学中不仅指物质还指非物质的形式、最终的原因等，而在现代语言中受经验自然科学的影响就只有物理性方面的意义了。这种思考仅仅是根据事物变化序列中的可感觉的现象做出的。

在我们时代的哲学讨论中，上述概念都是在今天的意义下使用的，好像它们最初也是那种意义似的。今天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评在拒斥“朴素实在主义”时并没有意识到，它们是不能在没有贴切地了解形而上学的情况下去使用实在概念的。所以这样的批评是不正当的，因为它忽视了实在概念的原意。

实际上，当代哲学的主要思潮用反形而上学来打扮它们自己，尽管如上所述其批判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至少是有争议的。因此我的反批判彻查不得不回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经典作家如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那里，以便纠正现代的误解。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要激发对原始文本的新研究，而不是说说“新经院哲学”或“新托马斯主义”就完事。我所感兴趣的历史研究是系统地评价历史的遗产，以便运用它们去解决讨论中的实际问题。我所依赖的传统形而上学立场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并且向未来发展敞开大门。我诚挚地感谢编辑，他曾经系列地出版了我的哲学论述。



佛乐苏特·赛德尔

2007年8月写于罗马


第一部

重新认识传统形而上学理论

本论著的第一部分无意于完整地呈现传统的形而上学，也无意于在历史或体系方面做完整的呈现。它所要给出的是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对回应近代的批判很重要。在近来批评西方形而上学的观点中，认为形而上学是一种研究非感觉物的理论，还错误地认为非感觉物是现实的，它完全不同于感觉的性质。在那种形而上学里，我们基于感觉经验的理智不可能知道任何事情。为了纠正这种近代的观点，我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思绪回到最初古代对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理解。以下我参照普雷希特尔的著作做个概述。
[1]





————————————————————


[1]
  Karl Praechter，Die Philosophie des Altertums
 （《古代哲学史》“导论：关于哲学概念”），Berlin，1926，1 follow.Pages.


第一章　对古代哲学概念的初步评述

哲学概念首次出现在赫拉克利特《断篇》“第35篇”中：



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说法，有许多事情需要哲学家去调查分析。（[image: ]
 [image: ]
 .）



根据这些说法，哲学家的活动就在于研究自然物。另一些“断篇”告诉我们，认识的主体是理性，理性所探求的是事物最初的起因即“arché”（希腊文[image: ]
 和拉丁文principium，本书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文出现时译者不再注明两种文字的分别——译者注）。赫拉克利特一边认定火为最初的起因，另一边又将神圣的理性（[image: ]
 ，ratio）认作最初的起因，以便从事物的起因方面来解释自然物的各种现象。他在“断篇”中教导我们，起因是最先需要被研究的。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伴随着对现象界的认知能力，即感性的直觉反思，这种感性有变易性和蒙蔽性。相反，与起因对应的认知能力是理性，它所表达出的是不变的真理。



赫拉克利特曾经称自然规律为“逻各斯”，因为它以某种规律将各种现象“汇集”在一起，赫拉克利特也用十分引人注目的方法将相应的认知能力称作“逻各斯”即理性。在这种看法中，他指出了认知和规律之间的某种共性或联系，即研究自然物的规则时理性发现，逻各斯（规律）与逻各斯（理性）相类似。这使我想起后来伽利略的说法，即物理学家是在自然的课本中进行“阅读”。试比较：拉丁语“法则”为lex，是从legere（英语的read）一词演变而来。（顺便说一下，英语read又涉及德语rede和拉丁语ratio。）



智者一般用“哲学”概念指称包括古代意义上的“智慧”（sophia）等的专门知识教育形式。此外还指辨证思考的能力。人们可以花钱从智者那里得到智慧。在那段著名的《伯里克利演讲词》中就回响着智者理论的教育论调，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40节中有言：



我们爱朴素的美，我们爱没有矫揉造作的智慧。（[image: ]
 [image: ]
 .）



巴门尼德率先关注自然物的存在问题，并且将所有的存在都归在分词意义上的“being”（[image: ]
 ，ens）名下使用。此说又与直觉反思相关联，这种直觉反思不是用感官去感知自然物的存在，而是去思想（[image: ]
 ，intellectus）那种存在。因为存在是所有事物共同具有的特点，所以他将所有事物的存在都认作“一种存在”。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从定义的方法这种深层次的涵义上来使用哲学一词，因为哲学所探求的是事物的本质。哲学引导思想走向普遍性的科学准则和必然的知识，将思想上升到神圣事物的智慧。哲学作为“智慧”（[image: ]
 ）的涵义也有其悠久的源流，即宗教的起源（它有别于上面提及的专门知识）。神性支配智慧，而人类仅仅渴求着“智慧的热爱者”。柏拉图在《斐德罗篇》（Phaedr
 .278d）中从语源学的角度提到了哲学，并在《理想国》（Respub
 .Ⅳ—Ⅵ）中阐述道，哲学是未来他的理想国家中统治者的形式，统治者要具备本质和理念的哲学知识，他们不仅仅要有德性，特别要有正义感，而且要成为有灵魂、有神圣之善的人，这种神圣之善置于所有存在的“另一边”。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第1篇中提出其形而上学的写作是一种“智慧”，或者是关于所有事物“第一因的科学”，抑或是“第一哲学”，以后被命名为“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因为该书曾被放置在一本论物性的著作之后，或者是因为形而上学要探讨超越自然的原则。从古代怀疑主义智者的批评角度看，超经验原因的科学概念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并没有将第一因当做原初的物体。确切地讲，第一因是“某种存在”，它就来自于这个经验的世界。

斯多葛学派将哲学定义为智慧，或神圣的和人间的科学，或对逻辑、物理和伦理三种学科的研究。这里的“物理学”即自然哲学的意思也是泛神论立场上的形而上学和神学。塞涅卡把哲学描绘成对智慧的爱和倾慕（sapientiae amor et affectio或divinorum et humanorum scientia），其目标是探讨第一因：智慧是去了解神圣的、人间的事情及其原因（sapientia est nosse divina et humana et horum causas）。西塞罗也在许多特殊的涵义上称呼哲学为生活的艺术（ars vitae），这种学问包括了其他道德生活有关的其他科学在内。

伊壁鸠鲁有争议地认为哲学是一种幸福的愿望。

新柏拉图主义者从哲学对象的角度来断定理论意义上的哲学是一种人和神圣事物的存在知识，而且他们像柏拉图一样把实践意义上的哲学认作伦理的知识，它们由“灵魂关照”如对死亡关照的思考来指引，也由“趋向神”的思考来指引。从普遍性的质地看，哲学高于所有的艺术和其他科学，并由于它对智慧的爱而理解万物。
[1]



总之，在不同的古代学派那里，哲学概念表达出某种理论的和实践的内涵。就理论的领域而言，哲学的主要内涵是思考和研究所有存在的始因。形而上学就是从存在形式的角度来思考存在，从而第一步得出某种存在的内因，第二步得出某种存在的超越性始因。

就完全意义上的思辨性“理论”（[image: ]
 ）而言，当哲学成为一种生活乐趣的形式时，它关联到意愿与志趣。它的智慧性认知就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它要探求神圣的原因，而这种原因是包容万象的、是所有生活的要义。智慧从其宗教的起源而言实际上是指人们将多样化事物和生活状况联系到唯一的、最后的神圣原则的能力（如同基督耶稣教导我们的那样“太一乃必然之道”）。

智慧与宗教相邻这一点曾使斯多葛派把哲学当做灵魂拯救的宗教信条。这种提法与基督教的拯救观出现在同一时期。波费利这位普罗提诺的弟子曾撰文反对基督教。圣·保罗也早在议事会（areopague）上发表演说，将自己与那些批评基督教为愚蠢信仰的哲学家划清界线。他这么回答：基督教的所谓愚要比那些哲学家的世俗智慧聪明得多。

回顾历史，关于哲学和宗教关系的看法经常发生变化。在前苏格拉底哲学那里，哲学一步步地从它的宗教源头中解放出来，即“从神化到逻各斯”（W．Nestle语）去研究自然事物的起因，以便解释自然事物的各种现象问题。在色诺芬尼看来，哲学所要做的是净化宗教迷信的工作，因为在宗教迷信那里神是一种神人同形的宗教想象。接着，智者学派进一步发展出反宗教的审美立场，宣称信仰神仅仅是诗意的（策略性的）创造，信仰的价值由世俗性的东西来论定。在柏拉图的时代，哲学已经与宗教区别开来。柏拉图创造出他自己的宗教，以便重新将哲学和宗教相联系。亚里士多德也对这种联系有兴趣。同样感兴趣的还有斯多葛派，但在他们那里哲学和宗教相互渗透。然后就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创立者普罗提诺，他继续去发现哲学和宗教的平衡。结果，他提出了一种与宗教有别的理论科学化的形而上学。不过那个追求超验性第一因的知识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他就用宗教神秘性的神性来支撑知识。这样一来，双方的地位都提升了：形而上学由于宗教经验实在的确认而提升了，宗教也由于客观化的形而上学知识而提升了自己。

在中世纪，形而上学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均衡关系以一种可效仿的方式即托马斯对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两种“认知形式”做了区分而建立了起来。然而到了近代，这种均衡关系丢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众说纷纭，从相互渗透说一直到极端对立说，这些说法我们暂不在此展开讨论。不过值得提及的是，一直到经验论和怀疑论影响下的今天，哲学已经失掉了很多智慧的特性。



————————————————————


[1]
  《古代哲学史》参照了阿莫尼乌斯编辑《波尔菲利“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第2卷第12章。


第二章

为实在主义的认识论正名，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

自笛卡儿以来，实在就成了一个认识论问题，它在康德那里放大为一般的知识批判。它从近代一直延伸到今天，成为直接的反形而上学理论。确实，真正意义上的实在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它不仅不限定在可视的现象世界，而且通达不可见的像灵魂、上帝那样的实在世界，这些内容被批判从我们的知识中撤掉了。

所以今天我们仍有兴趣去弄明白，为何传统的知识论没有排除形而上学，反而是导向形而上学、证明形而上学。这些从近代批评论那里溜走了，它们把传统的形而上学当做“朴素的”加以拒绝，似乎传统的形而上学缺乏批判的、理论化的知识论。

第一节　传统的认识论，反思对所有获得的知识之假设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上学第一次用清晰的科学形式表达了出来。亚里士多德是在《分析后篇》中反思形而上学的科学状况时提及这一概念的，该书详细地分析了科学理论意义上的认识论。
[1]

 稍后我们将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和第5卷中引证相关内容。

亚里士多德将科学知识（[image: ]
 ）描述为对每一个客体由于某种内在的原因而导致不确定现象产生的解答。希腊语[image: ]
 的语源学有静止的意思，它表明各种胡思乱想（不同意见之间的相撞“running”）后用稳定知识所作的停顿（可以比较一下英语“理解understanding”中的“standing”和德语“理解verstehen”中的“stehen”词项），这种稳定的知识是根据客体的基本原因而得出的普遍、必然的东西。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后篇》，每一种科学都由下列要素构成：



a）客体特定的领域。

b）客体与其某种属性之间的不确定关系。

c）客体的本质，这种本质是某种内在的原因，人们根据它来解释那种不确定的关系，这种解释具有推论证明的形式，尽管原因还得用归纳定义的形式来发现。基本的定义体现在大前提中的中词上。

d）除了定义是每一科学的特定原理外，另外还有两条所有科学共同的原理即不矛盾律和排中律。不矛盾律首先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即涉及每一事物相同的存在；第二是直觉上的意义；第三是逻辑上的意义，它涉及理性的判断和对命题的阐释。



亚里士多德所设计的科学理论是用许多事例对已有科学研究和证明的分类如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医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因此他的认识论是非常实在的，是从实在和应用于实在中的目的相互关系中得出的。



让我以天文学举例说明（见《分析后篇》第2卷，90a 24—31）：天文学最初就是从有规律性的月食、日食疑问现象中产生的。其问题是想知道原因何在。许多研究导致这样的结论，即月亮的光得自太阳，月食就是有一个天体将光挡住了而产生的阴影，这个天体就是地球。因此月食的原因就是地球的位置正好在月亮和太阳之间。



《分析后篇》第1卷就是从如何获取全部知识这样一个认识论问题开始的。为了使问题得以解决就要思考下述途径
[2]

 ：每一种科学都有双重程序（“方法”）：其一是归纳，这是一种从具体的对象到它们基本的内因之定义方法；其二是推理，这是从原因到现象的论证方法，它要证明对象的必然性道理（在上面的例子中就是月食产生的必然性）。因此科学依赖于两种假设：（1）论证所要达出的是对象的本质，此种本质是事物中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2）定义就是要说明那个存在着的对象是何物。第一种假设根据各种表面现象来回答对象是什么（[image: ]
 ）的问题；第二种假设要回答那个对象是不是（[image: ]
 ）的问题。事物存在的这两个方面就成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并被放置在“存在之为存在”（[image: ]
 ，1003a 24）的称呼之下。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4卷第1章和第6卷第1章中将“存在之为存在”当做第一哲学研究的对象，在《分析后篇》也提到了这一点，因为这种看法正确地表明所有其他科学都要为它们的研究设定一个专门的对象，即它们是什么，它们是由什么决定的。



至于其他，不妨去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Vorrede，第2版），该书在批判形而上学时将其与其他科学做了比较，指出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的形而上学至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然而其他专门的科学如伽利略的物理学却在经验的指导下并运用实验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确实，传统形而上学还停留在亚里士多德加以阐释的基本结构上。不过人们可以这样反驳康德：形而上学所涉及的是所有存在物的形式方面，它所考虑的是所有认知的进步。因此它不会再有进步。这不是形而上学的缺陷，而是它的至上权利。

第二节　存在之为存在：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始于将“存在之为存在”当做研究的对象，然后探讨事物存在的内因及其对其他因素的决定作用。在我们的时代则做了相反的解释，将“存在之为存在”表述为对存在的“根基”发生了问题（海德格尔就是这么考虑的）。亚里士多德文本中的存在涵义就是“存在之为存在”，它是事物明显地显示出的，所以形而上学提出“存在之为存在的第一原因”问题（[image: ]
 ，1003a 31）。当然，这种提法不仅不排除、还认为原因也是一种存在，而且存在要大于作为原因的存在物。

托马斯·阿奎那曾设想过亚里士多德“存在之为存在”的理论，并做了详细的解释。要点如下：

a）存在（[image: ]
 ，ens）是思想的第一对象，并将其理解为最明白不过的事情。
[3]

 托马斯也把存在叫做“共在”，因为存在在每个事物上的呈现都是相同的。存在不是属、种之类单一概念的共性，也不是模棱两可的，而是可以类比的东西（见下文）。

b）托马斯强调，思想的第一对象不是抽象的样式，而是作为存在的具体事物。思想从事物的简单存在推到它们的本质，并将本质作为研究的最后对象。
[4]



c）在研究事物时，思想有一个接受的行为，这种行为决定于思想对事物的理解形式，也正是这种形式使思想起到了抽象的作用。

d）因此在求知中，思想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还主动地对具体的事物进行理智的抽象，进而确切地认识事物。最后，思想用一种抽象的非物质的和普遍的形式来呈现具体的物质事物，找到发现事物本质的方法。托马斯曾就此观点阐释道，主体“用知识的形式”来认知事物。
[5]



e）真理与谬误要归属于思想的判断范围即它恰当地或不恰当地将其对事物的认知呈现出来。因此真理可以被认作“思想与事物的恰当关系”（ada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



原文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找到，
[6]

 他在著作中讨论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问题：灵魂与对象之间的认知进程是取得了相对应的基础（恩皮多克勒）还是没有相对应的基础（阿那克萨戈拉）。在稍后的一些著述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动和被动原则之间的关系，因此两者是不相同的。相反，他在以前的著述中认为，如果灵魂和对象之间没有相似性或相同性，那么两者之间的认知关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亚里士多德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即在认知过程的起始，灵魂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不相对应的，但到了认知的终了，两者又对应了，因为认知过程就是思想以恰当的形式去看待对象，即所谓思想去了解对象。这样，灵魂与对象就对应了起来（[image: ]
 ，417a 20）。

参见《解释篇》第1章，亚里士多德在该篇中教导说，认知的内容（“affections”）或灵魂中所呈现的对象是“对应的”，即“与事物的相同性”（[image: ]
 [image: ]
 ，16a 8）。



f）紧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托马斯教诲道，思想只有“当转换成想象”（conversio ad phantasmata）时才去了解事物的本质，即所谓抽象的方法（亚里士多德用抽象的方法来代替柏拉图的理念“回忆”说）。

g）不过，思想直接接触到的是事物的存在，
[7]

 也就是说事物是“作为存在”而不是以抽象的对象（如种和属）呈现给思想的，因为与存在的接触要先于所有的抽象。

h）理解事物的存在是一种简单的思想直觉行为，这种直觉将事物呈现为存在在哪里、何物存在。例如，在下面托马斯的优美文段中透露出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intelligere autem dicit nihil aliud quam simplicem intuitum intellectus in id quod sibi est praesens intelligibile.…intuitum qui nihil aliud est quam praesentia intelligibilis ad intellectum，quocumque modo，sicanima semper intelligit se et Deum.
[8]



（思想的直觉行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思想直觉而已，它是思想自身的呈现……而直觉也仅仅是思想理解的呈现。就此而言，心灵总是抓住它自身和神。）

我对此做如下解释：思想以简单的直觉行为抓住了事物的存在和事物本身，它与散漫的动作和思考不同，它可以分别称之为“意识”和“自我意识”。



i）思想在开始认识到自己是意识行为的主体前，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性。
[9]

 托马斯进一步阐述道：思想在获得自我认知前，通过经验、想象和抽象等的推断而得到对自己存在的某种“习惯性”注意。
[10]

 托马斯在文本中关注思想如何从自己的本质中来了解自己的问题。对此，他以不同的形式来加以区分：思想肯定是通过经验、抽象和推断来了解自己，但思想对自己当下存在的认识一定是从其自身的本质性东西而来。正是这种本质，思想被赋予了非物质实体的特性。

第三节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证明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基础：形而上学实在主义

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以存在之为存在理论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有其认识论的合理性。不过另一方面，古典的认识论在反思所有知识可能性的设想时，也以这种深刻的反思来表示所有事物的存在，并认为这是认识论自身的设想。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之间的关系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因为就我们开始哲学反思的知识而言，认识论面对形而上学仅仅具有方法论的优先地位。然而形而上学所观照的是事物的本性，这具有实际的优先地位，只是最后由认识论来确证而已。

与亚里士多德反思所有知识的最初假设相比，近代自笛卡儿以降的批评反思就显得深刻不足，因为这种批评是用普通的知识怀疑的手段来探索所有知识的基础，而说到一半又停了下来，去反思“我思”本身。然而，古典的反思则涉及思自身和所有思考的存在，认为这才是反思的基础。实际上，思想与存在是不同的，但思想离开了与存在的接触就不可能反思自己。换言之，没有根本上的思想和存在的直接接触，思想对自身关系的间接反思也不可能附着到与事物的直接关系上来。因此传统的思考向我们表明，就认识论的层面而言，形而上学的实在主义引导我们走向实在的形而上学。我们稍后就会知道，后来那些与超验理论有关的“实在”概念是考虑所有存在的。于是又发展出对存在进行类推的理论，这种类推使我们回溯到作为所有实在原理的最初形而上学原因。



————————————————————


[1]
  这种认识论在我的评注本中有许多解释，参见：Aristoteles' Zweite Analytiken
 （《分析两篇》），mit Einleitung，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Amsterdam-Würzburg，1984，1987（Elementa-Texte vol.1）。


[2]
  这种反思在我的论文中做了解释，参见：Sein und Bewuβtsein．Erörterungen zur Erkenntnislehre und Metaphysik in einer Gegenüberstellung von Aristoteles und Kant
 （《存在和意识：论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认识论、形而上学》），Hildesheim，2001（Olms Verl.，Philosophische Texte und Studien，vol.61）。


[3]
  托马斯·阿奎那《论真理》q.Ⅰ，a.1中的原文是：illud quod primo intellectus concipit quasi notissimum… est ens，另可参见阿维森纳所译亚里士多德《分析后篇》Ⅰ1—2，Ⅱ1，《形而上学》Ⅳ1和Ⅸ10，以及阿奎那《神学大全》c. gent
 . l. Ⅱc. 83。


[4]
  《神学大全》Ⅰ，q.84，a.7中的原文是：intellectus autem humani…proprium obiectum est quidditas siva natura in materia corporali existens。


[5]
  Ibidem，q.85.


[6]
  Aristotle，De anima
 （《灵魂篇》）Ⅱ5.


[7]
  原文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9卷，第10章。


[8]
  I Sentent.Dist
 .（《论区别》，文稿第一部分）3，q.4.，a.5.


[9]
  阿奎那《论真理》q.10，a.8中说：思想把握住的某些事情要先于思想的把握（prius intelligere aliquid quam intelligere se intelligere）。


[10]
  阿奎那《神学大全》75，2，ad 1m中的原文是：et ideo mens antequam a phantasmatibus abstrahat，sui notitiam habitualem habet，qua possit percipere se esse。


第三章

超验性与存在的类推

在上文解释过的亚里士多德“存在之为存在”这一表述出自认识论对所有知识（事物存在的知识）的最初假设之反思。在《形而上学》第4卷第1至第2章和第6卷第1章中又加上了进一层的思考，将问题归结到为何同一种科学能够处理所有的事物。事实上，每一科学总是仅仅抓住了对象确定性的种项。亚里士多德用其智慧性的发现回答这一问题，认为存在不再是一个种。与此不同，柏拉图在《智者篇》对话中仍将存在当做最高的五种属类之一。因此他的理念形而上学有一个普遍性科学的形式，正是由这种形式来定义所有事物的本质。相反，亚里士多德拒绝这种观念，指出存在不是属类，而是另一种普遍性的东西，普遍性通过类推的方式来理解所有的事物，所以形而上学如同一种科学一样可以处理所有的事物，又避免吸收了所有特殊科学在内的普遍性科学中的假概念。（由于上面这段话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不易理解，译者稍做解释：按照柏拉图的观点，一个美的事物的存在是因为它与美的形式挂上了钩，因此真正的存在变成了美、高、诚实这些形式或属类，而所有的形式之上还有一个几乎像神一样的形式，有了这样一个形式，美等形式也能理解了，而具体的事物则是分有了上述形式而已。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具体的事物的存在就已经包含了普遍性的形式，如桌子、房子都有其存在的形式，离开了具体的事物的存在去谈什么普遍性的科学形式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每一种存在都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和普遍性形式的统一。这样，形而上学对存在的认识和科学对事物的认识一样都是对普遍性形式的分析，都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译者注）

第一节　超　验　性

说得更明白点，其他科学的对象都有一个单一的属性，并归结到某个最高的范畴，然而存在则在所有的范畴中可以找到，这些范畴有实体、量、质、关系、空间、时间等，但总是被断定为涉及“一个原理”。这种存在的普遍性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意义含糊的，而是可以分析类推的，使得一种科学能够指涉所有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指出，存在不是用范畴对所有事物进行划分的属项，由此说来，存在这个范畴可以说是所有经验事物的“总合”，它可以用命题的形式来判断。确实，存在这个“范畴”是对所有事物进行“论断的形式”。亚里士多德列举了十个范畴，它们是：实体、量、质、关系、空间、时间、动作、情感、行为和意向。这种划分就包含了本体论的因素，因为第一范畴实体（[image: ]
 ）就是存在着本身，不过其他范畴的存在则作为“偶性”（[image: ]
 ）存在在实体里。

范畴是所有属类中最高的，这种设定意味着每一个范畴都表示存在。因此，存在不可能是在其他属类中的一个属（也不是高于其他属类的属）。因为存在既不是包含相同本质事物的单一共相，也不是包含尽管名称相同而本质相异事物的两可之共相，问题就在于普遍的存在可以包括其他事物。亚里士多德对此的回答是：存在是一种类推的普遍性。其意思是：存在包括所有的事物，一方面这些事物可以是本质相异的，然而另一方面又可以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样，存在就不是单一的，也不是两可的，而是类推的。其意何谓？类推就是本质相异事物中的共同点，因为所有的事物都关系到最初的事物和最初的原理（[image: ]
 ，Metaph
 . Ⅳ1，1003b 6）。后来的经院哲学就将类推的普遍性命名为“超验性”，因为它是超越了范畴的最高种类（transcendunt genera）。（通常我们说事物是不同的，但就它们都存在着而言，一定有共同的存在道理。此即为存在的类推。——译者注）

a）在亚里士多德的原文中有以下几个要点，这些要点后来曾作为经院哲学的基础，它们是：第一，事实表明，存在无需定义，
[1]

 因为它超越所有的属类。然而每一个定义都要从设定的属类开始，由此使被定义者有着落，即所谓种类问题，种类就是通过对属的区别而划分出种差。存在则涵盖所有的种差。（例如“人是理性动物”这个定义中，“理性”就是一个种差，没有这个种差就无法对人进行定义，然而存在涵盖所有的种差，故无法用某一个种差来限定、概括。——译者注）

进一步讲，一个单一的共相（种类和属类）不是确定的某物，它不同于单个的事物。可以在其中举出“人”这个种来讨论，它不是表示单个的某人如苏格拉底或柯里斯库。相反“存在”这个共相则表示指称所有的个体，因为每一个个体都存在着。于是对所有单个事物的种类进行定义就会设定它们存在的本质，而存在自己则不被定义。因此经院哲学说道：原本的东西是无法陈述的（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



这一说法经常被近代形而上学批评论所误解，以为它忽略了个体事物，似乎陈述一定要涉及共相。然而这是不对的。上面的说法并不是指形而上学没有考虑个体的事物，而是说存在不能被定义。事实上，所有的本体论的存在之为存在命题都对个体有所断言。



在新托马斯主义者那里也产生了问题，即一方面思想用抽象的方法获得知识，但另一方面存在又直接由思想来领会。J．马里坦试图用一种存在的抽象直觉来解决问题。
[2]

 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存在是首先被知晓的，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思想对存在的领会要先于各个抽象。尽管抽象会显得错综复杂，但抽象总会关注事物的感知内容，如事物的存在有形式方面的内容，诸如此类的形式就是被意识直接捕捉到的。

至于后来的所谓超验性理论，亚里士多德早在各种场合论及其中的一些原理。他论述道，类推的普遍性也可以在某些与存在有关联的命题如真实、实在和善之中发现。在《形而上学》第1卷（A）中，亚里士多德介绍了新的哲学原则即作为科学研究的所有存在之第一因，随后他在第2卷（α）部分将形而上学描述为“真理论”，这里所谓的“真理”就是有了那个原因事物就成了真实的，也由于这种原因的介入事物有了普遍性（simpliciter）。
[3]

 在第4卷（Γ）第2章中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解释为存在之为存在的科学，它也要对待同一性与多样性、均等与不均等等相对关系的命题。这样一来，事物总是跟着存在，因为无论何处只要存在被断定，那么某物也同时在被断定，反之亦然。因此存在与某物可以互换。

“存在和某物是相同的、是同一个意思”。
[4]



“某物和存在其意思几乎相同”。
[5]



（译者对上文稍做解释：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存在是理念，而某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分有了理念的缘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所谓的存在就是某物的存在，离开某物来谈什么理念、形式、一般等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存在与某物总是相关联的。）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卷第4章中，亚里士多德用批评的眼光来看待柏拉图的伦理思想，认为柏拉图在谈论善的时候仅有唯一的涵义，即善指涉神圣的善，然而善是通过所有的范畴来关顾我们的，它像存在一样具有许多涵义。“人之善”（[image: ]
 ）就是一种德行，有了德行才谈得上伦理。有了人们灵魂的质地，于是这些质地就归入质地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述道，就善的不同形式而言不存在唯一的善的概念，就如同面对不同的存在形式不可能只有唯一的存在概念一样。
[6]



关于真实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区别判断中的真理和事物中的真理时就上述关系做了解释。两种真理的原文可见《形而上学》第2卷第1章和第9卷第10章。此外，《形而上学》第10卷的内容很重要，
[7]

 其中说到了后来根据所有存在中的同一性和多样性因素而生出的所谓“超验性”问题。第10卷的起始是在一和多的主题下展开的同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并由此讨论诸多相对应的命题。亚里士多德这样来说明：



多样的（不同的）或同一的是对每一个事物的断言，这里说的每一个事物经常被称作某物和存在。实际上，多样性并不是与同一性相矛盾的命题。多样性不意味着不存在，而是指每一个存在。因为存在与某物一样是由它们的性质来决定是某一存在或不是某一存在。因此不同的和相同的只是性质不同罢了。



根据这种说法，同一性和多样性不是互相矛盾的，仅仅是存在之间有矛盾（当然不是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矛盾）。
[8]

 亚里士多德指出，每一个存在和存在之间都有同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这一说明假定了每一存在都是某物，因此经常所看到的是某物与某物之间的关系。同样就可以看到事物间的相等与不相等的对应关系。第一个对应关系存在领域中的一与多。这样就可能针对每一存在所具有的某种类推的普遍特性对所有存在进行比较。

当然，亚里士多德受到柏拉图的启示，柏拉图在《智者篇》对话中曾思考过“理念的共同性”问题，并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9]

 他涉及所有的问题，从事物的普遍性到事物的本质，再到理念问题，他将理念与事物加以分开。《智者篇》的对话得出了五个最高的属类：实体（[image: ]
 ）、同一性和多样性、运动和静止，因为事物要分有这五个最高的理念。亚里士多德接受了这种观点，但对柏拉图用自己的范畴划分法而得出的作为属概念的实体、存在做了修改，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修改，存在显现于所有的属类范畴之中，所以存在是类推的（而不是隶属的）普遍性。

b）托马斯·阿奎那遵循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理论并提供给我们一套系统的关于存在的类推的或超验的意义学说，
[10]

 这些意义可以用多种范畴形式呈现出来。这些蕴涵着超验普遍性的存在命题意义属于所有的事物。这些命题是：太一、真实性、实在的和善。他在书的第一部分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讨论来搞清楚真实性问题：一方面，真实性整个地与存在相同一，因为它不可能用定义的方式从存在那里分别开来，它显示出与存在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并随存在一起变化。另一方面，真实性与存在之间也有区别。这种难点也在存在的其他命题上显现，这促使托马斯在下面的系统考虑中去面对那些难题：

再明白不过的就是起点为存在。为了解释存在就不能附加（ex additione）什么到存在上去，然而种差则可以在定义种类时附加到属上去。确实，存在不是种（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卷第3章），也不能被定义；存在可以在所有特别的种差中发现。因此对存在的每一个定语必须是另一个定语的形式，这就意味着存在的形式是超验的。事实上，存在只有两种形式：其一，就十种范畴而言存在的形式是特殊的；其二，作为某种超验性的东西存在的形式是普遍的，它与所有的存在相伴。

托马斯学着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根据同一性和多样性自身的关系（in se，absolute）和这一关系在其他事物中反映出的关系（in ordine ad aliud），对存在与所有事物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上述看法。就这对范畴自身而言，它涉及每一个存在：（1）从多样性的否定而得出不能被分割的一（unum）；（2）从肯定的一得出某些事物的实在性（essentia，res）。进而论之，就上述范畴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而言，也涉及每一个存在：（1）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分别开来或区别开来；（2）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和谐性，再清楚不过的是与（人的和神圣的）思想、意志之间的和谐性，这就是真实性（verum）和善（bonum）。

最后，真实的性质有三个不同的形式：第一，思想与事物、存在之间的一致性；第二，对事物判断的恰当；第三，命题中显现的认知内容。第一层涵义表明判断中真理的本体论基础，这种判断就蕴涵在事物和存在自身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存在与思想、意志之间的密切关系，它表明在所有存在中人的思想的特殊位置。这预示着近代哲学所要转向的主题。不过，托马斯和近代哲学之间差别很大：在托马斯那里，思想的优先地位是本体论化的，是属于存在理论的范围。说每一个存在都关联到思想，这是真实的，它现实地表明所有知识的本体论基础。但这种观点正好被近代的批评理论所遗忘了，其知识论拒绝传统的本体论。

第二节　存在的类推

a）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出发，托马斯主义的超验理论还得关联到存在的类推理论。而且超验性更多地关注逻辑范畴的一面，存在的类推方面则向存在因果问题的本体论—形而上学敞开。事实上，如同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4卷第1章中所解释的那样，通过不同层面的类推而确定的存在总要关涉到“一个原则”或一个原因。这样一来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有相似性的成员尽管其本质不同，不过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即所谓某种因果关系，下一级的成员由原因引起，而上一级的成员则是下一级的原因。

从果的存在到因的存在之秩序是渐次展开的：其他范畴的偶性隶属于第一范畴的实体，如同果的存在到因的存在一样；我们在隶属性的实体中再次发现第一范畴，它作为被引起的范畴又指向更高的范畴，那更高的范畴就作为其他范畴的原因。举例来讲，一个活生生的存在身体就涉及作为活生生原因的灵魂。因而我们发现，身体与灵魂之间确信的类似关系说穿了就是身心健康问题。

因此当类推是第三种普遍性的形式而不是单一涵义的共相或多重涵义的共相时，类推的本体论实在状况就变得一目了然，与那种纯粹的逻辑状况有明显的不同。在单一涵义共相（种类或属类）名下的成分具有相同的本质（相同的确定性），然而在多重涵义共相名下的成分则具有不同的本质，只不过有一个相同的名称而已。相反，在类推普遍性名下的成分当然也具有本质的不同，但具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共同特征即被引起和引起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原文第4卷第1至第2章中指出，“存在可以用多种形式来断定”。根据范畴的多样性，存在既不属于单一涵义的范畴，也不属于多重涵义的范畴，而是类推地关联到“一个原理”（[image: ]
 ，1003b 6）。亚里士多德从医药方面取来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例如在对“健康”的性质进行断定时，这不仅涉及身体问题，而且涉及对健康身体（如排尿、肤色等）的看法问题或如何保养的问题。当然这个例子不是很妥善的，因为它给出的仅仅是一个意向上的比喻，而不是实际上的样子（后期经院哲学就是这么区分的）。然而关于存在的实际类推（也是唯一的类推）例子应该早就提示过了，而且就现在涉及的内容看，上述问题是首先要予以解释的。《形而上学》有言，第一哲学就是直指第一原因即所谓“第一实体”，所有存在都与此有关（1004a 4）。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12卷第3至第4章中就是从类推的角度、从因果联系的角度来勾勒存在固有的普遍意义，而这一点正是形而上学的实质所在。有许多不同的事物可以类推出其中的相似性。因此传统上就是把存在的普遍性当做一种类推的超验性。
[11]



b）托马斯·阿奎那再次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类推理论，并在为数不多的场合下以一种正确的形式将上述理论明白不过地加以完善和呈现出来。不过阿奎那在解释过程中的简略性也使近代的诠释者在理解方面造成了许多困难，这使问题反而复杂了起来，甚至觉得其中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果我们在内容所及之处去考虑一下亚里士多德原文是如何说的，那么问题就不难解决。托马斯是在讨论如何使大多数命题（nomina divina）可以通过单一的统一体即上帝来论定的框架中处理存在类推问题的。其解决的途径是，诸多命题（如统一性、真理、善、正义、智慧等）从人类思维的角度看是多样化的，但通过类推而得出的神性思维角度看，结论是神用单一的统一体来支配它们。这意味着神的完美性作为原因产生了众多创造物的结果。对那些众多的神的命题之论断是通过类推从创造物的人类思维中得出，因此这种论断总是陪伴着类推似的理解，它会说众多的命题是唯一的神圣原因之结果；因为类推就意味着那些根本上不同的成分具有某种共性。

在《箴言录注释》“序言”（Ⅰ，q.1，a.2，ad2）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类推如何能够一方面理解创造物与上帝的关系，另一方面类推的标志就是断言不同的成分与类推中的第一个成分有关系，且没有任何成分高于上帝。《箴言录》ad 2m
 的解决方法是将两种类推的形式加以区别。刚才提到的类推只是两种类推之一。此种类推的标志就是指两种或更多的成分求之于第三种更高的成分（这样一来偶性就求之于实体，物质实体就求之于非物质的实体）。但还有另一种类推的形式，认为如果有两种成分存在着，则其中一种的存在是另一种存在的原理。正是在这种形式中，存在着创造物与上帝之间的类推关系。

在《箴言录注释》的另一处（I Sent
 .d.35，q.1，a.4）也有相同的区分，其中解释道，在神性思维中的知识不只是不同于人性的思维，而且就是类推知识本身，它提供了上述两种类推的形式：（1）作为不同事物（首要的是存在）之间的共同标志，这些事物与首因相关照呈现出不同的等级（可相比于那单一涵义的命题，它只属于相同种类的事物、同一种事物和相同的意思）；（2）作为两种事物间的共同标志，这两种事物中的一种依赖于作为原因的另一种事物。只是这第二种类推的形式才与创造物和创造者上帝相关照。



近代的学者没有弄明白上述两种形式的类推之间的关系——他们甚至将那两种类推看作互相矛盾的，因为第一种形式说明的是偶性和实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形式是附属于第二种形式的，在第二种形式中一种成分要求之于其他作为原因的成分，不过在第一种形式中两种或更多种的成分也要涉及第三种即一个更高的成分。

但事实上两种类推的形式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整个实在是以不同的层面来表现自己的。当然，偶性有赖于实体，但实体在原因方面也有其依赖更高的成分的一面，因为较低的、物质的实体依赖于较高的、非物质的成分。这样一来，类推的关系就属于第一种形式的类推了，不过第二种类推形式体现在较高的实在层面上，涉及第一种神圣的原因。



我们发现《箴言录注释》列举了三种类推的形式：

（1）不过是一种意向的，并非没有实在的主体；

（2）一个实在的事物并不对应于任何的意向；

（3）一个实在的事物会对应于某一种意向的内容。

托马斯说明道，关于第一点举“健康”为例，可以从生命的存在、营养、排泄等不同的方面加以判断。



因为亚里士多德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实际上类推是如何将各种成分关联到“一个”（原理），不过托马斯仅仅将此类推概括为一种意向性，这种说法引导卡耶坦（Cajetan，红衣主教，1469—1522。——译者注）去考虑这样一种并不确实可信的类推形式即他所说的归因类推。在我看来这不是很恰当的。当然，对应于真正的存在类推形式，“健康”的例子仅仅是意向上的和不充分的。不过，亚里士多德没有其他可能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因为真正的类推就是存在，而存在还得加以说明。

确实，真正的存在类推必须被当下的直觉也就是将存在当做存在本身的直觉来捕捉。用例子来说明仅仅是一种辅助的办法，只能用作意向上的类推。



第二种形式的类推是由会朽败的“身体”和不会朽败的实在物之间的类推来表达的，尽管思维是用明确的涵义来思考身体，而不是用类推的涵义或仅仅是意向上的涵义来思考它。就第三种类推的形式而言，托马斯没有举例说明，显然是因为任何这类形式的例子都要基于已有的存在类推，这种存在类推是仅有的真实类推（它也根据意向的内涵）。上面提到的两种类推的形式是实在的和意向上的相结合。

在《论上帝的能力》（q.7，a.6 and 7）中，托马斯教诲道，上帝与创造物具有共性这个命题不能单一地或模棱两可地仅从上帝这一面而论。不能模棱两可地这么说，这是因为不然的话就没有命题会关系到事物即上帝的事物这一面（quibus nihil respondeat ex parte rei）。也不能只谈上帝，尽管事物都求之于上帝的本质。但是，对事物特征进行认定不是当下就能确定的，而要经过思维的中介（sed sciendum quod significatio nominis non immediate refertur ad rem，sed mediante intellectu…）。
[12]

 这样，思维就能如事物呈现的样子去反思事物的本质，而不是直接就反思了事物的本质。进而论之，思维所反思的是事物表象，并通过“意向的”概念（如“种类”、“属类”等）去反思事物，反思事物与其本质的关系。认定上帝的类推特征就不仅仅是意向上的概念，因为这些类推所涉及的就是上帝真实的本质。不过这些认定都经过思维反思的中介，而且这种反思所给出的是不完善的类比，但每一种反思都“留有完善的（神圣）形式的外表”（possunt tamen esse diversae similitudines imperfectae，quarum quaelibet a perfecta formae repraesentatione deficiat）。

从这些内容中我们知道，关于创造物和上帝之间的类推是一种因果关系，包括了多种结果和唯一原因之间的区别。因此，类推的共同特征可以在创造物不完善的多种形式中去发现，但与此相反，上帝只有完善的一种形式。当断定创造物和上帝的类推特征时，思维所意识到的就是两者间的区别。

托马斯文章的第7部分详细解释了上面提到的两种类推形式，并归结道只有第二种形式关乎创造主上帝之间的联系。

在短论《关于自然创造》（De natura generis）第1章中，托马斯也从类推的角度讨论了存在问题，并指出创造物与上帝之间的类推不能用参照一个更高的成分的方式进行，因为没有比上帝更高的形式。反之，上帝高于所有的存在。类推中所涉及的那更高的第一成分的标志，其完整的意义仅仅是指人们发现在较低级的成分中所表现出的不完善性。因此类推的存在也仅仅是对其他成分、对创造物不完善性和对上帝独有的完整性、完善性感觉的一种断定。

在《反异教大全》第1卷第34章和《神学大全》第1卷第13个论题中，我们又发现了在《箴言录注释》中已表述过的两种类推形式的区别，只是在举例上有些变化。在《论真理》论题2（a.11）中，托马斯又对第二种类推的形式即两种成分之间的关系（habitudinem ad invicem，habitudinem inter ea quibus est aliquid per analogiam commune）做了进一步的区别：确实，这种区别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被确定，即当一种成分是有限的、相对的原理，或是不确定的，而当另一种成分是无限的、绝对的原理。在创造物与上帝之间只有一种不确定的关系，因为上帝在本质上（在他的存在和善的方面）是无限的。然而，有限的关系可以用确定性的比例来说明，就像一个简单的数学比例如1比2这样的放大关系，但无限的关系则不能这样来说明。这种类推只能用下面的比例符号来表达即1∶2＝3∶6。托马斯用类推的视觉能力来说明身体和灵魂（灵魂无限地高于身体）之间的类推关系，就好比眼睛属于身体一样，所以思维属于灵魂。这样，创造物的特性就仅仅以相互比照的关系由上帝来决定，因为它们在上帝中有无限完美的内容。

第三节　近代的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

托马斯的理论在托马斯主义传统的内外都有许多误解，对此我要简单地提及一下。例如，卡耶坦从明确的和意义含糊的关系来说明类推的普遍性，并这样来理解类推，即从不同的层次来设定类推的成分，那些派生出来的成分就会出现意义含糊的类推标志，而第一个成分则是意义确定的。不过，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它主要由逻辑方面的原因导致。这就需要从本体论的观点来看问题。确实那些派生的成分只是就逻辑而言与首要的成分有共同点，然而就本体论而言它们之间有一种特定的类推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13]



卡耶坦那著名的归因类推与比照类推之间的区别，这在我看来并不是对托马斯原文的正确理解，而是他自己的解释。根据卡耶坦的看法，《神学大全》将类推的特征“f”不明确定地归因于派生成分“m1
 ，m2
 ，m3
 ”等，而将特征“F”明确定地归因于第一成分“M”：

m1
 ，m2
 ，m3
 —f；M—F

但在《论真理》中，原文一方面呈现了一种派生成分“m1
 ，m2
 ，m3
 ”和第一成分“M”之间的比照关系，另一方面又呈现了不固定的“f”和固定的“F”之间的比照关系：

m1
 ，m2
 ，m3
 :M＝f:F

然而在我看来，我们仅仅得到了不同形式的表象，而实质上未在类推中改变任何东西。确实，归因的关系可以被扩大为一种比照的形式，同时比照的关系也可约定为归因的形式。
[14]



在近代的学者中，问题也是由上面提到的两种类推形式（即更多的成分与作为原理的第三成分之间的关系、两个成分中的一个是另一个的原理之间的关系）所引起。这两种类推形式似乎都考虑到了成分的相同问题。进而论之，这会激起一种想法即托马斯是在用相同的例子去说明不同的类推形式。这样，偶性与实体之间的关系一会儿说的是类推的第一形式，而另一会儿又说的是第二种形式，于是原文看上去就显得矛盾了。

为了解决问题，我以为有必要去考虑相关的认识发展过程，即类推用归纳的方法逐步完成对存在之最初超验性原因的认识方法（cfr. Thomas' quarta via
 《四种方式》）。从实在的较低层面看，感觉实体就已经是偶性最初的法则了。因此，实在与感觉实体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更多的成分对应于一个更高成分（所谓第一种类推的形式）的关系，甚至就是创造物和上帝（所谓第二种类推的形式）的关系。不过，从更高的认识层面而言，感觉实体被视做依赖于更高的、非物质性的实体。最后，这些后来形成的认识会关联到一个最初的、绝对的法则。

因此，两种类推的形式对应于我们知识的两种不同层面：当一种更多成分之间的类推被仅仅视做间接关联到作为第三种成分的法则时，这种看法与直接考虑第一种成分的类推相比较是低水平的知识。偶性与实体被当做紧密的关系，这说不上什么例子，不过考虑较低实体与较高实体之间的关系是更完善类推形式的一种显现，因此原初的类推形式也是指向原初的超验性原因的。接下去的论题就是展示托马斯如何说明不同形式的类推对应于不同形式的认知，这些是形而上学逐渐展开的认识。事实上，形而上学就是从存在类推的第一因中引申出来的：

[image: ]


我注意到，在我们那些针对不同层面实在而不断进步的类推知识中存在着某种动态的上升路线。不过发自存在本身的类推则不是动态性的，而是静态性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动态的维度属于运动的或变化的或将要成为的领域。
[15]

 然而所有水平面上的动态过程如时间中的本体论存在类推关系还垂直维度地呈现自己，并直指最初的如上帝之类的超验性原因，这种原因高于所有动态的过程。
[16]



从学术源流上看，托马斯毫无困难地将好几位作者的文本内容综合了起来，这些作者不仅有亚里士多德，还有新柏拉图主义评注家，更有神秘主义神学家狄奥尼修斯和约翰·大马士努斯。尤其在第二种类推（一种成分与另一种作为法则的成分之间的类推）方面，托马斯使用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分有”概念，其意思是一种成分要求之于首位的相似物。

首要的资料来源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4卷第1章，那里有关于“趋向元一（法则）”问题的类推，它通过偶性与实体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并用“健康”的例子来说明。

《形而上学》第5卷另有一段文字涉及“元一”概念，并对其多种涵义做了区别。其中最大的部分就是“根据类推”云云。在《形而上学》第9卷第6章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潜能与活动之间的类推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卷第4章，他纠正了柏拉图伦理学直接指向超验的神圣之善的看法，指出善可以在所有的范畴中找到，那种道德的善则属于质的范畴。确实，德性属于灵魂的质地。

所谓类推呈现出各种成分趋向第一成分，即法则的共性，这应当属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5卷第15章中描述的关系范畴。他区分了四种涵义：（1）数量与数学的关系；（2）被动与主动的关系；（3）双边的实体之间关系如儿子与父亲关系之类；（4）单个实体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一种成分的产生是由于受到另一种成分的制约，但这并非意味着总是后者受制于前者。上述关系其实是被量度与量度之间的关系，又如我们在类推中所看到的作为结果的存在和作为起因的存在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扩展到所有的存在。只有一个个实体间的类推关系才适宜于创造物和上帝之间的相互决定关系。



关于测定主体和客体间相互决定关系的认识，这可以追溯到普鲁塔哥拉斯的看法，他曾经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存在物之所以称其为存在或不存在的尺度”。然后亚里士多德对此阐述做了纠正，指出与物相比人的思维知识是一种尺度。以后托马斯·阿奎那再次加大了对形而上学维度的思考，指出事物就在两种思维即人的思维和神的思维之间，事物趋向人的思维的尺度，但这种尺度来自作为万物尺度的神的思维。



更重要的是应当明白，存在的类推不仅考虑事物的本质，而且考虑事物的存在。因此将我们的知识仅局限在事物的本质方面是不正确的，这等于抛开了事物的存在，而只有存在是“实在的”（“fait brut”）。这样一来，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类推和完整的实在，而这些认识总是从具体的存在物那里起步的。

总之，存在类推的古典理论是正确理解传统形而上学及其实在主义的重中之重。有意思的是，这些理论在近代完全丢失了。绝大部分的近代形而上学批判都存在着这种丢失现象。当笛卡儿对外在事物的存在进行怀疑、当他撤回到思想的孤岛并认为思想是唯一可靠的存在时，他陷入了著名的非物质主体（res cogitans）和物质客体（res extensa）的二元论之中。事实上，尽管思想主体和外在事物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两者还是在类推方面有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存在着的某物或者它们都是怎样的事物。这一点已经在笛卡儿那里溜走了，紧随其后的康德也把“自在之物”排除在我们的知识之外。为了克服笛卡儿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制造的二元论，德国的观念论者又陷入了他们的一元论体系之中。在黑格尔那里，主体和客体变成了“世界精神”进程中的两种运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态度则把人放置在感觉物的“本体论差别”和人的精神活动之间以克服两者的裂痕，从而将人的思想提升到一种绝对的状态，那时已经不是某人在思想，而是他变成了“想法本身”即所谓存在本身（一种难以名状的合目的性）。不过，将人们思想绝对化的做法亦丢掉了不实在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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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事物的本质：内在的基本原因

现在就来谈事物的本质问题。传统形而上学是从事物的存在方面开始研究本质问题的，我们的第一步也得弄清楚某物存在和由事物本质决定的某物何谓这两者间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曾在近代搞糊涂了，尤其被经验论者搞糊涂了。

第一节　从事物存在到事物本质的经过

经验论者认为存在是一种从经验中得到的事物感觉材料，而本质则仅仅是心灵中的观念。这样一来，它们就将两者分离了，也就是把事物存在到事物本质的通道给阻断了。相反，唯理论（又称作“本质论”）则认为事物的存在是事物本质的一个方面。设定存在在先，就是想从事物的本质中引出事物的存在。将本质当做神的理性之形式（作者这里的“形式”用了ideas这个英文词，此词当然可以译成“观念”，但在古希腊哲人的眼里，ideas通常不是指我们中国哲学所习惯的想法之类，而是指事物的形式，从这里的上下文看也应当译作“形式”为妥。——译者注），唯理论哲学使人的理性分有神圣思想的形式即事物的本质，以此捍卫上帝是万物创造者的观点，也就是说事物是如何从上帝想好了的事物本质中派生出来的，并由此获得在世间的具体存在的。

黑格尔的观念论则更进了一步，将人类的精神提升为一种神圣的“世界精神”（weltgeist）的运动，于是人、世界和神的哲学知识就成了世界精神的自我认识进程。然而人们可以反对说，这些主张无法被我们的现实意识所证明，正是现实意识使我们很好地知晓神性的和人类精神的之间的区别、过程的和存在的之间的区别、实际的和心灵的存在之间的区别，如此等等，而传统的形而上学清晰地论述了这些区别。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方法是从事物的存在到本质，而不是倒过来从本质到存在。

正如传统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存在不是感觉的材料，而是表现为一种与我们经验的感觉内容相对应的思维形式。存在是在一种意识的行动中被思维领会到的。

即使在绝对的感觉中经验事物的存在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这还是表明了某种存在的相对性和假设的必然性，因为存在着的东西如存在着的彼得和存在本身不可能一一对应，他甚至不必定要那样存在着，他不可能体现为所有的存在。

关于前面提到的存在与本质问题，我认为最好还是回到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最初是如何区分这些问题上去。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讲，上述两个问题的差别是明显的，因为它所对应的是两个有关事物的不同问题，即所谓事物如何和事物是什么的不同问题。这导致两种不同的回答：其一要说明事物存在的问题；其二要回答事物的本质问题。不妨去考察一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想法吧，他们都没有从独特的事物这种角度去处理“存在”，而是把它当做有一个独特存在的形式并对应一个相关事物的问题，即“事物如何”（[image: ]
 ），或者说“事物是那样的”（[image: ]
 ）。关于本质，柏拉图除了提出独特形式的问题即“事物是什么”（[image: ]
 ）外，还使用了独特的实体和理念（[image: ]
 ）概念。亚里士多德除了顾及两方面外，还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即[image: ]
 。
[1]



他进一步讲解道，定义一个事物的本质，就应该是对事物的本质有所设定。因此，在定义中的正是事物本质性的标志，而不是事物存在在那里，因为存在在那里早就设定了，它与本质不同，本质是（[image: ]
 ）。
[2]

 这里我们有区别存在和本质的原文，它在稍后的经院哲学得到了强调。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在每一种科学与其对象问题上区分为两种认识行为：对存在的假设（[image: ]
 ）
[3]

 和对事物本质的定义（[image: ]
 ）。

一事物存在在那里是定义其本质的前提，这一点表明两者之间有紧密的关联性。确实，两者是相同存在物的两个方面而已。在我们初步接近事物时总是把它们理解为简单的存在物。不过我们也会询问它们是何种事物，从而引导我们去研究它们的本质。

第二节　事物本质的构成原因：定义、归纳、抽象和意向

研究一个种类的事物本质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定义，这由苏格拉底提出并由柏拉图予以发展。定义从最接近的一个属出发，这就使一个种类事物中的问题在另一些种类事物中发现，并能够对它们进行比较。于是对种差或特征进行研究以确定一个种类与另一些种类的不同。显然，本质的特征已不是感觉意义上面的事情，而是思想上的了，因为只有思想可以理解它们，并将它们从具体事物的特殊感觉特征中抽象出来。

a）定义与本质

柏拉图的许多对话都运用定义对象本质的方法。
[4]

 他早期“苏格拉底式”对话结束于一个两难推理这种情况是由那些善诡辩的智者派对话者引起的，他们拒绝任何从感觉经验到思想知识这一体现科学普遍性的路径，因为他们信从一种经验主义的怀疑论。苏格拉底的“无知”不是怀疑论的，而是起步研究对象本质时对问题的一种询问意识，因为研究起步时我们所要处理的只是主体特殊的经验和意见，这时我们还没有得到研究所要得到的关于对象普遍性的、科学的知识。与此相反，智者们的意思是他们靠了其最初的经验意见就等于具备了对象确定性的知识，而不要再走到主体经验的另一边去想想问题。这就妨碍了他们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角度去做任何思考，即从主体的经验意见到客体的科学知识的思考，虽然“苏格拉底式对话”给了我们充足的提示、指导和研究，以此解决定义对象本质时所遇到的最初问题。然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近代的学者明白柏拉图与智者派不同，无法在这些对话中解决原初的问题和终结两难推理的原因。他们误解了苏格拉底在研究的起步时向我们展示的并与怀疑主义不相干的“无知”。

由于可感的事物之基本标志不再是感觉，而是思想，事物就必须由思想来理解。这一点被古代和近代的经验主义批评所忽视，他们拒绝经典的定义方法。



米利都的尤布里德斯早就以一堆玉米（soros）为例做了荒谬的定义。问题说的是究竟要多少玉米才称得上是一堆玉米。当我们一粒一粒地取走玉米，是四粒还是五粒才算是一堆玉米呢，还是最后三粒或两粒就是一堆呢？因此定义是不可能的。然而，错误在于试图发现基本的感觉标志，在这个例子中就是所谓多少玉米的问题。真正的回答是这样：堆是物体的一种“量”，它由思想来理解，而且感觉是不可能看到“量”的。

同样的错误我们还可以在近代的思想家如休谟、波普尔那里发现，他们就是用事物的感觉特征来举例以表示定义是无用的。有人也经常使用那种暂时性形式的“模糊线”来做例子，如那些菌类就从单个地块向更多的地块蔓延。但传统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种类只有当其最后完整的状态出现时而不是形式还在变动时才给出定义的。



亚里士多德与老师柏拉图一样认为除物质的原因外还有非物质的原因即形式、效应和最终的原因等，虽然他批评柏拉图将形式的或基本的原因（理念）与经验的事物相分离。在《形而上学》第7卷第4至第12章中，他把本质定为定义的对象，并认定其是表明“自身”（[image: ]
 ）的东西，是与事物相一致的。
[5]

 两位哲学家对事物本质的定义都具有本体论的维度：属所表明的是好些种类的事物现实存在的领域。为了一步步定义发问中的种类，种差区分了第一个属类，然后对下面的属类进行区分，并一直下去直至对应的领域，以便其中的一个发问中的种类领域被找到了，同时排除了其他不相干的领域。



举例来说，将“人”定义为“动物”这个属的种类，首先要做的是区分开两个领域即“水生的”和“陆生的”，而人必须属于后者，并排除前者，然后对一个个存在着的人进行研究。第二步和其他的区分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这样，第二步所做的区分就是“飞行的”和“步行的”，由此认识到将人定义为陆生的，接着再研究一个个实际存在的人的生物结构。



在《形而上学》第7卷第12章中，亚里士多德涉及属与物质因和作为形式因的最后种差（包括其他种差）问题。托马斯·阿奎那在《论实有与本质》
[6]

 一书中也主张这种理论，并精到地指出属与物质因并不一致，与形式因的种差也不同，不过属与这两种因都相关联。

即使事物真的有本质，我们当代的怀疑论者也不接受事物中存在本质的知识。一些怀疑论者甚至提到了托马斯，认为他也说过事物中的本质对我们而言不得而知。
[7]

 然而，文本中的不同说法只是讲我们不可能像神那样去知道事物的本质，神的认识是一种直觉的行动，由此理解事物的本质和事物本身。可我们仅仅依靠研究的方法，即零散的认识行为去知道事物的本质。不过，思想的对象正是事物的本质（quiddity，nature），我们可以在《神学大全》中读到这样一些内容：我们思想的对象是物质事物的本质，正因为如此，那种本质是首要的，对其认识是思想自身的适当对象（Ⅰ，85，8c：obiectum intellectus nostri est quidditas rei materialis…Et quia id quod est primo et per se cognitum a virtute cognoscitiva，est proprium eius obiectum…）；我们思想的对象就是物质事物的本质（87，2c：obiectum intellectus nostri…est natura rei materialis…）。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本质在每个事物的活动（[image: ]
 ）中被很好地发现。《形而上学》第7、第8卷中指出，本质表现为形式或最后的原因（如动物中的灵魂），它与物质的东西相对照，是每个事物中的潜能（[image: ]
 ）。
[8]

 《形而上学》第7卷第17章又在《分析后篇》第2卷第1至第2章的基础上针对研究对象问题继续阐述了原因、变形等观点，其中提问了“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等问题。这些问题就是针对必须弄清楚的事物原因而发。托马斯由此指出，形式是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原因（forma or essentia est id quo res est）。这遵从了亚里士多德从事物到原因的分析，它一方面要说明白物质的原因，另一方面要说明形式因、作用因和决定因。

在同卷第17章中亚里士多德解释道，对原因的关注不能局限在物质原因的方面，似乎列举一下物质部分去定义就行了。自然事物如植物、动物远比其物质的部分加起来要多。事实上，自然事物被赋予了起最终作用的形式因，这种形式因对自然事物的各个部分进行布局，从而使一个复杂的事物如一个动物而不是怪物能够很好地呈现出来。亚里士多德在17章中举了对房子进行定义的例子，定义时仅仅列举房子的地基、墙面、屋顶等要素是不充分的，还必须点出最后因即它是一个居处，是使人和物体免遭气候的影响。

b）归纳与抽象

对事物的认识过程起步于事物的感觉材料并通过感觉材料用思想得出其本质的特征，这就是传统所说的“归纳”（[image: ]
 ，inductio），也就是“导向”经验的个体事物，从中可以去研究本质的东西。



英语词汇中的“归纳”一词是从拉丁文翻译而来。德语“归纳”（erfahrung）一词与拉丁文很贴切，意思是“进一步”。英语“经验”一词如同意大利语“esperienza”一样都出自拉丁文的复合词“experire”，意思是“进入一个事物又从事物中走出”，以便知道一个事物。希腊语[image: ]
 的意思则是对某物进行证明，[image: ]
 所表达的仍是这个意思。



不满传统定义的近代批评论指责传统仅仅是概念层面的区分。但这种指责是不正确的，因为传统定义所做的是一个归纳的进程，即从具体的事物出发，进而到达事物的本质，即构成事物的原因。属加种差的定义概念就体现了这一点。

在单项科学的研究中，古典的归纳法就是从经验感觉的事物出发，也就是从人们凭自己的经验观察对象出发，并通过经验而得出思想上的特征。这些是经验论者所回绝的。就英国的经验论者而言，特别以近代的经验论者为例，他们认为不可能得到那种超越经验的特征。休谟的归纳法就是简单化地归纳一个个事物具有的共同特征，对此做经验式地观察，从而合在某个种类之中。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对无数的例子进行归类，有一个问题还是存在着，即将来在同一类的事物中是否总有一个例子会偏离同类的特征。

相反，传统的归纳早就做了个案的观察，从而能够在与事物有关联的思想层面上概括出事物问题的基本特征。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对此的解释是：传统的归纳经历了一个从特殊事例的对象出发到认识事物基本特征的认识过程，而非仅仅是罗列特殊的事例。这个过程就是认识事物的起因到认识事物的基本原因的过程。我们必须注意，特殊的事例不只是“案例”（或实证主义所谓的“案例是什么”）而已，而是一个复杂的事情，这里含有感觉的方面和思想的基本方面。归纳所要达到的是思想的抽象。

c）意向

就归纳的复杂性而言，我们不得不提及所谓“意向”概念，此概念在经验哲学的认识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不妨说，思想从具体的事物中获得普遍性质的抽象过程就是从具体的事物回到思想自身，这个过程是通过意向的作用实现的，这时意向将思想的抽象内容与具体的事物关联起来，更确切地讲是与具体事物的存在关联起来。可以参照托马斯（I Sent.，dist.Ⅲ，q.4，a.5，3）文本中的话语：知识主体的意向是必需的，然后知识的形式就涉及事物（requiritur intentio cognoscentis per quam species cognoscibilis in rem reducatur）。

意向理论设定，思想从一开始就通过对存在物的意识而呈现了对象事物，事物正是通过这种意识呈现给了思想。更确切点说，在抽象过程中的思想并不是直接使自己关联到具体的事物身上，而是通过对感觉现象的抽象觉察到事物的基本特征。用经院哲学的术语讲，思想以“直接的意向”涉略事物的抽象普遍性概念。于是，思想在反思中以一种“直接的意向”又回到了自身即主体，这时的主体已经把自己当做是一种对象。

笛卡儿以降的近代哲学有一种相同的反思和“意向性”行为意识。这就导致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两种意识行为都以为思想借助了意识而直接呈现事物、呈现思想自己。仅仅以此为基础，思想就能指导自己的认识行为或直接延伸到事物身上（in intentioned irecta），抑或间接地延伸到自己身上（in intentione indirecta）。

进而论之，我们可以明白传统理论的特别重要之处，即每一存在都因为其本质而成为个体。相反，在近代的超验主义、观念主义以及现象学、分析哲学那里，事物统一体的唯一源流被还原为现象，被认为是主体在其中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曾意识到思想对事物统一体的主动作用。他在《论灵魂》（Ⅲ，6，430b 6）中论述道，“使每一事物成为个体的是思想”（[image: ]
 ，在Ⅲ，5，430a 15中的原文是[image: ]
 ）。不过他这样教导，统一体的源流是从事物的本质中发现的。当认识到事物的统一性，这时的思想就是被决定的。例如，人根据其本质而成为一种实体，这种实体具有音乐才能的偶性（如《形而上学》Ⅴ，6，1015b 30所言：[image: ]
 ）。每一实体都是一个个体，思想对这个个体的理解就是对其本质的理解（即《形而上学》1016b 1—3所言：[image: ]
 [image: ]
 ）。在抽象的过程中，思想对统一体的建设作用要对应于事物因其本质而具有的统一性。

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后篇》第2卷第19章中用军队的象征性例子对此阐述道，当一队人马散开了之后，将领根据状态来重新组织这支队伍。这里是一段解释语：对事物基本统一体的最初感觉是模糊的（就好像队伍散开后的状况一样），也可以说这时的事物溶解成了多种现象，随后思想跟上了，在抽象的过程中思想重新获得最初的、根据本质而成的事物统一体（很像将领重新组织军队时的最初状态）。在这个象征性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特别重视状态固有的一面即原文所说的原理（arché/principle）在军队分散运动时被弄模糊了。这意味着我们对事物的知识最初是以事物变化的感觉呈现出来的，但事物的原理、本质事实上并没有变化。因此在抽象的过程中，思想抓住了事物的基本特征即共相，这种共相是灵魂中很稳定的内容。

第三节　个体、共相和本质

柏拉图并未像近代批评家所误解的那样将事物的本质认作共相（种和属），而是将本质的存在认作思想的共相即“一与多”（[image: ]
 ）之类，如“人”的理念对应于许多个别的人等。结果是理念与个别的事物分离了开来。参见下表：

[image: ]


柏拉图未将本质认作共相这个事实是明显的，文本中他说的思想概念（[image: ]
 ）所涉及的是客体另一边的理念。
[9]

 柏拉图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也是一个实在主义者。思想所面对着的理念、事物本质都是客观的实在，思想必须提及这些实在。他将理念和个别事物分开这一点也不表示他就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费多篇》和《美诺篇》中所假设的灵魂中的理念记忆同样不意味着理念就是灵魂中的东西。

柏拉图将原本属于事物的本质从事物中分离开来的错误来源于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因为本质被认作共相，而共相又不是与个别事物合在一起，于是柏拉图做出结论：本质应当与事物相对立、相分离。亚里士多德解决了这个问题，并纠正了上述错误，认为将本质仅仅认作共相这是真实的，但思想中存在的共相模型如“一与多”与事物中存在的本质不是同一回事，因为本质在每一个事物之中，见下表：

[image: ]


与个别事物相对的作为定义本质的共相是与本质不相同的，但它涉及作为事物根本法则的本质。亚里士多德用了一个与柏拉图不同的新词即[image: ]
 来解释他的新概念（此概念我们已经在上文解释过了）。
[10]



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后篇》第1卷第24章中解决了这个问题，该章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是普遍的证明还是特殊的个体更适宜于做决定者。讨论反对那种依赖于共相和个体相对立的科学普遍性证明，指出每一种知识都在获得对个体事物的理解，个体事物是第一的存在，它包含了所有可理解的东西。不过，讨论也赞成依据相同事实所做的证明。事实上，普遍性的知识涉及个别事物的本质，即事物构成的原因，但它与个别事物还是有差异，因为事物存在的本质模型与思想中的共相是不同的，本质模型不是与共相形成“一高于多”之间的关系，本质模型就在每一个事物之中。

在《形而上学》第7卷第12章中，亚里士多德教诲道，不能同意柏拉图的意见，共相不是实体，不过本质是实体。他进而强调说，共相是对整个事物的断定，然而本质即内在的原因则不是事物自身的一种断定，因为它们是整个事物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他部分而言属于次要的因素。（例如，苏格拉底最基本的构成因素，即他的灵魂就不可能说成是苏格拉底本身，苏格拉底不是灵魂，而是拥有灵魂。）
[11]



托马斯·阿奎那也主张亚里士多德关于共相与个别事物相互关系、关于事物本质的理论，指出本质与思想中的共相（所谓“一高于多”）不是同一个情况，而是另一种情景（即在每一个事物之中）。
[12]

 这种理论看上去在托马斯的时代没有被弄清楚，因为尽管它提供了解决柏拉图关于共相和个别事物关系问题的方法，但在中世纪有三个课题留待讨论，即共相是先于个别事物，还是存在于个别事物，抑或后于个别事物。这三个问题分别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唯名论者讨论过，但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存有极大的误解。

第四节　个别事物与其本质之间的关系

如果问何为个别事物及其本质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对此早就做了很好的探讨。他将本质当做个别事物的存在这个新的概念也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个体是由物质和形式因所构成，且本质是形式结构原因的部分，这样本质就应当整个地被认作是个体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体不仅包含本质的因素，也包含了偶然的因素。本质仅仅是个体的一个部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7卷第6章中的回答是：在一个物质构成的个别实体中，本质只是部分的，因为对于一个物质的个体而言，它还有偶然的部分。

托马斯用阿维罗伊的评注并通过区别已经显明的物质（materia signata）和没有显明的物质（materia non signata）来解释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前一种物质被形式因构筑成了，而后一种还只是停留在物质自身的原因部分。因此上面提及的问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即本质由形式因和物质因（materia non signata）构成，然而一个完整的具体个体则由两种因的结合而产生，其中形式因使物质因与偶然的因素一起改变成一种特殊的、限定了的物质。亚里士多德拿苏格拉底举例说，他的“这个肉身和这些骨骼”与一般的肉身和骨骼相比是特定的物质，它包括在一个种类内。事实上，将其从种内抽象出来，也就是要对这个对象进行定义，这时就要对个体的组成原因即物质的和形式的原因进行观察。我们上面所说的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就可以用上了。

第五节　作为活动的、潜能的存在和事物本质

如果个体事物的本质与每一个个体事物之间有些不同之处，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即是否本质的存在也不同于所有的个体事物。或许这就是本质与个体事物相分离的问题，于是我们又陷入柏拉图关于分离的假设了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实体”（[image: ]
 ）或“下层的事物”（[image: ]
 ）的三层涵义谈起：实体或者指物质的因，或者指形式的因，抑或指两者的综合（[image: ]
 ，concretum）。因此，托马斯遵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谈及以上三个层面的存在，即物质的、形式的和融两者于一体的具体事物。以人为例，就有肉体的存在、灵魂的存在和具体一个人的存在（参见《论实有与本质》）。
[13]

 在我们的认识进程中，其起点就是个别事物的存在（或者是经院哲学所说的esse est suppositi）。



在希腊和拉丁文中有一个不限定的名词形式即“[image: ]
 ”和“esse”，此词在英文中是不存在的，我用定冠词的分词形式即“the being”来与希腊、拉丁文相匹配，而用不定冠词的“being”来翻译希腊、拉丁文的分词“[image: ]
 ”和“ens”。



一个存在着的身体，尽管它是实实在在的，但与灵魂这一人的主动元素之存在相关照，身体的存在又是潜在的。由此类推，在灵魂中那自己活动着的感觉元素与更高的思想元素相比较也是潜在的东西。

由物质因和形式因所构成的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存在还具有两种因互动后将要产生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许不会再来，也许就过去了，但它们已经存在了，不会因为不显现就不存在，它们只是“未生发和未朽败”（见《形而上学》第7卷第7章）。从某种意义上讲，那独特的实际存在着的个体是与灵魂相同的，
[14]

 是现实性的源流。个体的物质因会受到灵魂的影响。

托马斯将亚里士多德关于事物的本质是事物实际存在之原因的理论做了这样一个设定：forma dat esse rei。不过，他又用自己对存在和事物本质之间区别的反思来扩展这一理论，他区分了本质的存在活动和本质自身的不同。他谈及亚里士多德对存在和本质之间的区别，这说明存在是不参与本质的定义的（参见上文）。它们之间是实在的（realiter）不同。托马斯与亚里士多德又有不同，他指出本质并非从自己的功力出发而是从超验的第一原因（神）出发来把握事物自己的活动。因此他断言本质是事物自己活动起来的一种潜能。

近代的解释则片面地抬举托马斯的本质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是其整个体系的中心，它视本质为存在活动的潜在因素。近代的解释同时忽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这种理论将本质视做形式因，是事物现实存在的结构，是物质的潜在部分。事实上此论一直为托马斯所坚持。如果不懂得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那么人们也不可能懂得托马斯的理论。
[15]

 上述片面性表明，近代的唯理论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它误解了潜在的本质是我们思考存在的可能性，也忽视了托马斯对现实本质的理解，在托马斯看来本质不是人类理性的精神潜能，而唯理论者还要将理性转变为神圣的理性。他们所开导的神之本质理论如同康德所说的神的理念一样，将其视做omnitudo realitatum即所有对本质可能性进行的思考，而这种完整的思考又是属于这个物质世界的。这种本质主义使思想取得了对事物在其存在之前的优先权，并试图使事物从思想中取得其存在，似乎人们的思想可以分享神圣的思想，而神又是创造了万物，使万物得以生存。



事实上，本质主义用神的理性来设计人的思想。后来L.费尔巴赫批评说，这种想法就是将人“设想”成与神的观念有联系。当然我所要指出的与费尔巴赫的无神论立场是不同的，因为那种无神论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黑格尔那种思考“世界精神”进程的观念主义则是本质主义的理论顶点。人们可以从传统的实在主义出发对此予以反驳，即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如黑格尔体系中所主张的那个过程）与时间、空间中的实际事物进程和人类历史进程是非常不同的，甚至还不同于宇宙的自然史。最后，整个实在世界的复杂性也与观念主义的一元论相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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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从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找些例子，如《论勇气》中试图找到“勇气”的定义，《论节制》对“节制”的定义，《国家篇》中对“正义”的定义，《论知识》中对科学的定义，等等。


[5]
  Metaph
 （《形而上学》），Ⅶ，4，1029a 13—14.


[6]
  可参考我的评注版：Thomas v. Aquin，Über Seiendes und Wesenheit/De ente et essentia
 （《存在与本质》），Hamburg，1988（Meiners Philos.Bibl.415）。


[7]
  Thomas Aquinas，De veritat
 （《论真理》），q.10，a.1c.


[8]
  参见《形而上学》第8卷。


[9]
  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


[10]
  参见我的评注编辑本《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Ⅰ—Ⅵ》（Hamburg，1989）第ⅩⅩⅪ页及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Ⅶ—ⅩⅣ》（Hamburg，1991）第308页及后。


[11]
  关于这个主题我在论文《亚里士多德知识学和形而上学的贡献》（Beiträge zu Aristoteles' Erkenntnislehre und Metaphysik
 ，Würzburg-Amsterdam，1984，Elementa 35，169 follow.Pag.）中讨论过。另外，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ⅩⅣ，1，1088b 5）中明确教导：“原理（这里就内在原因而言）不能被自身就是原理的东西断言。”


[12]
  例如，托马斯在《神学大全》（I q.85，a.1）中说，思想了解物质事物和理解事物本质的特殊形式就是使用抽象和共相概念，原话是：ut alius sit modus intelligentis in intelligendo，quam modus rei in existendo。


[13]
  至于托马斯的人论还可参见我的论文：Vom Dasein zum Wesen des Menschen
 （《人的本质存在》），Hildesheim（Olms Verl.），2001，140 follow. pag.（with references to the original texts）。


[14]
  因为这一理由，我们在托马斯那里找到事物存在与其形式因相一致的命题，也找到事物存在与事物本质不一致的命题。参见我在前面注释中的论文。


[15]
  参见我编订的托马斯《论实有与本质》（De ente et essentia
 ）第131页及以后的文字。


第五章

万物存在的最初超验原因：神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传统的形而上学以“存在之为存在”作为思考对象，并研究事物存在的原因。为了研究原因，形而上学就像其他科学一样运用相同的科学方法从一个给定的对象和确定的问题特征出发，然后对某种原因进行研究，以解释问题的原委。不过，形而上学与其他特定的科学又有不同，其他科学有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形而上学则没有，但却包括了所有科学的对象，例如包括所有事物的形式方面，并称之为“存在之为存在”。因此形而上学系统地研究思考范围内的所有事物的某种最初存在原因。

第一节　万物始因问题的提出

形而上学首先要做的就是一方面探讨具体事物的某种内在原因即物质因，另一方面探讨形式因、作用因和决定因。（这些因都分别存在于活生生的存在、身体和灵魂之中。）不过形而上学并非驻足于这些原因的探讨，因为进一步的探讨表明上述四种因仅仅是造成特定事物存在的因素，如为什么这是一条狗、这是一只猫等等，而不是存在物存在的普遍性因素。于是就需要对事物存在的原因和内在的原因进行发问，并导致一种“超验的”原因，因为它超越于内在原因之上。事实上，内在原因不能自己使自己成为一种存在。

我们致力于研究传统对超验的始因存在证明时，要避免近代的一种误解即这些证明是从所谓的始因观念出发的，似乎（如笛卡儿、康德等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些观念“天生地”就在我们的心灵之中，或者（如休谟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思维方法的形式。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有力地证明这种始因观念与实际的客体相一致，而这在康德、休谟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想通过观念的领域到实际的领域这个途径进行的每一种证明都是行不通的。

不过仔细看来，至少在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传统中，形而上学提供了一种具有相当不同方式的证明过程。他们并不是从一种观念或一种绝对的原理即上帝出发去做推断，而是从现世世界的经验事物出发加以归纳。对事物本质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得出（如上所述的）某种事物内部的原因，当然这种原因又关联到最初的超验的原因。这种超验的原因实际上早就隐含在对内在原因的理解之中，它与内在原因一样也是实在的。形而上学所要做的就是解释清楚始因的存在，也就是独自从内在的“第二因”再去得出“第一因”这样的概念，仅此而已。

第二节　论始因即上帝的存在：所谓“上帝存在的证明”，一种归纳的、类推的证明

所谓“上帝存在的证明”在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I，q.2，a.3c）的“五种证明方法”中有最完美的陈述。
[1]



a）归纳证明的结构

就让我们概略性地考察一下托马斯那个归纳的而非推断性的证明之逻辑结构吧。鉴于亚里士多德式逻辑的两种证明形式（参见《分析后篇》第1卷第13章），我们不能只注意证明的逻辑形式，这种形式是到处一致的，还得注意科学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过程中导出了逻辑的形式，尽管科学由逻辑的形式加以支配。事实上，科学用证明的方式来解释问题的性质这种完美表达属于其对象，因为探讨深层原因
[2]

 的方法就属于对象的本质。因此推断证明的结构是：大项A就是对象的问题性质；小项C就是要证明的原因；中项B就是要得出的、必须属于对象的结果。

推断证明：



每一个B—A中项Ⅰ（原因）—大项（结果，性质）

每一个C—B小项Ⅱ（对象）—中项（原因）

每一个C—A小项Ⅲ（对象）—大项（结果，性质）



归纳证明就不同了。它们得自这样一种认识过程，即对象性质的主要原因起先是未知的。既然这样，人们就只能从对象的某种性质着手，此性质来自对原因的研究过程，后来又知道此原因是次要的，但通过这个原因又发现了首要的原因。于是，归纳证明与推断证明不同，它不是从属于对象的原因到性质、结果的过程，而是从互有依赖的性质、次要的原因到首要的原因的过程。下面的图示就能表明这个程序：

归纳证明：



一些C—A小项Ⅱ（对象）—（结果，次要原因）

每一个A—B中项Ⅰ（结果，次要原因）—大项（首要原因）

一些C—B小项Ⅲ（对象）—大项（首要原因）



为了更好地理解所谓上帝存在的归纳证明方法，有必要去考察一下这种认识进程：证明从客体即这个世界的事物及其确定的性质开始，然后研究事物性质的原因，发现原因的两个步骤是：第一步由事物本身表现出来的内在原因；第二步就是发现更高的原因即超验性的始因。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归纳证明得不到这样的存在命题结论即“如此这般的始因存在着”，而是得出这样一个命题，此命题表明客体、此世事物和它们始因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即世间事物的存在依赖于始因的关系之存在（正如已经证明的那样）是必然的。

那些认为用推断来证明上帝从本质到存在包括“上帝存在”结论是错误的人就此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第一，没有什么科学能够证明其对象的存在，但可以预示这种存在，证明那些属于客体的性质。神学作为一门神的科学用来阐述上帝的本质或上帝的基本性质，这已经预示了上帝的存在。不过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是此世事物何以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上帝。因此它不可能去预示上帝的存在，但又必须通过对现世事物、通过上帝对现世事物作用的归纳论证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那是因为缺乏神的知识而顺带产生的，形而上学则在最后发生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存在”的最初涵义是从原因“产生出来”，它表明一种有原因的存在，将这种涵义用到上帝那里就不顺当了，因为上帝明摆着是始因。



第二，可以效仿安瑟伦曾做过的那样，仅仅用推断的方法就可以从上帝的本质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不过，安瑟伦的推断曾受到托马斯·阿奎那严厉的批评，因为安瑟伦将需要证明的上帝存在当做已定的一个前提，因为要研究某些事物的本质，首先要设定的是事物的存在。

第三，像安瑟伦所做的推断证明是从上帝的本质开始的，即id quo maius cogitari nequit（“与那个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进行比较”），而人们头脑中有这样的想法时才会这么说，所以尽管从存在中推出结论，但存在不是实在的（inre），只有思想是实在的。事实上，这种说法本身就表明，当人们说“思想中的什么”是实在的，这思想中的东西就是比思想本身要伟大。

b）没有“上帝的证明”，但有形而上学的始因

虽然已经在其他地方做了解释，我还是想在这里再提醒一下，托马斯的“五种证明方法”并未提出上帝是证明的前提，而是提出了形而上学的始因，其存在是从各种结果中得到证明的。只是将上帝认作形而上学的始因时才会有“上帝存在的证明”。不过这个认识命题quod omnes dicunt deum（所有被称作神的东西）是附加的，它不是纯粹的形而上学证明的一个部分，而是稍后产生的宗教兴趣。确实，应当允许哲学家对理性而来的知识及与此相关的个人信仰之间的关系存有兴趣。

有时，批评主义提出反对“哲学家们（如帕斯卡尔、基尔凯克尔、威谢德尔、昆格）的上帝”，因为哲学家所说的上帝与圣经中的上帝是不同的，这样的上帝不能令宗教信奉者满意。此外，一个有信仰的人不需要去证明上帝，他有自己的宗教经验。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我还是要说，这并未触及托马斯的证明，因为托马斯所证明的是形而上学始因，而不是上帝。其实这里的问题就是宗教信奉者的上帝和哲学家的形而上学始因。不过这并不排除形而上学的原因和上帝都具有实在性，而且相互之间有关联性。
[3]



c）所谓阿奎那证明中的因果法则

另一个对证明的批评观点涉及证明中所运用的所谓因果法则。根据这一法则，世间事物中的每一个运动或结果都有其原因。就让我们至少思考三项康德哲学的原模原样的反对意见：

第一，此法则只是对这个经验世界是有效的，不能涉略超验的另一个世界即形而上学的原理。

第二，此法则只是关注现象界在时空中的联系，它涉及现象界无数确定的事例，但从未超出现象界的原理。

第三，因果性只是主体思想的形式，然后运用这种形式于自然的对象即现象。

不过这些反对意见包含了一个经验主义的前提（也是包含在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前提），即实在仅仅从感官直觉中得到。这种思考方式把事物仅仅还原为现象。事物的存在是主体思想的一个“场合”，它涉及时空中的感觉资料。讨论到追溯无限事物的中介原因时，康德列举了很多，都是纯粹理论性的，事实上只有一种中介的原因即内在的原因，正是从这种原因出发证明立刻得出了超验的始因。

d）阿奎那“五种证明方法”从事物存在的类推特征起步

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那样，形而上学的证明始于经验事物存在的活动，而更周详的认识则是对存在超验标志的分析。我们用“推进法”来清晰地描述形而上学如何从事物的一些标志出发进行论证，而这些标志的级别有高有低，还有真实的级别、善的级别等。这种就是超验性的特征，我们会在不同的类推程度中找到它们，并在起始的类推中涉及最高的类推程度。相反，那些单一的、模棱两可的做法则没有上述层层推进的特征。



A．肯尼在谈论形而上学证明和批评“推进法”时
[4]

 忽视了超验的观点，他阐述道，为了展示“多和少”的特征，就以富有的和少许富有的人作为例子，这就表明不需要有所谓最富的人存在。但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富有”不具有超验的特征。



“第一个证明方法”始于事物的运动（ex parte motus），这里的超验因素不是很明显。但这里的运动不仅仅意味着感觉，还意味着思想，它是存在的不完善的形式。我们可以用物理、生物、心理和精神领域等不同层面的类推来面对运动。运动、变化总是经历一个从潜在到现实存在的过程。

“第二种证明方法”具有因果类推的有力证明，它从现实的不同层面说明结果总是意味着一种存在的形式，最后推出始因即上帝。

人们可以说，如果不是从此世经验事物的某种超验标志出发，那无论如何是证明不了最初的超验原因的。

e）对托马斯“第一种证明方法”的评注

好好地去理解第一种证明的问题，这很重要，今人在理解其中的运动概念时就发生了误解，他们将运动仅仅当做物理层面上的物质变动。当然从这种观点看，世界上就不会有什么途径通达超验的原因。他们认为那仅有的变动就是指“神秘的形而上学力量”，这自然是不好接受的。

然而没有必要从神的角度来说明变动。可事实上物质事物的运动亦非物理方法就能说清楚。事物通过运动从潜在的东西变为实际的东西之存在模式就不是某一模式所能涵盖。就用“第一种证明方法”来举例说说石块的运动吧：它被一根棍子撬动了，而棍子又由手在控制，手的运动还受到大脑支配。也许这种说法不能令人满意，但它至少表明从无生命的东西到动物、有生命存在的发展过程，从人的较低的因素到较高的灵魂原则即精神的发展过程，而精神又依赖于超验的第一法则。因此我们要观察由原因而起的一种垂直贯通的秩序即hic et nunc。康德把物体想象成一个撞球，撞过来又撞过去。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这是停留在时空的平面维度，它没有显示出严格意义上的运动原因。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物体之间的外在运动联系只是一种偶因所致。

垂直贯通的运动原因则立刻会引向最初的神圣原因，这种“由关照而起的原因”（《形而上学》第12卷第7章1072b 3）涉及某种直接依赖性的存在物，人们就设定它们为非物质的、思想性的东西。（后来它们就被认作天神。）

f）对“第三种证明方法”的评注

第三个证明即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证明是许多批评的对象，但这种批评背离了原文的内容，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原文中去。首先要关注的是，这个证明的逻辑形式承诺了一个“量度的变化”，即某些事物偶然发生了什么，这并没有确定的时间（… quia quod possibile est non esse，aliquando non est），托马斯归纳道，在确定的时间面前，事物不再由其所以然（…aliquando nihil fuit in rebus）。

[image: ]


根据批评的意见，从（1）到（2）的结论是不合法的，因为对于所有x来讲，会在某个时刻有其中一个x或其他x不存在，就此而言，偶然性并不总听必然性使唤，必然性所强调的是某一时刻所有的x都不存在。
[5]



同样由“量度的变化”所导致的错误结论还在对阿奎那其他类似的原文进行思考时发生，那些原文（如《反异教大全》第3卷第86章）经常从一个偶然的事例出发，我们会读到这样的文字：“从许多偶然的存在事物看，某种必然性就不可能产生出来；事实上，任何确定的存在物都可能不存在，所以这些存在物合起来看也可能不存在。”肯尼就用Cx（Cx的意思为“x是腐败的”）的符号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Cx＝„xis corrupt“）：

[image: ]


并就其中的错误论题批评道：如果每一个x都存在着某种可能性（M），而其中有一个或另一些x则是例外，那么就不能说存在着所谓可能性（M），在这种情况下，所有x的可能性就已经或正在被打破。

那种批评观点包含着某些真理：确实，仅从事实看，对某个性质的断言属于某个类别中的任何给定的因素，至少属于某一种给定的因素，人们不能说断言属于所有类别中的因素。不过，就批评意见从一个类别（更确切地说就是种类）中单个事例到所有类别成员的性质断言来讲，我们应该说这种思路没有什么过错。上述定义的方法显然是很有必要的，它勾勒出一个定义的过程即传统所谓归纳法。确实从一个种类的个别事例出发并找出基本的特征，然后用这种特征去定义所有这个种类事物的成员（例如“理性动物”的本质属于所有的人）。事实上，一个被定义的种类之本质不可能证明更多的东西，因为本质属于解释大前提中的原因。这些原因是不再被证明的，然而所有证明的结论都依据这些原因。

再回到托马斯的第三个证明，我们就能毫不费劲地弄明白此证明用归纳法引出了前提：它从单个的经验事物出发，此经验事物在特定的时间之中存在和消亡（invenimus enim in rebus quaedamquae sunt possibilia esse et non esse，cum quaedam inveniantur generari et corrumpi），阿奎那用普遍性的定义形式陈述道，所有现实可能的事物不会在限定时间范围之外有更多的东西（quod possibile est non esse，quandoque non est），
[6]

 它代表了事物中实质的、可能性原则的、内在的东西。同样的讨论在《反异教大全》第1卷第15章中也出现过，说的是证明从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7]

 的单个经验事物到普遍性的命题，此命题就是证明的前提，它说明了所有现实可能的事物并提示它应当有一个自己存在的原因。
[8]

 这一从单个事物到普遍性命题的过程不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它根本上没有结论，而是一种归纳性的定义形式的知识。人们必须认识到，普遍性的命题具有超出单个经验事情的新的性质，因为它显示出一种可理解的因果互动的方面，它不同于显示单个事例变动不居原因的感觉材料。

相反，近代经验主义认为归纳法仅仅导致一个广义的普遍性命题，此命题仅仅是某个类别中单个事例的量的扩大，而且只经验观察的偶然事例。

在《反异教大全》第1卷第15章中指出，所有现实可能性都依赖于一种实际存在的原因，这一假定间接地来自于现实可能事物本身的性质，“此性质本身的行为平等地引向两个方向即存在和不存在”（…qia cum de se aequaliter se habeat ad duo，scilicet ad esse et non esse，oportet，si ei approprietur esse，quod hoc sit ex aliquaca usa）。这一说法表示，每一个变化着的事物都有一个原因。因此这个假定也表达了一个处处渗透着可能性并由可能性的存在归纳而来的因果法则。

《神学大全》第1卷第2和第3章用一个反面的推论来间接地证实上述假定，此反面的推论认为如果设定现实可能性没有任何原因，那么就会导致不可能性。确实，“这种推论会在某种情况下说明事物的不存在，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结论”，因为事实上事物存在着。因此需要指出，除了可能性外，还必须有一些事物实际存在的实际原则或原因。

对这种结论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如此实际的原因是不存在的，“在某种情况下没有什么事物存在”即无，今天所谓的某物也是一种偶然的东西，它可能永久地存在，但仍是一种偶然性的变易之物。
[9]

 久存的永恒性可能是一种底层的东西。因此它没有必要在某刻去介入“某种不存在的东西”。不过如果我们读得仔细点，在第三个证明中，命题“某时在事物中不存在什么东西（aliquando nihil fuit in rebus）”并不意味着绝对的不存在，也可以避免被说成是一种永恒性的东西。再则，它意指这样一种状况即“无物存在”，其意思是那时不存在由物质因和形式因相契合的事物，但人们完全可以想象一种无形式的物质。所以，永恒物的设想
[10]

 不是取消了第三种证明的力度，这种证明从自然的事物出发，并伴随着事物存在和不存在的可能性。
[11]



即使我们设想永恒的物质，自然事物就是由永恒的物质派生并消失于其中，永恒的物质也不可能是自然事物得以形成的原因。因此，就事物形成而言，必须设定除物质外还有起最后作用的某种形式因，这种形式因是对那些相关的实际存在起效应的，是实际存在物自身的需要。

我们所理解的关于偶然性问题的第三个证明会在呼应近代自然科学的要求时产生些问题，近代自然科学只考虑物质的条件如原子、粒子以及拥有这些条件的实际情况。现实的可能性则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不过真正的情况是，物质只是构成自然事物的现实可能层面，它们真的要取得实际的存在还需要那些起最终形成效应的形式因来加以构建。

还有更进一步的批评论点
[12]

 认为，托马斯所宣称的那些理论有明显的矛盾，它一方面主张亚里士多德在《天象篇》第1卷第12章中所持的观点“即所谓某时不存在的可能性（quod possibile est non esse，aliquando non est）”，但另一方面又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即尽管有些事情可能是永恒的，但不能否认偶然性和变动性（vice versa），并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指出人们不能拒绝偶然性世界存在的永恒性。

关于这种看法，我觉得要注意以下论点：根据托马斯在《驳斥奥古斯丁学派论宇宙的永恒性》中论述，世界永恒性的无可辩驳性不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在于其物质的基础，而在于非物质的存在即天国中的东西，在那里人们不可能去排除上帝的活动，上帝让那些存在着的东西与其一起取得永恒性。

上述文字以不同的方式讨论世界永恒性的论题：（1）说世界不是由上帝创造而永恒存在，托马斯认为这是十分错误的设定。（2）说上帝没有创造永恒之物，对此托马斯也予以拒斥，事实上上帝能够用其无限的力量（potentia infinita）创造永恒之物。没有必要说上帝存在在时间上先于被创造物之存在，如果上帝意愿的话（si ipse voluisset），倒不如说被创造物与上帝同在。（3）那第三条反对永恒被创造物的理论不外乎说出自永恒（ab eterno）之存在不可能一世即亡：（a）因为永恒的存在排除那种仅供给一世存在的消极能量（propter remotionem potentiae passivae）；（b）因为那种论点在产生与永恒存在的概念上有矛盾（propter repugnantiam intellectuum）。

托马斯对上述两个论题的回答是这样的：（a）说每一世代都承继了某些先前一直存在着的事物，但它们是“一直存在着的消极力量”，所以要避免与此有关的不正宗结论（potentiam passivam semper fuisse，quod haereticum est）。然而这种反对意见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还存在着那些不是由物质创造出的东西即非物质性存在，这些存在前后相继、相互作用，与天神有关。这样，阿奎那就引出了观点（b），认为那些有问题的论题其实并没有概念上的矛盾。

至于第三种证明，由于牵涉到上帝存在本身的证明，所以要考虑上帝的创造行为与事实不相对应的问题。这个证明的起始是世界上物质性的东西。如上所言，要使物质中那些确定的性质存在，不能只靠物质本身。它需要某种起最后作用的形式因。不过即使是这种形式因也有偶然性，或者只有相对的必然性，正是这种相对性导向有绝对必然性的、最初的超验原因。

康德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根据这一批评，上述结论包含着一种错误的推论，即从一系列不确定经验偶然条件到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理想性的概念。但这种批评没有触及托马斯归纳证明的实质。根据托马斯的证明，我们世界上的事物不只是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是现象，也是事物本身。事物就其存在而言当然有偶然性的因素，但也有内在的基本因素即那种已有的相对必然性，它允许我们对绝对的、最初的超验原因下结论。

g）对“第四种证明方法”的注解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五种证明都是以归纳的方法从我们世界上事物的某种超验含义的性质出发，对此我们特别可以在第四种证明中加以理解。第四种证明的出发点是事物的不同级别，这仅仅是从超验概念角度说的特征，它不是指单个的某件事，也不是意义模糊的东西。第四种证明方法所要讲的性质大致是善的、真的和高贵的之类概念，它们由类推而涉及最初的原因即支配那些概念的最高级别的同类事物。

为了正确地理解第四种证明，很重要的一点是不仅要认识到类推的方面，还要注意因果关系方面，这种因果关系包含在类推之中。对此我要做些强调，我反对那种只做逻辑的或语义性的解释，这种解释无法对问题的性质进行渐次的类推，只是从语义的多样性去考虑问题，将问题导向不同种类或意义领域的分歧方面，也就是从中央到边缘的发散。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指责对“本原性”本体论概念进行类推的传统理论。不过要避免这种语义学的观点，那还得注意因果关系的方面，也就是从本体论入手。

《论实有与本质》第4章对本体论的证明表达得十分清晰：每一个事物之所以属于另某些事物都是因为其本性之故（omne autem quod convenit alicui，vel causatum ex principiis naturae suae etc）。这种表述通过对原因的探求区分了事物的本质即内在原因和事物存在之间的关系。一个事物的本质不可能是使自己存在的原因，因为：（1）因为一种存在不可能是自己存在的原因，原因必须先于存在；（2）一种本质的原因对应于事物（如一个人等）存在的特别方面，而不是对应于事物自身的存在或普遍意义上的存在。于是事物存在的原因包括它们内在的本质原因问题就必然导向超验的原因即上帝。事物的实际原因包括它们的本质是潜在地对应着上帝的实际存在。
[13]



h）对“第五种证明方法”的注解

第五种关于目的论的证明起于善或自然事物终极性的问题，也就是事物的超验性质问题，是事物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情即归属于一个类似善的世界、归属于首要的最终原因即上帝。中间环节即对自然事物最后原因所进行的概括则出自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一方面我们的理性在探求自然事物的最后原因，然而另一方面事物的最后原因却无关理性（sine ratione），可以称其为非理性的力量和本能。因此必须有一个超验的、首要的最终原因存在，它是神圣的理性，是它在解释自然的最后归因。

这种证明属于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范围。它最初所要问的是自然的最后原因，而非人类实践领域的事情，正如康德的批评所言，人类实践只能导向自然的假象。康德声称，我们对自然事物最后原因的思考可归结为“似乎”那些原因属于事物本身。这里康德正确地认识到自然的最后原因不是由感觉做出的，而是一种理解性的东西。不过康德的结论是错误的，他认为自然不可能有理解性的性质，自然不可能源自人们的思想。相反，托马斯正确地概括道，自然的最后原因源自神圣的思想。

这个结论隐含着一个关于两种最后原因之形式的重要区别，这个问题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区别，
[14]

 即自然事物内在的最后原因与超验的神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上帝并不像自然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去作用自然物。但就作用而言，所有的事物包括它们内在的最后原因都是“由于神圣的上帝缘故”，是附属于上帝并介入到上帝的善之中。

进而论之，在存在之最初的超验原因即上帝之中有一种运动趋同性和归因的东西，以使事物“变成所爱之物”（即《形而上学》第12卷第7章1072b 3中所言：[image: ]
 ）。这样，事物一开始就直接依靠了上帝。在基督教的解释中，那些思想性的物质就是天神。

第三节　存在之最初原因的基本性质

在传统的方法中有一个从科学对象的存在到它的本质之认识过程，托马斯《神学大全》（I，q.2）在探寻了上帝的存在之后，继续探寻上帝的本质。

a）某些基本性质的确定

柏拉图早就在《共和国篇》和《会饮篇》中解释了所有存在的某些最初超验原因：这种原因是非物质性的、不可见的和无以描述的形式即“实体的另一个方面”（[image: ]
 ），也可以称其为事物的本质（ideas），是存在的来源和可理解的部分，如同最高的善（Timaeus）和《巴门尼德斯篇》中所说的“一”。从逻辑推论看，神是唯一的、带有审美性质的第一原理，新柏拉图主义者在解释这种神的存在时做了精心的用词考虑，他们不使用“实体”（[image: ]
 ，entity）或具有某种形式的存在（[image: ]
 ，“being”），而是使用了“[image: ]
 ”一词即不可见的“在那里存在”（[image: ]
 ，或，being there）。后来的经院哲学家曾用拉丁文来翻译，称上述存在为神圣的原理，是不可见的独立存在的实体“ipsum esse”，以此来取代已具有某种形式的存在“ens”。



英语用“不确定的存在”一语来翻译柏拉图的表述“[image: ]
 [image: ]
 ”，这是正确的，英语“being”是某种已成的东西，相当于希腊文的“[image: ]
 ”或“[image: ]
 ”即实体。不过在其他近代的语言中，“being”的表述则与英语不同，它是某种不可见的独立存在的实体，如德语中的“das Sein”，或意大利语的“l'essere”。这样，用“jenseits des Seins”，“al di là dell' essere”来翻译柏拉图的“[image: ]
 ”便是荒谬的，因为这等于是说所有的存在都是不确定的实体（ipsum esse，das Sein，l'essere）、一切都不存在。



与柏拉图相仿，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12卷第6至第10章中讲道，所有存在的始因都是非物质性的、唯一的、简单的本质。他还进一步指出，本质要受到自己存在活动的制约，即“一定有一个活动着的本质原理”（第12卷第6章1071b 20：“[image: ]
 ”）。再则，这种活动具有思想行为的特征，由此而得出的第一原理便与“神”挂起钩来，神的知识存在于自身之中。神统治着一切，从运动到最后的唯一原因。

托马斯·阿奎那曾在《神学大全》第1卷q.2—26中综合分析了亚里士多德的“神学”理论，对基督教天启学说中的问题做了导读。“The questions 3—11”论述了单一的上帝派生出所有“复合物”的问题，论述了从上帝的存在、完美、至善、无限、渗透万物中去认识上帝的本质问题，论述了上帝的不变性、永恒性和统一性。“The questions 14—17”考虑上帝中的知识与科学，即上帝用“理念”（the ideas）来预示理想化的、因果相连的创造物之本质。进一步的论题便是普遍性的真理、包含在上帝思想和意志中的生命力。“The questions19—26”论述了上帝之爱、上帝的公正和上帝的宽仁、上帝的神意和预见等，这些如同《生命记》所表达的上帝之神圣全能和赐福天下。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分析关于这些唯一性特征的问题。我们就集中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通过上帝的存在来认识上帝的本质，注意这里的存在不是指被引出的存在“existence”，而是指引出所有存在的存在。根据上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托马斯用三个论点来展开这种认识：第一个论点早在《论实有与本质》中做了说明。第二个论点所使用的是对本质和存在所做的区别，即把它们当做潜能和实现。当然在上帝之中是不存在潜能和实现之间的区别，因为上帝无所谓潜能，其一切都是实现了的。第三个论点就是上帝的存在不可能与其本质相异，因为上帝不可能再去依存一个更高的原因，那种原因是不存在的。

b）关于存在的基本特征之类推

“The questions 12—13”通篇讨论人类的思想如何能知道某些性质或上帝的“名称”并对此加以断定，也就是上文讨论过的如何去命名那些性质以及《圣经》中的那些内容。托马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讨论途径，由此可以知道人们对上帝的那些知识并非恰当地揭示了上帝的本质，人们似乎能够用一些明确的概念去说那些本质。当然也不是说整个地不恰当，似乎只是些不明确的概念。我们宁可说那是类推的、保留着某些真理，尽管在人类的思想和神圣的思想之间存有不同。我们已经在上文将其表述为意义的类推。

至于统一性、善、智慧、正义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性质，其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断言它们存于上帝之中。托马斯做了这样的回答：通过类推，得出了优美的和迁移的形式（per analogiam，per modum excellentiae et remotionis，Summa theol
 .I，q.13，a.1c）。它们不是去断言上帝，因为它们是受创造的人类的思想。托马斯正确地阐释道，上帝不会变成同一个世俗事情中实体种类。不过上帝是类似最高性质的实体，即所有存在的第一原理。由此而论，那些提及的性质就是类推意义上的对上帝的断言，它们把握到了上帝存在的实质，也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了解到上述事情表现出神圣的实体，而被创造物的不完美性也就是在呈现神圣的实体（Sic praedicta nominad ivinam substantiam significant；imperfectae tamen，sicut et creaturae imperfecte eam repraesentant）。

就我们的类推知识而言，它的特点是不完善性，因为它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事实上，我们所断定的人类之善、智慧、正义等概念的性质都是属于上帝的实体，同时又不同于上帝本身的性质。相反，我们去类推地断言属于上帝本身的那些性质，我们不得不充分地将它们归入上帝自身之中：上帝不只具有善、正义、智慧等，上帝就是善、正义、智慧这些超出我们理解力的实质（substantialiter）本身。

进而论之，上面提到的那些性质均表明人的多样性，因为它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多样性。不过在上帝那里，多样性又变成了唯一性，上帝那唯一的实体性质是我们所难以理解的。

因此，类推理论证明了我们对上帝的知识，它理解了上帝的某些实在的本质，但却是不完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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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此种物质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中做了设定。托马斯当然依从基督教的理论认为物质不可能从无中而来。但他没有对此做过假设，因为在对上帝存在进行证明之前做那种假设是不得当的。


[11]
  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证明是从“可能性之存在还是不存在”开始的，其意思是我们面对的是来去匆匆的经验事物。上面表述的拉丁文为：invenimus enim in rebus quaedam quae sunt possibilia eese et non esse：cum quaedam inveniantur generari et corrumpi。因此这不是物质本身或物质因素的问题。倒不如说物质因素是事物的潜能原则，它是必须附加到事物上去的活动原则，也就是某种形式因、动力因和终极因。


[12]
  See Stallmach，loco cit.


[13]
  参见《神学大全》“I，q.3，a.4c（secundo）”中的清晰说明。


 [14]
  参见我的著述《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论稿》（Beiträge zu Aristoteles
 ' Naturphilosophie
 ，Amsterdam-Würzburg，1995，Elementa，Bd.40）第142页后的文字。


第二部

评判传统形而上学问题上的近代批判观点

下面我就传统形而上学问题上的近代批判所做的评判，含有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传统的倾向，但这不是因倾向而做出的唯一“选择”，倒不如说是与近代的批判不断进行对话引申而来。就这种倾向而言，传统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这不等于说没有必要去进行详尽的对话。我已经选择了一些思想家和相关的文本，以使我的反批判查考如同提供了一个样本，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去面对那些没有选入本书的作者文本。


第六章

论某些涉及形而上学的总体性问题

由于在近代的批判里某些问题会反复出现，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那些问题提出来，哪怕是简单地提及一下也好。

第一节　“朴素”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

第一个主要问题是关于自我基础的概念，它由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首创性地提了出来。其哲学新颖的地方就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态度，因为它指出了所有“作为存在”的事物都没有就存在可能性问题做过批判的反思。因此笛卡儿开始对所有的事物进行普遍的怀疑，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为了给“第一哲学”一个说法，指出事物对我们而言可能是一种感性和思想的存在幻觉。笛卡儿要探询所有知识之明晰的基础，特别是为科学知识如他所从事的数学科学知识找到价值之所在。

笛卡儿的普遍怀疑依从发端于古代的怀疑主义，那种理论对所有的知识甚至科学知识都提出问题，并宣称那些知识只不过是“意见”或“教条”，有可能都是虚假的，以此谴责形而上学就是一种“教条主义”。因此就形而上学而言，问题出在如何寻找到一个认识论的基础。

笛卡儿试图用其普遍怀疑的方式来找寻这种基础，以克服怀疑主义并得出“我思故我在”这个唯一的明晰基础，他企图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所有的知识，特别是科学和形而上学。然而，他不得不展开一种相当复杂的论证，其中介绍说我们灵魂中有三种观念：我思考（res cogitans）、具有广延性的物质（res extensa）和神（deus）。随后他通过证明得出结论，从灵魂中神的观念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并认定科学和形而上学均存在于上帝的理性之中，于是与真实知识打交道的人之理性、科学和形而上学均介入上帝的思想之中。

这种为科学和形而上学辩护的观念主义方法是无法让人满意的。事实上，这种方法丢失了实在主义的东西即作为认识反思的前提事物，而这一点正好是传统形而上学所坚持的。然而还有其他途径可循以便为形而上学辩护并反对怀疑主义的批判吗？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传统曾经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种传统反对在相对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上与诡辩式的怀疑论划等号，其展开的是一种与近代批判不同的认识论。它承认除了理性的论证能力外还有思想的直觉能力，此能力认识到感性事物的思想方面，它最初就认识到有一种简单的存在／在某处的存在和存在着的某些东西。

形而上学的对象即存在之为存在问题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参见本书第一部分），此认识论对所有事物知识的假设进行反思，并从事物存在／在某处的存在和存在着的某些东西中去寻找答案。不过，作为一种认识论此等反思达到了存在之为存在的地步，但却不能成为形而上学的基础，其实形而上学反倒是这种认识论的基础。我们进而要弄明白，对所有知识假设进行反思的认识论其实是这么回事，它所得出的形而上学基础也是此认识论对自己的反思。可以这么说，这种认识论超越了自己，把自己呈递到自己的形而上学基础上来。就人们的思维起于自身的思想反思和随即对存在之为存在假设进行反思而言，由此就产生了形而上学对认识论的绝对优先权，即使后者从方法论上看要先于前者。

笛卡儿认为存在作为感觉的外部存在因而需要怀疑，这种推断是非常错误的，然而他恰当地考虑到作为思想的灵魂之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不过事实上，外在的事物和灵魂都有相似的存在／实存共性，而这一点被笛卡儿忽视了，因为他忽视传统的存在类推理论。所以他的哲学终结于著名的思维和存在（res cogitans and resextensa）二元论。

被认作是每一种事物知识（包括形而上学）的存在具有相应的直觉理解，此直觉理解在传统术语中会被称作“关联知识”性的“知识”（由con-scire一词而来），这种知识伴随所有的知识。确实，稍后的知识决定事物的内涵，而这种知识又伴随着前面对事物存在／实存和某些实在的存在之知识。这就是所有知识的首要条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询问所有经验的首要条件，并恰当地在“超验性意识”中找到了它，但他却错误地解释了它，就像笛卡儿一样当做一种“我思”（cogito）性的反思。事物的存在成了从思维主体那儿得到的“位置”，它所涉及的是作为意识现象中的客体。传统的存在形而上学被知识的批判理论给替换了。
[1]



第二节　形而上学的实在或实在的形而上学问题

与刚才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显得关系更密切些，它涉及形而上学自身与实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就实在的本性而言，它就是直接的、“朴素自然的”，没有对自身进行反思。这在我们每天私人生活中实在地与各种事物打交道过程时就会被证明。事实上，最初所谓实在的意思是：（1）事物独立于我们对它们的意识而存在。（2）我们的知识是由事物决定，而不是反过来（就像康德所自称的“哥白尼式的转变”）事物由我们的认识能力决定。形而上学也一样，如果它是实在的，就应当是直接与事物打交道。另一方面，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必须批判地检查每一件事情，也就是不管事物现实地存在着还是虚幻的。朴素的实在形而上学是难以被哲学家接受的。哲学家一开始就站在了某种形而上学的立场之上。

问题由康德典型地提了出来，他出于批判的认识理由将所谓“自在之物”从人类知识的领域中清除掉。他取而代之使用了“超验对象”即作为现象的事物形式，由所谓“精神范畴”（即先天的思想形式）构成，其中一方面是超验意识，另一方面是感性直觉的“物质”。但康德既然无法用我们直接的、朴素的意识来理解“自在之物”，当然就不可能使我们清除掉它。于是他要我们以他的批判观点去怀疑那个作为“超验现象”的自在之物。

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思想会产生波动，因为没有比某物自己存在着更明显的东西了。根据传统的说法，我们可以怀疑所有经验事物内容的真实性，但不能怀疑它们简单的形式上之存在或它们实际上存在着，即存在着某些东西。我们用自己对每一事物的直接意识就能明显地理解这一点，即使我们未必知道其中特殊的门道。根据康德的经验主义假定，没有什么得自事物的明显思想材料，有的只是感觉材料。因此对于康德来讲，一边是存在着那些与“感性意识”相关并得自感性直觉的感觉材料，另一边是理智思维的天地。然而，事物的存在既不是一种感觉材料，也不是于精神思维之中，而是由思想来接受。这一接受的行为就是一种作为思想行为的意识。“感性意识”的说法源自经验论者，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意识（conscientia）始终是一种“知识”行为。

经院哲学主张，存在是最要紧的或首要的知识（ens est notissimum or primum notum），当我们说自己对事物存在有直接的认识时，这便是“朴素的”认识。但就这种主张本身而言，则是认识论的反思之结果，因此不能说是朴素的。进而论之，我们察觉到一种知识的理论可以求得实证性的表述，其内涵要比批判多得多。批判成了这幅样子就在于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会再次吸收到许多经验论那里去。

那种直截了当的实在主义肯定不会与认识理论发生冲突，因为后者在思考所有知识的首要条件时更像是实在主义的样子，并导致对事物存在的直接认识。其意思是首要条件的真实标准问题不必再进行反思。这一点是明显不过的事情，因为反思就是以间接意识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时主体还得回到自身和自己的意识行为，这好比在说此意识行为的完成要以直接意识的形式指向对象。这样，直接的意识就是反思和认识论的基础。

进而我们应当留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思想在直接的存在认识中不仅仅呈现了客体，也呈现了思想自身。在笛卡儿那里，本体论意义上的思想、理性存在或理性精神的存在都变成了意识行为即反思的、我思行为。这种错误的合一使实在的东西丢失了，并给康德的超验主义及更后的黑格尔的观念主义做了准备。相反，传统的理论对思想的存在和思想的认识行为、认识作用做了“第一行为”和“第二行为”之间的区分。托马斯教导说，只有在上帝那里其存在（esse）及其思想行为（intelligere）才是合一的，而在人那里则不同（参见《神学大全》I，14，4），其思想行为后于其存在（《论真理》X，8，obi. 12，ad 12：intelligere est posterius quam esse）。

每一种近代的哲学思想（康德、莱因霍尔德和其他哲学家的思想）都起而反对那种关联到事物本身的、直截了当的实在主义，认为所有的知识都留有自己内在的认识成分，同时也设想与事物本身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种想法的有效性仅仅在于意识和反思的一致性，因为事实上反思可以说是囿于意识本身。相反，意识不全是理性的反思，而是一种简单的思想直觉行为，它在所有的反思之前直接面对着所有的事物，并伴随着反思。与实在主义相关的传统形而上学依赖其实在的意识。

第三节　形而上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

与讨论到现在的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峙。这个问题起于笛卡儿的思维和存在二元论，并可以在E．胡塞尔晚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中找到或许是作为逻辑终点的表述。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名下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全景式回顾。在这种回顾中，从柏拉图到莱布尼茨、黑格尔进而到20世纪新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看上去像是一种客观主义，因为其哲学仅仅论述存在或实体，而不管人的主观性如何。新实证主义宣称自己只属于康德的超验主义并与休谟哲学关系密切，休谟用习惯的作用解释了心理上的因果关系。正如W．冯特在其计划周全的方法中去除了作为实体的灵魂，这样只有心理学相信那个特殊的主观性本质。跟随其后的有F.布伦坦诺。此外，E．莫尼埃的人格主义则反对布伦坦诺根据传统将人解释成实体的人之概念。对于莫尼埃来讲，人不是实体，人是无限的精神活动个体化进程。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中将其现象学刻画为“激进的主观主义”，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意识的意向性行为创造出感性的东西（sinnstiftend）并构成我们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现象。

从另一个角度回顾，哲学史家认为康德的超验主义是近代主观主义的肇始，因为他讲道作为现象的事物即世界是由主体的认识条件建构的。



就其他而言，康德和休谟之间的距离并不大。说我们由习惯性的作用而思考事物的因果关系和说我们由自己头脑中天生的概念而引起对事物因果关系的考虑，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胡塞尔的现象学主观主义基本上依据康德的理论，即使胡塞尔事实上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在我们的时代，新实证主义与主观主义形成一种对照，并认定自己是与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相对立的实在主义。然而它也反对形而上学，可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实在主义东西，只是跟着经验主义鹦鹉学舌。

从近代的观点看，形而上学只具备客观主义或主观主义的形式，它也逃不出像笛卡儿二元论那种难以解决的冲突，可能还会加剧冲突。然而从传统的观点看，存在的类推理论则使问题得到解决。形而上学的领域即存在之为存在不是限定在对象方面，而是从主体的一致性、从具备所有主体特征的心灵上去理解。就此观点而言，形而上学为所有涉及主体的人类知识打下了基础。将心灵视做真实的实体，这不是指客观主义那种制约主体的“具体性”，而是指认识到主体自身的实在性，这可以通过类推找到与对象之间的共性。如果不是由于其实在性，心灵又如何可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呢？当然，就这些心理研究而言，其主要关注的是精神现象，可以对心灵真实的实体进行抽象，但心灵哲学则不可能做这种抽象。

笛卡儿对新的形而上学的批评方法终结于著名的二元论，对此我提出两个异议如下：

首先，他用同一个存在概念来说明外在事物的存在与思维心灵的存在是一样的，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两种不同的存在所具有的是类推的共性。他进而主张外在事物是感性的和可疑性的存在，而思维心灵的存在则是可理解的和显而易见的，并以为反对上述二元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其次，他错误地用广延性（res extensae）来定义外在事物的物质性，并认为是一种变动不居的物质性。同样他错误地定义思维（res cogitans）是心灵的基本属性。心灵有时候不思想也还是存在的。

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最好被定义为事物的潜能，它的实现就是实际的、确定的存在。与此相应的心灵最好被定义为实际生动的存在之原理。它使物质建构为生动的有机体。身体和心灵是一样的，传统很好地将它们比做潜在和活动实现的关系，而这一点被笛卡儿忽视了。（他将活生生的存在当做一种机械装置来看待。）

第四节　精神的形而上学问题

早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赫拉克利特、色诺芬尼、阿那克萨哥拉等哲学家那里，西方的形而上学就直接指向神圣的理性或作为第一原理的思想。后来柏拉图又在《蒂迈欧篇》中用工匠的想象比喻引入宇宙作为神圣造物主第一个决定性原因概念，这是阿那克萨哥拉用神圣的决定性原因来解释宇宙的最终原因和秩序的继续。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形而上学》第12卷中将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原因认作纯粹的活动，相当于神圣的思想活动、秩序原理和世界的最终原因。

在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索建立起了理性主义的和观念主义的体系，这种体系的最高形式就是将包含了所有事物观念的理性或精神神圣化。批判就是起而反对这种将思想或精神神圣化的形而上学，谴责这种形而上学用神圣的理性或精神送出人类思维和辩证方法的条件。形而上学制造出了物体概念。普罗提诺早就提出作为神圣思想的“次要原理”，这种原理与作为所有事物观念的“根本原理”概念相关，并把他自己的想法与亚里士多德神的概念关联在一起，那种神对所有事物的知识都有自知之明的形式。

更有甚者，L．费尔巴赫曾经对黑格尔用神的观念来捍卫人类的完美性的有神论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

就让我们从以下几个途径来重新检查那些反对意见：

a）批判在某些地方如在看待新柏拉图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方面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那些哲学是用神圣的思想和精神来有力地“计划”或转达人类的知识和自我的知识。但批判对亚里士多德的神的理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解释，因为他只是描绘了人和神思想之间的一种类推，并明确地指出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而且人类的思想只是当完成对对象的知识时才能间接地、“顺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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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自己是知识的主体。神则相反，他直接地知道自己，把自己当做像客体一样的主体。这样，他知道自己就是万物的原因。
[3]

 人类的思想不可能像黑格尔体系所做的那样去分享神的自我知识，并且缺乏自我的经验，只能将神的完美知识当做自我的知识，由此引出论断。

普罗提诺对亚里士多德神的解释是错误的，这要归之于他对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观点和自我反思活动的观点，要归之于他的“次要原理”观点。相反，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12卷第6至第7章和第9章则指出，神圣的物体是单一性的，没有任何运动。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形而上学将根本性的东西归之于神，这依据一种存在的类推，而近代的批判则忽视了他们的类推特点，拒绝上述归因的做法。再说，那种通过人类的思想直至神圣的思想之类推这么设想：人类的思想用自我意识的方法呈现自身并设定自身有某些十分明显的性质，以便类推地断言它们来自神。因此，拒绝“精神的形而上学”是不恰当的，例如阿那克萨哥拉就没有肯定地认识到精神包括了非常可贵的人类思想之自我知识，特别是它要高于物质的因素，并知道所有的东西（它与感性的能力不同，感性只感知特别的客体）。

其他值得一提的是，二千年来我们没有发现旧传统还要对心灵或思想的存在做任何证明，因为那是由人的简单自我意识就能直接证明的。不可能有什么批判去忽视这种事实，即使不用上经验论者面对所有客体的理论。

传统哲学关于人类思想的自我存在这一观点曾给近代思想家们一个挑战；既非经验论、亦非理性主义、也不是康德的超验主义能够对付得了这种挑战。经验论者仅仅认识到感觉经验事物的存在，他们否认任何非物质性事物的存在（a limine），因为他们忽视了思想的直觉作用。而唯理论者则承认心灵的存在，但只是允诺存在于理性所讨论的事物存在和心灵存在过程中，从那些基本的事物和心灵概念中派生出来。这早在笛卡儿直截了当的著名论断“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中就表露了出来。在理性主义那里，存在没有直接的知识对象，然而在传统那里存在不仅是本质而且是知识对象的存在。理性的用词（[image: ]
 ，ratio）属于前者，而直觉思想的用词（[image: ]
 ，intellectus）则属于后者，它包含所有理性知识的表述，并关联到事物的存在和使事物各个部分统一在一起。

在康德的超验主义哲学中，理性心灵或“Vernunft”不是自己就能显示自身的（他错误地将理性与传统的ratio概念等同起来）。作为“经验的主体”，理性可以通过“内在的感觉”来经验自身；作为“思想的主体”，理性只能做自我的思考而已。这样就把通达超越的神的道路给堵住了，那条道路就是存在之类推。事实上，这种传统的方法起于人类的思想，它把自己认作真实的、实在的存在，并由此通达神圣的思想。

b）理性主义仅就事物本质所做的知识推断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它禁止主体在做笛卡儿式的我思之类的反思前可以对自身有所注意。因此20世纪的哲学家如J．P．萨特等就提出了值得注意的假设，即回到笛卡儿之前去做我思前的思考（cogito precogitatif），或者像D．亨利希那样去做无自我的认识（“nicht-ichliches bewusstsein”），他把这种认识当做胡塞尔所说的“即时事件”（bewusstseinsstrom）式的意识，或者像M．海德格尔那样在理性概念的前提下去进行存在之生动经验（一种理性意义下）的精神活动。

现在我宁愿欢迎所有这些去除笛卡儿困境的假设，但这些假设忽视了传统形而上学中更好的说明。托马斯·阿奎那跟随亚里士多德指出，主体以简单的自我意识来认识自身的存在要先于对自己作为知识的理解。由此推论，人对事物简单形式之存在的呈现要先于对事物知识内涵的呈现。因此，思想对自身的意识要先于对自身的反思，笛卡儿错误地提出了这个认识的起始问题。正确的说法是，因为思想早就呈现了自己（这时并没有关于自己的基本知识），所以它可以转而反思自己（以获得自身的知识）。

第五节　个体与共相之间的对立问题

下面让我们讨论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在近代哲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另一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柏拉图关于两个世界即可感的和可知的之分裂的想法，这种想法就牵涉到个体和共相之间的对立。柏拉图首次指出了这种对立：个体事物是具体的、可感的、多样的、变化的和会毁坏的；但共相则是抽象地表明自己，是可知的和没有变化的。在研究事物的本质时，共相概念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本质由共相即属加种差来规定。因此，柏拉图将本质和共相配合在一起，并认为共相与个体相对立。结果就导致了两个世界的形成即会消亡的可感变化世界和属于事物本质部分的那个可知的、不变的、永恒的世界——理念。

柏拉图最大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曾批判这种两个世界分离的理论，因为本质如果与事物相分离就不再是建构事物的原因。因此他认为本质是事物中内在固有的部分。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将个体与共相（即柏拉图所考虑的本质与个体）之间的对立从个体事物自身中移去，（也就是说就单个的事物而言仍旧有一个共相如一张桌子的形式与一个个体如具体的桌子之间的关系问题。——译者注）这样问题不就又回转去了吗？那么本质，即共相认识的部分又如何存在于个体事物中呢？

在中世纪，关于共相问题的讨论曾形成三个派别：柏拉图主义者认为共相先于个体事物（universalia ante rem）；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认为共相在个体之中（universalia in re）；唯名论者则认为共相在个体之后（universalia post rem）即那些共相都只是思想而已。到了近代，上述问题讨论还在继续。其中一部分受到了柏拉图两个世界概念的影响，如在康德那里，这种影响早在1770年后的前批判哲学时期论文《论感觉界和思想界的形式、原理》（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
 ）中就存在了。到了他写《纯粹理性批判》（1781，1789）时期，上述问题就回到了现象与本体（phaenomena and noumena）的两个领域之间的分裂。他进而在论文中用理性主义的立场来呈现出矛盾，又基于经验主义的立场来呈现对立。确实在理性主义那里共相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而在经验主义那里则认为个体的存在是基于我们的经验。另一部分则使问题以抽象和具体的对立形式呈现出来，如在黑格尔的观念主义那里，就试图以世界精神（weltgeist）的运动过程来调和上述两个世界的运动。还有一部分则把问题当做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对立，并认为在具体的经验中可以使前者共相和后者个体事物关联起来。

为了解决问题，我以为不能遗忘问题在柏拉图那里是如何提出来的，而之后的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又是如何去解决的。不幸的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的解决方法已经在近代被遗忘，同时却出现这样一种偏见，即亚里士多德只是将柏拉图的理念转变为具体的个别事物，所以问题仍然困难重重。但这种误解已经被我们上面的说明澄清了，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在这里做总结如下：

a）对于柏拉图来说，最好要记住他并没有将事物的本质与共相等同起来，尽管它们都完全是“根本原理”之类的概念。而且，他区分了思想中的共相意识内容（[image: ]
 ）和客体方面的本质（[image: ]
 ）之间的区别，这些都是事物中的本质方面。甚至他还将本质从感性事物中区分开来，在这方面他没有宣扬观念主义，相反留下了实在主义者的东西，也就是依据一种接受性的思想，此思想虽然没有建立起一种本质，但正是它事先做了铺垫。

b）因此说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的理念转移到了个体事物，这是错误的。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柏拉图，就是共相与具体个体事物之间存在着无法否认的差别。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共相（[image: ]
 ）不是物体，因此不可能在事物中被发现。共相存在于思想之中，具有思想的特性。

c）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评是很能辨别出来的。首先，他与其导师一样认识到事物有它们的本质，对它们的知识是由共相概念而来。他所批评的只是柏拉图将共相与事物分离的做法，因为柏拉图错误地将本质存在的形式与共相存在的形式等同起来。然而共相就像“一与多”（[image: ]
 ，可说成一个概念与许多个体事物之间的关系）之类的思想，本质就在每一个个体事物之中。因此个体事物的存在形式与共相才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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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点上富有见地的澄清被托马斯所继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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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相问题可以做这样的解答：诸如此类的共相总是与个体事物不同的，而且只能在思想中被发现，但共相涉及事物的本质。本质只得由共相通过抽象的过程来认知。但本质并非与任何共相等同，只是通过共相的整合如通过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而被认识。事实上，每一个共相概念都从整体的事物中抽象而来，而且本质是事物偶然属性之外的内在部分。

第六节　共相论与个体论之间的形而上学

从先前问题的解决中引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形而上学所有的抽象一般知识都涉及与个体事物的关系问题。不过形而上学明显地被批评为“共相论”，认为它不满意事物尤其是人类的个体性。然而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事实上如果形而上学满意于自己的想法，它还可能陷入一种主观主义即忽视做为一般知识基础的多样性个体事物。

这个两难推理包括了早在中世纪就有的关于个体的原理。在托马斯的想法中，这种个体的原理属于物质因的东西，而且在弗兰西斯主义者特别是在邓斯·司各特那里，声称法则可以在形式因中被发现。后者的观点很受近代、当代有人格主义和存在主义倾向的哲学家重视，因为他们否认人类有不变的本质，以为这种本质是人类没有穷尽的自我建构过程。

康德对两类主体，即经验主体和思想主体的区分再次反思了个体事物与普遍事物、真实领域与理想领域之间的区别。

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观点，可以得知一种非常公允的关于人的概念，它避免了主体的分裂。与那些观点相反，传统认为人类的个体仅仅是一个主体，尽管它有一种复杂的本质如感性的和理性的因素等。仅有的主体中心是理性／思想。本体论所谓的人类存在决定于一种形式因即理性的、思想的心灵。

人类的个体（如苏格拉底）表现为两个不同的方面：其一是特殊性、个体性和偶然性，这些都由特殊的命题来指称；另一个是本质特性，它只由共相命题来指称。因此必定还有为双方所共有的、在讨论中被忽视的法则。现在的问题是不仅要发现与人类个体相关的个体性原理，而且要发现共相原理。前者的原理要归之于它们的物质因，后者必然归之于它们的形式因、理性的灵魂。所以清楚的是，个体性的原理不能归之于心灵。

不过这种论述并非反对人的心灵具有某种个体性。确切地说这种想法来自一种新的观点，即当我们注意到个体性的时候就不再是注意到具体的整体（如苏格拉底），而是他的心灵，这时所询问的就不只是人的本质，而是心灵的本质。

就心灵的建构性原理而言，心灵本质上是什么？心灵的个体性原理又是什么？根据传统的解释，心灵由三个原理组成：生长性、感觉性和思想性。哲学将这三者解释为人类生活的原理，因为心灵是生活的原因。这揭示了心灵的本质。还有两个次要的、作为生理生活原因的原理即身体和本能，它们与心灵贴得很紧。但就思想原理而言，心灵是精神生活的原因，并与身体和非理性的心灵结合在一起。现在，如果感性的原理和思想的原理相互作为潜在性和现实性而联系在一起，这样从整个人类的存在来考虑，潜在性就有了作为物质原理的类推性功能。它能够作为心灵个体的原理产生作用。这可以由如下事实来确证，即精神的个体首先被表述为在“心中的”，也就是情感性的、易受影响的、情绪化的，这些因素由感性和思想原理的互动而产生出来。

邓斯·司各特关于个体性的理论考虑到了心灵的部分，例如作为苏格拉底心灵形式因的socrateitas等。近代思想家之所以提到司各特，是因为他们特别对心理学所研究的人的个体精神问题感兴趣。

用这种方法可以使问题得到澄清，也就是问题在于如何克服共相与个体性之间的对立。个体性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一个是整体的人；另一个是他的心灵。这两个层面有一种类推的关系，因此就有了形而上学的方面。托马斯认识到人类的心灵具有某种个体性，至少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心灵具有和身体一样的自我存在性，即使它在生活中必须与身体相结合。

第七节　与形而上学保守论相反的动态论

近代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传统囿于存在之为存在，于是导致了抽象的“空洞性”、“固执性”之类稳定一面，这种稳定的东西远离了生活和生活在历史、文化中的能动发展。认为形而上学应该去满足那种作为历史和生活世界实践兴趣之基础的需求。批判起端于各个方面，并导致对批判所认为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放弃，于是新的哲学如解释学等给出了一套它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世界范畴。现象学就给出了“显现”由意向性感觉创造的现象生活世界（lebenswelt）。

关于这点我会在下面做些探究：

a）保守论与动力论的对峙不要被说成是另一种观点，似乎哲学只能两者选一：要么形而上学地考虑那个一成不变的抽象本质世界，要么就脱离形而上学去研究经验世界及其历史文化的发展。然而传统对世界的看法不是排他性的，而是主张互为一体，把事物和人都看成是一种复杂的存在，这些存在不仅有变化、动态、可能性、历史文化的方面，而且有稳定的、本质性的和形而上学的方面。

b）事实上，真正的“动态性”概念的源流是在传统哲学解释每一种运动、发展时提出的潜能和活动概念中，而近代的批判不再反思这种传统概念。恰当地讲，近代对运动的研究涉及所有的领域：自然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这种研究不应该放弃传统哲学关于这些方面有其形而上学基础的观点，因为假定没有形而上学所关注的那些早已存在着的某些实在性东西，就不可能发生动态的进程。

c）将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视做“固执性”的批判出自不同的学说，如出自活力论、人格主义和存在主义等，这些学说试图用生物活力说或人格价值或存在主义的经验事件（existentielle erlebnisse）来“填补”那些“空洞”的概念。但人们必定要反驳那种说法，即所有的事件都是在我们头脑中或在心中或早已被我们形式化的存在意识涉略过了，也就是说存在着作为事件的、被经验的东西。

d）根据刚才提到的说法，存在可以简约为生命的作用或人格的价值或存在主义的事件等，而这些与实在的不同层次之存在类推是相矛盾的，实际上是从石头到活生生的动物、从感性心灵到思想的心灵、从人类的思想到神圣的思想等。形而上学恰当地保证实在世界的多样性统一。如果存在世界被束缚在实在的某一个层面上，我们就会陷入一元论（如唯物主义、活力论、唯心主义等），或者陷入一种不可协调的二元论。

e）结论：我们以自己的实在意识能力来对所有存在的进行理解的行为，这既不是一种事件的经验，也不是历史的解释学理解；既不是文化创造的解释，也不是神圣启示的精神想象。这恰当地说是我们对所有层面的实在之简单意识，我们呈现了一些实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形而上学能够关注整个的实在，解释所有事物的统一性即存在，而这不是其他科学所做的事情。没有形而上学的思维纬度，所有对人自身的关注都会与外部自然事物的大千世界隔离开来，与超越的神隔离开来。

第八节　本质主义和存在主义、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的形而上学

与至此所做澄清有关的另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也得加以解决，它涉及的是本质主义和存在主义在近代的对立。20世纪产生的批判反对作为“本质主义”的理性主义和观念主义。此批判不无道理，因为那些主义将我们的知识限定在理性对事物本质的看法内，是理性从事物存在中引申出来。举个典型例子，鲍姆伽登说道，“存在就是本质的补充”（existentia est complementum essentiae，引自其所著《形而上学》第一部分“本体论”的第55节）。作为对这种说法的反应，近代的“存在主义”让我们聚焦于存在尤其是人的存在问题，并声称存在是理性对自己经验分析后引出的适当形式。存在对于理性来讲是难以渗透进去的实在，它只有通过情感或“常识”（E．吉尔松语）来获取，只有通过有抗拒力的经验（N．哈特曼语）或对与虚无相仿的死亡之体验来获取。由于诸如此类的事例，存在就成为非理性的体验，即使是思想也不例外。形而上学就得去面对本质主义的或存在主义的问题。

不必在这里对上述争论做详备的讨论，在我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提供了第三条途径，它可以避免两种极端的立场。确实，存在和本质的区别得回到传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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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而论之，这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可以叫做两种认识形式的区别，其中之一是理性（[image: ]
 ，ratio），它探究每一件漫无目标运作的事情之本质，另一个是思想（[image: ]
 ，intellectus），它用一种直觉的行为也包括理性的行为去感知事物的存在。

近代的批判忽视了这个经典的区别，取而代之的是在非理性概念知识名下对存在的思想感觉，即刚才提到的情感或感觉。相反，传统哲学教导我们，事物的存在尽管就其本质而言有不同点，但存在与本质是相关联的。确实，两者是同一个事物存在的两个方面，即某物存在和存在的到底是什么。因此关注存在的形而上学分析如存在的类推等，其考虑的不仅是事物特别的结果，而且是它们简单的存在。例如石头较植物而言有许多不同的存在形式，但它仍有许多统一的存在形式。在更高的级别上就要提到动物，再高的级别就是人的存在。这种存在的统一性更强调其思想的自我意识。最后，神的存在是最高的统一形式。因此，人们不能说存在是一种难以穿越的壁垒，也不能说神的存在与一只苍蝇的存在没有区别。

在存在主义的说法中，存在限定在人的存在范围。这忽视了其他事物在存在方面的类推，夸大了人的存在，强调人的存在特征在于注入了意义，由此形成人的本质（即海德格尔所谓“人的本质在于其存在”：das wesen des menschen ist sein dasein）。在这种看法下，存在主义就回到了本质主义，要反对这种看法就得从源头上进行回击。同时，存在主义忽略了简单的存在现象即人的存在与其他事物的存在可以共同进行类推。由于缺乏传统的本体论，存在主义也失去了实在主义，这种实在主义认识到所有事物的存在都独立于我们对存在的关注。

第九节　形而上学的实体问题

从经验主义的观点看，对形而上学最严厉的批评就是实体概念，它起于柏拉图的理念说，被视做实质性的“根本原理”即经验世界背后的第二世界。
[7]

 近代批判宣称，这个第二世界仅仅是一种想象。怀特海和罗素就是以近代自然科学来引导他们的判断。

同样，经验主义的人文科学也不再接受作为形而上学概念的实体。例如，近代经验主义心理学的奠基人威廉·冯特就有目的性地排除作为实体的心灵概念，因为要使这一概念具体化，以防人的主观性的介入。F．布伦坦诺在其《经验主义心理学》中也持相同的看法，禁止将心灵当做实体。

说得更周到些，就直接反对柏拉图的两个世界概念并对之予以拒绝而言，对外在事物实体的批判还有点道理。不过直接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这就不恰当了，因为忽视了亚里士多德曾对柏拉图的概念做了修正，托马斯·阿奎那也谈过作为实体的经验世界，他们都十分明白经验世界的复杂性，也就是说经验世界不只是现象，而且由物质和形式因组成，这样提供给我们知识以感性的和思想的两个方面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验事物具有两个方面这一事实曾导致哲学（包括前苏格拉底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去区分两种对应的认识能力即感性认识能力和理性（或思想）认识能力。



由思想所认识到的事物之最明显的方面，首先直接是它们的存在。然后对事物存在进行反思，将事物区别为实质性和偶然性的存在，进而引申出各种范畴的分支。实体与偶性的分别由命题来表述。例如我们说“树是绿的”，而不说“绿的是一棵树”，因为其意思是实体对偶然性的关系，而不是相反。确实，绿色在树上被发现，而不是树在绿色中被发现。另一个表明区别的例子是，在实体的定义中无需偶性的介入，然而在定义偶性时却必须先有实体的存在。因此我们说作为实体的经验事物，这是合乎规范的，因为这里所意识到的是事物真实的存在，它有别于偶然的存在。

在唯名论和经验论那里共相概念被还原为仅仅是“名称”，而没有它们存在的基础和事物的本质。在如此认识方法下，实体和偶性的分别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人们可以看到，这种哲学上的匮乏如何影响到神学，例如马丁·路德就是在唯名论的影响下去处理超本质化的问题，把它们之间的区分当做一种天主教的教条而放弃了，那种区分存在于圣餐面包的实体即基督身体的变异和圣餐面包的剩余物之间。



对于英国的经验论者如托马斯·霍布斯而言，实体是一种身体理念的想象。不过，这种试图将自己从形而上学中挣脱出来的努力也引出了关于经验论自身的新问题。事实上，身体也是一种实在，并需要对自己的存在进行反思。对一个经验论者而言这种存在就是感觉材料。因此存在会再次成为一种现象，而且实体就是那种现象的基础。甚至“现象”概念（来自希腊文[image: ]
 ）就是表明某些事物的“显现”，这些事物是基础，而不可能再是现象。因此，实体不是什么在经验事物后面的东西，它就是包含现象在内的事物本身。

实体作为现象基础的上述论点是一个导向存在自身的问题。物质身体的存在不可能如康德所说在现象的序列中延续，也不可能像今天物理学观点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电子的能动状态，因为人们始终要解决的是物质属性问题，而不是物质的存在，物质存在与物质性是不同的。再有，物质的存在会明显地成为一种思想的方面，它只有由思想理解，并与另一些事物的存在进行类推：植物、动物、人类，还认为它们都有存在的原因，如同心灵在活生生的存在之中。

第十节　形而上学的因果问题

实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回归到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反思这一问题的同时也得反思因果问题。理性主义在非物质性实体之间考虑形式和终极原因，而经验主义只是在现象之间认识物质原因。因此经验主义批判“形而上学的原因说”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它只不过是一种像近代经验主义之父培根所说的想象中的“理念”或“幻象”，这种说法的后继者有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等。莱布尼茨在他的《形而上学论》中为自然中的终极原因进行辩护，坚持认为它与机械运动中的物质原因是对立的。这种各持一方的因果概念到了康德那里被综合起来，他既保留实在的物质原因并视其为现象，同时又将终极原因当做思想的方面，似乎它能够在自然中被发现。

面对经验主义从自然原因考虑出发所做的形而上学批判，我将给出以下解答：

a）两套相互对峙的因果理论即经验主义的物质说和形而上学的终极说都将世界分成现象的和形而上学实体的，这些看上去都不能被接受。恰当地说，我们都不得不去同一个经验世界、同一个自然事物打交道，特别是在生动的存在中与那些事物打交道。它们一方面由物质原因构成，另一方面由起最后作用的形式因构成。这些原因不能被还原为经验主义形式的、现象序列中的物质运动法则，或者被设想为一种理性主义形式的、作为现象事物背后的实体，因为正相反，它们是经验事物内部的东西，是由它们特定的存在构成的。

b）像康德那样将原因还原为法则的做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自然进程中有规则地反复出现的法则会让我们进一步去探询原因所在！

c）至于原因的作用力，它们不能被简单地说成是具有物质特性的物质运动。真正的情况应该像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的那样，在无机界的物质结构中，其运动缺乏一种内在的原因，因为无机界的物质早就由确定性的运动给定了，所以物质与其运动一起是自然事物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各种层面上存在着不同的类推性的实在领域。在有机界存在的最高层次上具有生物的和精神的“运动”，这与物质的运动有相当的差别，它们需要一种超出物质原因的解释。

与经验论相反，我们不把因果理解为自然事物的物理作用力，除非这样说，我们思想、意识到自然事物的存在，其存在是由事物中的某些因素引起的，我们就命名这些因素为原因。

第十一节　从现象到根本：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

在经验论者看来，要想发现建立在某种无法察见的实体之上的、经验可见的现象世界，这样的形而上学是一种不能被接受的假设，因为我们缺乏任何知道它们的可能性。康德也在经验前提下主张，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关于可见的经验现象世界背后的“自在之物”的知识。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听到了一种在现象学影响之下的新假设，它在阐述“从现象到根本”的纲要。
[8]

 经验论者用这样一种方法来理解此纲要，认为我们从感性知觉到思想和在主体中进行反思的知识，这就是假定有一种物质实体在现象之先。经验事物的存在居于主体的感觉作用之中。贝克莱就曾强调过：“存在就是被感知。”

在康德超验主义那里，作为现象的事物存在一方面是感性直觉中的存在，另一方面是思想的存在，即超验意识中由理性决定的“立场”。现象的“实体性”将是现象不断变化流中的现象持续。

相反，在托马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现象来自事物自身（不是像康德、胡塞尔哲学所说的那样现象来自意识，是主体的东西）。因此，思想实在地理解了属于真实事物自身的现象。在这种传统中，我们不去找寻像近代错误地解释的那种从现象到现象背后的实体之结论。认识的进程不是从现象到现象背后的实体，除非“现象”仅仅是精神性的东西，而“实体”仅仅是如胡塞尔所说的“意向性”即主体。认识的真正情况是从作为真实事物的偶性现象到它们的本质。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上面提到的关于现象和它们实体基础问题的误解究竟如何影响了近代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解释，我要举出最近的一个现象学方面的例子，
[9]

 那段说明涉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2卷第6章（1071b5—11）的内容，它是关于固定的、非物质性的第一本质原因。首先我举出传统的解释，正是根据这种解释我指出了它是一种证明的逻辑形式。原文本如下：



实体是首要的存在。

如果所有的实体都是会朽坏的，那么所有的事物也都是会朽坏的。

但某些非本质的存在则是永恒的（也就是不会朽坏的），

如第一天体的圆周运动等。

这样就存在着非朽坏性的实体。



这段文本内容很紧凑地而不是拖沓地包含了两个证明的步骤，如下表所示：

[image: ]


根据上面提到的近来的解释，证明的首要前提是“实体是首要的存在”，其意思仅仅是指它们属于存在的首要范畴，而与偶然性相对。这种证明将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因为存在着一种永恒性的偶性，因此就有了非朽坏性，它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面一点，即存在着在先的实体——神。

但这种解释没有注意到前提“实体是首要的存在”（[image: ]
 [image: ]
 ）并非要说实体属于首要的范畴（这显然是预想的），而是说它们是“首要的”，也就是存在的首要原理或（首要范畴意义上的）首要原因。现在，如果说一种原因具有永恒的非朽坏性作用如天体永恒性的圆周运动因，那么这种原因自身就必须是永恒的和非朽坏性的。这种结论就会得出第一个天体的非物质性心灵的说法，而不是它的物质实体大气。



因为《形而上学》第12卷第6章中的观点是在谈宇宙论的问题，其结论中得出的首要的非物质性原因也只是在宇宙范围内，所以就《物理学》中的“第一动力”而言，它是指固定的星体之心灵。只是在《形而上学》第12卷第7章的文本中给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证明，它讨论潜在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区别，并得出了第一个超验性原因的结论，这种原因是一种与神相关的纯粹活动。



这就是上引近代解释的典型特征，这种解释不去注意《形而上学》第12卷第6—7章关于因果问题的讨论，而是将自己的解释限定在范畴、命题的逻辑方面。还有就是在整个的西方传统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明以表示从一种命题到比它在先的实体的结论。

传统所做的实体存在即所有存在的首要原因之证明是一个具有唯一例外性的事宜，其正当性仅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有待证明的实体不是各种实体中的一个，而是在所有实体之外的类推性的最初实体，正是有了这个最初的实体，所有其他的实体才有了类推性的比照。所以这种实体只能被证明为是所有实体的首要原因，别无他意。“从现象到根本”的这种论纲不能被用作对形而上学的批评，它曾试图得出从这个世界的现象到另一个世界的实体之结论。确切地说，传统形而上学的论证过程是从这个世界的内在原因到最初的超验性的原因。

胡塞尔现象学学者们是用这种方法来理解上述论纲的，此方法的出发点是现象，其新的精神现象意思是对主体的意识，为的是通达以主体为基础的目的，此方法称作意向性的行为，它创造了一个“生活世界”（lebenswelt）。不过这种理解却违背了传统实在意义上的观点。事实上，经典的形而上学从事物自身的现象出发，然后引出它们本质性的内在原因，最后得出一种最初的超验性的原因。



————————————————————


[1]
  这一主题在我的论文《存在与意识》（Sein und Bewuβtsein
 ，Hildesheim，Olms Verlag，2001）中有详细讨论。


[2]
  [image: ]
 ，Aristotle，Metaph
 （《形而上学》），Ⅻ 9，1074b 36.


[3]
  在上引文字中，亚里士多德用其著名的神的命题来表达：[image: ]
 ，即神有其自身思想活动的客体，这种客体与神自身即主体相一致（[image: ]
 ，as subject of [image: ]
 ）。


[4]
  参见本书第一部分第47—48页（作者指的是英文原版页码，即中文版第一部分“第四章　事物的本质：内在的基本原因”中的“第四节　个别事物与其本质之间的关系”和“第五节　作为活动的、潜能的存在和事物本质”部分。——译者注）。另可参见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后篇》（第1卷第24章）中的重要论述。


[5]
  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Ⅰ，85，art.1 ad 1.um）中指出，思想从物质中抽象而来并通过共相了解殊相的形式不是所谓具体地知道事物存在的形式。拉丁文是：Unde falsus esset intellectus，si sic abstraheret speciem lapidis a materia，ut intelligeret eam non esse in materia，ut Plato posuit. Est enim absque falsitate ut alius sit modus intelligentis in intelligendo quam modus rei in existendo：quia intellectum est in intelligente immaterialiter，per modum intellectus；non autem materialiter，per modum rei materialis.（如果一个人像柏拉图所设想的那样，认为从物质中抽象出的石头之特定形式并不存在于石头的物质之中，那么这种思想就是错误的。这种想法认为下面这点没有错误，即思想主体的理解形式不同于物质存在的形式，因为思想主体的非物质性理解形式是出自思想的形式，而不是来自物质事物的物质形式。）


[6]
  参见亚里士多德《分析后篇》Ⅱ，7，92b 14：[image: ]
 （存在不是任何事物的本质）。


[7]
  参见我的文章《论实体》（in：Theol．Realenzyklopädie，TRE，vol.32，Berlin，2000，pp. 293—303）和《论灵魂》（in：ibd．vol．30，part Ⅴ，pp. 749—759）。


[8]
  这个纲要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教谕《论信念和理性》中也做了论定。还可参见我的文章《从现象到本质》（Dai fenomeni al fondamento，Fides et ratio，83
 ，in：Fondamento e fondamentalismi. Filosofia-teologia-religioni，ed. A. Ales Bello，L. Messinese，A. Molinaro，Rome，pp. 269—282）。


[9]
  Klaus Oehler，Der unbewegte Beweger des Aristoteles
 （《论亚里士多德的不运动的运动者》），Frankfurt／M.，1984.


第七章

洛克和休谟哲学对形而上学的经验论批评

以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带有对形而上学的一般批评，这种批评已经包含在他们对事物的经验主义方法之中。所以要对他们做个评判，我会将自己限定在洛克和休谟著述的范围内，以此去关注他们的知识理论。不过我首先还得评论一下弗兰西斯·培根。

第一节　对培根的初步评论

从历史的角度看，培根的纲领性著作《新工具》
[1]

 开创了英国经验论哲学。培根在著作中主要使用了到他的时代为止的自然科学成果，并试图用恰当的方法去系统地探讨科学的进程。事实上，那些方法部分地还是由形而上学的一般性“思考”作为指导，在关于有争议性的自然原因探讨方面尤其如此。培根的意思是想把物理学（那时还叫做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脱钩，当时物理学中的一部分还在使用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目标是用定义的手段和部分概念（种、属、种差等）去发现事物的本质。与此不同的是，培根想引入以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方法。

从传统的观点看，我们可以同意培根计划设想中的大部分内容，这些内容试图使自然科学从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事实上它们也确实使自然科学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不过那些计划内容在不合逻辑地批判形而上学时又走得太远了，它们忽视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倾向，即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至今为止都会给自然科学带去“解放”的作用。举例来讲，这种倾向的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自然事物远比按机械原理运动的物质有更多的内容。事实上，我们可以在动物中发现非物质的形式和最后原因，这些都不能被当做“幻觉”的东西而丢弃掉。甚至在方法上也有道理，那些形式、原因是不适用于物理学的，因为物理学中的原理只适用于无生命的物质，那里不存在什么最后原因问题。培根哲学所关注的仅仅是物质自然，其导致了经验主义，虽然它的经验方法对实验科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培根用普遍性质的自然概念来拒绝形而上学的“思考”，这显然是认为传统自然哲学的定义是不适用于经验研究的。培根用他的经验归纳法和自然事物的实验来代替那种“思考”。不过真正讲来，经验方法和传统自然哲学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补充。确实，经验的方法导致了确定的法则，这些法则不仅解释自然的过程，而且还对过程中合乎法则的规律之原因提出问题，然而自然哲学也恰当地在探讨这些原因，其起始的观点总是经验，为的是从经验中获得普遍性的认识。

第二节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

洛克在他的《人类理解论》
[2]

 的第一部分申明他自己反对笛卡儿关于心灵中的先天观念学说，并宣称他与亚里士多德一样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论。他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白板说”（tabula rasa）想象。于是问题又产生了，如果心灵中没有先天的观念或概念，那么又从何处获得认识的内容。洛克在著作的一开始就做了确定性的答复：“我对此的回答是，一句话来自经验。”
[3]



设定有这样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验哲学的格言：没有什么在思想中的东西不首先在感觉之中（nihil est in intellectu，quod non prius fuerit in sensu）。于是洛克指出所有经验有两个来源，主体据此得到每一种认识的内容：

——外部感觉事物的现象，这由感性来感知；

——感性的或理智的精神活动，这由所谓内在的感性来感知。

两个来源都给心智提供一种丰富的材料，然后心智对材料进行加工。当心智对外在的和内在的材料进行各项活动时，不久又回转到反思的方面，它形成想象（观念），然后心智根据某种比较、联想和抽象的法则再对想象进行思考。这导致新的、更复杂的心智想象（复杂的观念）产生，然后通过直觉的作用形成对经验事物的判断、形成最终的各项科学的知识。洛克对事物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非常著名。第二性质由主体对想象事物的样式构成。复杂观念就是“实体”，其形成涉及外在的事物，进而涉及“心灵”和“神”。就心灵和神而言，它们没有相对应的实在，它们是由“我们创造的”。

“存在”、“统一性”和“潜能”都是“简单观念”，
[4]

 经由“感性和反思”构成。我们通过“直觉”获得关于我们自身存在的知识，这里既有“感性”中的外部事物，又有“证明”而来的神。对我们存在的直觉是“某种知觉”或“经验”。在我们所有的直觉和精神活动中，“我们就是对我们自身存在的自己的意识”。
[5]

 “意识”被理解为在感性知觉和精神层面上的一种反思，这时回到了主体。与那些反思相关，意识得以建构起我和个体的世界。
[6]



现在就来对洛克的上述看法作些评论。

从我们摘录的洛克学说看，人们轻易地发现其中的经验主义前提，它将通达形而上学知识的途径排除在外，由此引出了很大的困境：

a）首先，把我们世界的事物还原成只是一种现象，这一点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方面某些事物在我们那里显示为感知现象，但另一方面它们最初被我们的思想当做存在的对象时也显现为思想的现象。



正如上文早就提及的那样，如果没有实在的感知和思想对象的区别这一基础，我们甚至无法理解感性和思想的区别。



b）其次，我们走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情景之中，一方面感觉能力有它们的对象，然而心智、思想、理性又被剥夺了原本属于它们的认识对象，即事物的本质，其活动也限定在对感觉材料的“加工”上，并被说成是从这种加工中产生出来。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名称叫理性！理性这样做就是自毁其身。

c）当事物被还原为现象，事物就被剥夺了可理解的存在和本质，以至于思想关于事物本质的普遍性知识就失去了实在的参照（也就是说它不再有基础了）。一个“共相”就成了只是将现象收集起来的容器。

d）“没有什么在思想中的东西不首先在感觉之中（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prius fuerit in sensu.）”这句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验哲学的名言被洛克断章取义，成了一种抽象的教条。按照原先的说法，思想以事物的感觉材料为中介，从而取得可理解性的特征，也就是从物质的底层抽象出来。相反在洛克那里，抽象只是一种从感觉材料到想象（观念）和概念的一般过程。
[7]



根据传统的学说，抽象是从个别到普遍、从事物的感性方面到理性方面的认识过程。思想不是从诸如此般的感性材料中提取理性特征的，而是从事物本身并通过感性材料的中介获得理性特征。我们不可能从事物的具体感性方面跨越到它们的理性方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认识的一开始我们的思想就与具体事物的理性方面在接触，也就是至少是与事物的简单的存在进行接触，于是类推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思想是与自己的存在进行接触。所以对于洛克所声称的“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prius fuerit in sensu”观点，莱布尼茨是同意的，但加了一句“excipe，nisi intellectus ipse”。
[8]

 与经验主义试图把经验作为所有知识的前提相反，莱布尼茨想说明的是，所有经验都有一个假设，即作为感觉概念主体的思想也在自我意识中呈现自己。莱布尼茨以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来回答洛克的话，至今都是有效的，虽然莱布尼茨的哲学还存在着寻找心灵中天赋观念的想法，这种想法当然是很有争议的。

另外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思想可以间接地知道自己，也就是当知识在关注其他对象如感觉对象时，思想便通过感觉认识了自己。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对事物的感性知识是伴随着我们对事物存在的思想意识的。

e）正如我们前面早已解释的那样，外部事物的存在不再是感性的认识，而是理性的认识，也就是说，是由思想意识来理解的。经验的对象总是有内容的，如事物的感觉性质等。相反，事物的存在是形式化的方面，是由意识的直觉行为获取的。因此对事物存在的理解既不像洛克哲学那样是由感性直觉取得，也不像康德哲学那样由反思取得。这种理解的有效性更多地是心灵和思想对存在的关注。洛克设想，心灵和我是由内在的感觉构成的。
[9]

 不过人们可以反对说，这种说法是与我们简单的自我意识相矛盾的，而思想就是以这种简单的自我意识来呈现自己的。这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传统人类学的起点。

第三节　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

在通读D．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和道德原理》
[10]

 时我们可以集中于该著作的第一部分，“人类理解研究”这一部分详细表达了休谟的知识理论，在表达时休谟虽然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和术语，但许多方面都遵循了洛克的观点。休谟的出发点还是从两种认知方法即感性和心智，并认为两者有不同的认识来源：前者是五种来自外部事物的感性，后者则来自内部的感性，即五种感性活动和心智活动。然后由这些认知活动回归到想象和思维形式的反思。

更透彻点讲，印象有一些得自外部感性物质材料的来源，然而心智内容即想象（观念）和思维则另有印象方面的来源。感性活动和心智活动一样会回到对感性和心智的反思。印象通过那些认知力和明确性来呈现实在，然而这些印象在心智中的“复本”则是虚弱的，以致它们不再能呈现实在，仅仅有一个理想的领域而已。

根据休谟的说法，从简单的思维到简单的想象所组成的复合体是这样形成的，也就是转到对这些认知进行进一步的判断并最终形成一个判断的体系，即科学时才形成的。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手段是比较和观念的联想。判断与观念有必然的联系如与数学的联系等，它超出经验的世界，而经验世界存在着不确定性并有不很明确的观念跟随着。还有，关于必然因果关系的判断只是产生于我们对有规则的现象序列进行观察后的习惯性联想。

对休谟观点的评论如下：

我对洛克的批评分析也可以适用于休谟。他的知识怀疑理论似乎又强化了经验主义的假设。在这种观点下，我想再加上以下几点：

a）我们再来评点一下心智的活动被还原为感性的活动和对大量经验材料进行处理的问题，也就是最后所有的经验都成了根据的问题。在那种看法里，心智与外部事物没有直接的关系，仅仅通过感觉印象产生间接的关系。心智或思想缺乏自己的对象，因为事物被夺走了任何可能是思想对象的可理解性因素。心智或思想显得类似于感性的延伸，即对感性的反思。思想不再以自己存在的形式呈现自己，因此思想不能与外部事物的存在建立起联系。经验主义将事物理解为一种感性的材料并由感性来感知，这是错误的。

b）事物被还原为某些物质材料。因此认识与它们的关系也只能建立在事物对感性影响，即前苏格拉底哲学所指出的“印象”之基础上面！关于这一切，亚里士多德早就给予了必要的指正。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在主体和事物之间的物质关系，用现代术语来讲，这是一种感性生理的评估，然而这时的认识关系就不再是建立在物质的层面，而是心理的层面。事实上，休谟的“印象”就是一种物质层面上的处理，然而感性—知觉是五种感性的心理活动：它接受质的形式；从具体的事物中进行抽象，这里的具体事物包含存在的活动，它是可理解的，而且只是由思想中的知觉来理解。



以一段休谟带有结论性的文字为例：“有这么一个不容置疑的命题，即我们所有的观念不过是我们的印象而已，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去思想任何东西，我们或者用外在的感觉、或者用内在的感觉去感知它们，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
[11]





在休谟看来，抽象的共相就是感觉印象的复制，而且逐渐脱离了感觉印象。但在传统哲学里，共相就性质而言是新的东西，因为它涉及事物可理解的本质。

c）休谟所谓的反思已失去了传统的意义。在传统那里，主体“恭候”自己，其恰当的认识行为直指它的对象。经验主义的反思成了一种难以表达的东西，因为它不承认包含思想自身在内的主体，这样一来恰当的客体也消失了，而这样的客体正是认识行为的直接对象。真正说来，休谟称作的“反思”不再是一种真正的反思，而只是想象和思维。

d）进而论之，“意识”也不再有可理解性了。意识最初的意思是思想的直觉行为，直接抓住了外部事物的存在和思想自身的存在。休谟则相反，把意识说成只是感觉的能力，到头来意识失去了自身。

e）最后，他通过人的习惯来解释的因果关系就很难令人满意，似乎我们要用习惯来设定自然过程中的规律性。然而实际上所发生的与之正相反：是自然过程中的规律性使我们养成一种习惯。这一点再次刺激哲学家和科学家对因果问题的探索。用习惯来“解释”因果关系，哲学就通向了心理学。正是由于这一点，胡塞尔在他的《欧洲科学的危机》
[12]

 一书中称赞休谟为主体哲学的先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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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康德对形而上学的超验主义批判

现在就要说到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问题了。我会参考自己所写的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超验分析”理论的再检讨。
[1]

 下面我就要讨论康德的“超验辩证法”问题。

第一节　初步的探讨

a）上文我们已经讲过，康德对其同时代的两种主流学说，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做了批判，但这种批判只是部分性的，而且即使是部分性的，他还得假定两者为其学说的前提。这样，他的超验哲学就成了两种哲学的综合。事实上，他一方面批评理性主义所宣称的存在着“物自体”，特别是心灵和神的形而上学知识，却又与唯理论者一样坚持认为科学知识的可能性就在于有一个先天的经验世界，并举牛顿的物理学作为例子。所以他另一方面又与反对那种可能性的经验论者相对立起来，不过他与经验论者一起设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知识的对象仅仅由感性直觉显示出来，这就推倒了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论断。因此我的“反批判”观点即反对洛克和休谟的观点也适用于对康德经验论前提的评判。

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部分论题合并起来，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总体上讲那两种哲学的方向是互相对立的，没有任何共同点可言。有人从经验主义出发设定这样一个前提，即认为感性直觉是仅有的认识前提，并且只是因为有了感性直觉的显现，我们知识的客体才显示出来。持这种观点的人永远也不会形成先天的知识，因为就先天知识而言，我们的思想应该永远是预先就能理解的，也就是经验事物的可理解方面。相反，康德否认人类思想的每一种直觉。他不恰当地（即使也有正确的地方）与其同时代的某些柏拉图主义者争辩柏拉图的理念直觉问题。
[2]

 不过人们又得勉强承认人类思想的直觉作用，至少可以凭这种直觉去捕捉事物的存在，即在某处的存在和存在着的某些东西，它们都存在于事物之中。因此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错误说法，想把“自在之物”从人类的知识中清除掉。（作者的意思是康德将直觉和思想分割开来，事物被直觉后就成了一种现象，而非事物本身；思想是处理理性的恒定的东西，但思想又不能空对空地沉思，它不得已去处理并不真实的直觉事物，所以思想一旦与直觉相合就远离了本真的事物——“自在之物”。——译者注）在我看来，即使我们遇到了一个并不知道何者为其本质的事物，但至少我们捕捉到某些就存在于事物中的真实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恰当地称这种直觉为“意识”。这个词的拉丁文原意是“伴随的知识”（con-scientia），始终是一种思想行为。经验论者所说的“感性意识”是不存在的，而康德正是借助了经验论者的概念，并将这些概念与“再生的想象”
[3]

 合在了一起。

进而论之，康德从经验论者的前提出发也产生了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它仅仅同与时空贴在一起的现象有关联，然而传统哲学认为真实原因所关联的是事物自身。

另一方面，一些人从理性主义的前提出发来看待因果问题，并总是与实质性的因果关联在一起，从来不像经验论者那样将因果当做现象的前后关系。唯理论者也不像康德那样用主体的认识条件或根据理解范畴之类的思想法则来替换因果关系。还有就是他们从来不用康德脱离事物自身而只注重主体认识条件的“超验性”概念来更改传统意义上的超验性。他们也不同意康德用感性的框架来更改“理解范畴”的假定（康德在“系统范式”章节中对此有论述）。

此外，作为现象的事物（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不可能由感性如同“物质”因素的材料和如同“形式”因素的概念那样建构起来。我们宁可借助于传统的抽象概念这样认为，像思想的形式，即共相概念一样也存在着感性的形式，那种形式总是从所有具体事物中“抽象”而来。“感性物质”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感性的形式，它从事物物质的方面去呈现每一个经验的事物，然而思想的形式即共相概念（如“人”这个概念）则包含了一个“普遍性的事物”。

“物质”和“形式”两个方面的区分来自传统的自然哲学，在那里两者分别涉及事物的物质因和形式因。康德将两者转变成主体性的东西，是由人的认识结构造成的两种因素。在这样的看法下，他给出了一种自然主义。无论如何，由物质因和形式因组成的实在事物不会与主体的认识方式相并行，似乎主体可以从感性的物质和思想的形式来建构客体，康德正是这样来替换存在于事物自身的、实在的物质因和形式因。

当然，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知识理论在谈到形成普遍概念时亦注重主体方面的活动。不过这种主体活动并不把事物建构成现象，而是从实在的事物那里获取认识。

b）在康德的“超验辩证法”中，他指出了三段论的错误和二律背反现象，在他看来这些现象产生于理性主义的心理学、宇宙论和神学。不过真正说来，产生此类现象的问题是这样的，即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前提合并起来后作出假设，康德就是纠缠于这样的问题来关注那些逻辑问题的。下面我会展示给大家看，这些前提是错误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相反康德把问题弄得严重了，并主张二律背反是无法解决的。在对第一论题的注释中他说道：



这些证明中的每一个都得自事物的性质（aus der natur ders ache gezogen），同时那些独断论者从各自的角度可能给我们带来错误的结论，又由于这种错误结论的影响而使人断绝了与事物的联系。
[4]





这听上去很带理。不过“事物”或问题中相关的事物是康德从超验意义上所理解的东西，是由主体的认识条件所构成的。

如果回到康德于1770年论稿中早就阐述过的二律背反现象，我们就能发现他已经将那些现象当做无从解决的问题，并用感性和知性能力之间无法调和（dissensus inter facultatem sensitivam et intellectivam）的观点来加以解释。
[5]

 然而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没有说清楚“得自事物的性质”即得自真实世界一面的问题以及得自心灵和神一面的问题，而只是说主体的一面。再则，康德所解释的是感性与知性能力之间的不同，这样就形成了他所谓的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从传统的观点看，这两种能力无疑根本上是不同的，但两者又有相合、协调的一面。

在柏拉图那里，感性的和理性的两个世界不是从两个相互冲突的认识能力中产生出来，而是出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事物呈现给我们两个不同的方面——感性的方面和理性的方面。亚里士多德早就以更适当的理解事物的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并没有从自身中分离出来，它们仍在事物之中。

c）再转到我们的时代，我们当然可以从一般的意义上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时期，在这方面康德的批判仍然在发挥影响力。在康德的时代，他的学说是有争议的，因为其批判只是慢慢地被接受，更多地还要归功于他弟子们的巧妙活动。随后由于新康德主义的所作所为，康德的批判才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并直至今天的所有哲学领域流传开来，这种情况加剧了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以至于对付它也很难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察觉到特别是在更年轻一代身上那种对形而上学日益增长的兴趣，同时在德国康德研究中不乏试图发现某种康德的形而上学方面。举例来说，那种否定意义的“限定”（grenzbegriff）概念就暗含着概念外存在的某些事物，神的观念就不仅是否定有所谓替代可论证性的形而上学上帝之存在，而且还肯定地传递着我们多样性经验世界和支撑道德原理的统一性。还有就是批判涉及主体认识条件，这就意味着当你批判宗教信仰的时候，就是对宗教信仰的某种意识。

上述倾向无疑有其价值所在，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关注。不过实际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康德极力拒绝的是“高傲自大”（anmaßend）和“独断”（dogmatisch）的传统形而上学，并证明那种试图达到超验性对象特别是心灵和神之类知识的企图是不可能的。同样无可争辩的是，康德的同时代人很清楚他打碎形而上学的意图所在，因此那些同时代人和随后的思想家们部分地反对形而上学，部分地加以肯定。康德批判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一直延续至今。我还想加一句：如果今人想发现康德哲学中的某些形而上学方面，那么他们就不必根据康德所宣称的形而上学意图找答案，而应当从他反形而上学的倾向中发现问题。

d）今天从康德那一头来看，对形而上学新的兴趣可能被理解为只是“天生的能力”（naturanlage），或者是一种对统一我们多样化经验世界的必然需求，这种需求在我们心智世界中的绝对原则观念下日益增长。不过这种思维中的统一性对我们毫无帮助。然而传统的形而上学担保在现实中可以找到这种统一性。还有，并不存在像数学之类的天生的能力，当然也没有形而上学知识的能力。存在的只是科学知识的、数学的和形而上学的认识能力，这是如同科学一样的认识能力。



康德哲学缺乏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原文的研究，因为那些文本对他没什么用处。相反他熟悉A．鲍姆伽登的文稿。他非常熟悉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的哲学，那些哲学思想在古代广为流传并一直传至近代。“独断论”这个康德用以反对形而上学的概念就出自怀疑论派。



正如F．德莱卡和G．马丁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样，康德还有许多概念大部分来自传统，如“科学”、“经验”、“先天”知识和“后天”知识、“物质”和“形式”、“超验”、“综合”和“分析”、“条件”、“相对”和“绝对”、“自在之物”、“实体”和“偶性”、“范畴”，等等。不过康德给了这些概念许多不同于原来的新含义。因此这有待于我们去发现那些概念的含义，我们要返回到原文中去，今人对哲学原文的理解要胜过康德的理解。

第二节　“超验的理念”

在《超验辩证法》的首章康德介绍了所谓“理性概念”（vernunftbegriffe）。与“知性概念”（verstandesbegriffe）相对照，理性的涵义限定在作为现象的经验对象，理性能超越各个可能的经验事物，达到无条件的、绝对的事物。康德毫不犹豫地用柏拉图的“理念”（ideas）一词来称呼理性，同时强调我们不必像柏拉图的理念论那样把理性当做真实的存在。只有在道德领域的自由法则中，理念可以当做实在的东西。相反在理论的领域，没有什么存在的对象可以与理念相对应。康德给古代作家柏拉图附加上去的这种理解似乎比柏拉图更了解自己。康德解释道，有三个“超验的理念”即心灵、世界和神，与它们相配的三个学科是心理学、宇宙论和神学。最后他将三者归结到心智的“系统”作用，是心智为了将多样的经验知识统一起来。




对“第二节‘超验的理念’”的评价


a）当康德说起所谓“范畴”源自知性时，他做了一个不恰当的独断论设定。与我们的经验不同，所有概念和理念的真实性都源自知性和理性所获得的真实性。在康德那里，错误问题之所以发生就在于这样发问，知性概念如何可能用感性直觉来涉及具体的事物？然而事实上是知性概念来自感性。于是就经验主义的方式而言，问题就被还原为感性直觉所获得的只是现象。确实，我们不可能从这样一种感性现象中获得普遍的概念，而只能从那个复杂的感性事物中取得感性的和可理解的特征，知性从这些特征中进行抽象。

b）同样成问题的是取消理性观念与经验事物之间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实际上依赖于“绝对的条件”，即作为它们存在的超验性首因（神）。不过这种思维的纬度在康德的超验主义里消失了。

c）柏拉图的理念有其非常真实的涵义即理念是事物的形式因和终极因，我们的思想可以理解这种理念。因此用超验主义者的理想形式去理解柏拉图的“理念”概念是一种谬误。在康德那里，“心灵”意指“思想主体的绝对统一性”；“世界”意思是“现象系列条件的绝对统一性”；“神”则指“所有普遍性思想对象条件的绝对统一性”。这是历史上的唯名论或概念论观点。我们知道这些观点是如何发展到康德哲学的地步，也不必加以回避。相反我们还要从传统形而上学的角度去正视它。实际上传统形而上学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事物的本体论统一性基础包括主体自身和终极性的超验性始因（神），我们思想中的知识统一性也不可能存在。

在康德那里，知性概念和理性观念仍旧是所谓固有观念论的回声，我们可以在柏拉图、在近代和在笛卡儿哲学中发现这种观念。不过那些想法与康德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柏拉图和笛卡儿那里，先天概念或观念关系到实在的东西。柏拉图的心灵就坚持理念对客观实在，即事物原因的“回忆”；笛卡儿的三种观念即思想、存在和上帝（res cogitans，res extensa，deus）分别涉及本真的心灵、外在的事物和神。相反康德的知性概念和理性观念则失去了它们与实在的联系。所以他的固有观念成了一种概念主义。

第三节　心理谬论

康德的理性心理学批判出自两种互相对峙的观点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就经验主义而论，心灵即我这个主体的思维不再是实体，而只是一种现象，此现象由人们内在的感性来体验。康德之所以批评唯理论者，是因为他们把我这个主体的思维设想成非物质的实体，然而以超验主义的方式来考虑，主体是一种“空洞的想象”（leere vorstellung）。这种说法与“超验意识”是一样的，即思维的我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它陪伴着所有的认识内容，又从未使这些内容成为客体。所以理性主义思维的我之概念或作为非物质实体的主体概念都源自“超验现象”，而此现象又来自感觉对理性“不被注意的影响”，这时感觉的事物正出现在人们的感性世界，而理性所想的是我在做如同真实存在事物一样的纯粹思维或纯粹自我意识。由此，发生了错误的结论，康德称之为“谬论”。首先人们会得到下面的形式：



Ⅰ）所有判断的主体都是实体。

Ⅱ）思维的我是所有判断的主体。

Ⅲ）这样思维的我就是实体。



根据康德的推论，错误就在于中词有不同的涵义：小前提（Ⅱ）意指经验意义上的我作为所有判断的主体，它由内在的感觉体验到。而大前提则指示主体是理性主义意义上的主体，也就是它设想成仅仅是一种真实思想的概念。康德从他的超验主义观点对此进行了批评并指出了结论的错误，因为两个主体被相互替换了，一个主体是经验的现象，另一个是纯粹的概念且被假设成真实的事物。




对“第三节心理谬论”的评判


康德的论点引起我以下一些考虑：

a）康德将超验的主体与思维的我或自我意识相等同，我以为这是不正确的，尽管伴随着主体的仅仅是主体的认识内容，而内容不能替换主体自身。传统哲学的正确区分是这样的，把作为真实存在（如“第一行为”）的主体和主体对某物的认识作用（如“第二行为”）区别开来。

b）主体如果不是已经存在的话，是不可能以反思方式返回到自身的。当返回即反思自身时，主体不用任何想象便认识到自身是真实的存在。事实上，主体是所有精神活动包括想象在内的根据。

作为自知之明的推论行为之反思不同于思想呈现自己的直觉自我意识。相反，在康德看来主体既是经验的并归之于内在的感觉，又是超验的并归之于思维。

c）根据传统的观点，主体或心灵真实本性的证明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无需从虚假的逻辑主体到本体论的真实主体这一过程。倒是上述证明所根据的是主体或心灵自身的真实存在，证明显示了主体不是身体的偶性，而是非物质的真实本性。

与前苏格拉底的唯物主义不同，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后篇》第2卷第1章中提出了下述论点：实体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那么活生生的存在就由身体和心灵构成，它关系到物质因和形式因两者。心灵不可能是身体或身体的一种性质，因为它揭示自己是身体生命的原因，将生命营造成活的有机体并利用有机体。因此心灵必定是形式的、有作用力的、最终的原因，它不同于身体，但又与身体处于和谐统一的联系之中。

d）我们还可以这么认为：说主体、心灵、思想不直接指向我们自知之明的对象，这是对的。但这并不影响到主体对自己真实存在的意识，这种存在远比逻辑的或超验的存在更真实。所谓内在感觉的经验是有关经验的精神内容，然而思想的存在是与其他事物的存在进行类推的形式化理智行为，正如传统本体论所教导我们的那样，这种行为根据我们对所有事物本体论存在包括心灵即思想在内的意识。康德不再把这些传统的观点放在眼里。他所考虑的只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对立之下的心灵证明，而把这两个方面合起来的证明似乎是错误的。

第四节　宇宙论意义上的二律背反

在关于宇宙论二律背反的那一章里，康德从一个普遍原理出发进行论证，这一原理是他先前在“超验观念体系”中建立起来的。根据此原理，理性在每一个领域都经历了从有条件的、可体验的对象到某些无条件的、绝对的对象，即心灵、世界和神的过程。于是就产生了下列由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构成的证明方案（箭头表示含有的意思）：



Ⅰ）条件序列→无条件序列（理性中的思维，超越经验）

Ⅱ）经验的给定→条件序列

Ⅲ）经验的给定→无条件序列（理性中的思维，超越经验）



将这一原理运用到理性的宇宙论，康德就批评这门学科，因为它把无条件的世界概念当做一种现实的真实客体，尽管这种客体我们无法加以体验。事实上，在经验领域也就是在时空中的感觉经验里并不存在绝对的时空限制，相反可能是时空中无限的和无限定的（ad in［de］finitum），也可以得到无尽的先于时间和后于时间的可能性。只有与世界观念相关的理性能指出一种所有复合物的进步序列，直至“绝对的完善”。

由第一个二律背反发展出两个相反的论题。论题“世界有一个开端”可以由一些相反的论点来加以反驳，即“世界没有开端”等。反过来也一样。就康德而言，两个相互对立的论点来源于他命题中所显示的理性主义批判和命题中所显示的那种作为明显对立面的经验主义。




对“第四节宇宙论意义上的二律背反”的评判


两种论点相背的情况显然来自于对“世界”概念的不同用法。在唯理论者看来，世界这个概念意指整个的、有限定的对象，包括所有真实存在的经验事物。所以从经验现象的角度考虑，时空的无限进程是排除在外的。相反，经验论者所理解的“世界”不是一种给定的对象，而是一种时空中的现象连续体，开放延伸至无限的和无限定的范围（ad in［de］finitum）。两个“世界”概念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意义给弄模糊了，似乎只有名称相同，其他共同的地方全无，康德搞错的地方就在这里。

同时很清楚，我们每天生活中所使用的“世界”概念与刚才提到的两个概念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我们把这个概念理解为所有经验事物的总体性实在，根本不必从必然的、可能的角度去考虑。即使要谈可能性问题，我们的世界概念也不必从经验论者的感觉出发把无限的、无限定的进程考虑进去。另一方面，我们不理解作为完全是本质性观念的“世界”，也思考不出唯理论意思上的“总体性条件”，我们所思考的世界就是整个的存在着的东西，正是这种存在引起我们存在的始因问题。



我们必须注意，这种传统哲学中的实在问题从来没有像康德之类的哲学放在世俗现象的序列里。我也弄不明白诸如此类的现象序列如何会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成了一种从“条件序列”到“无条件绝对序列”的过程。实实在在地看一下事物，我们不会去说其中一个事物是另一个事物的条件，即使所有的事物因为它们的存在有一个超越性始因而存在内在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性。



因此，由于我们对存在普遍性类推的理解使得我们充分地意识到世界上有某些事物存在着，并具有事物存在的意识。就我们的世界概念而言，没有必要去具备一种与所有事物物质的和形式的条件相关的总体性理解，似乎神是理解那些条件的。

结论是：置于康德体系内的宇宙论二律背反问题其实就是经验事物存在的矛盾形式，它一方面是感性直觉中的感性材料，另一方面是思想性的东西。可真正的情况如我们上文所言，事物的存在既不是感性材料，也不是思想物。

第五节　对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

关于康德对上帝的“辩证超验观念”问题，其中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二律背反。康德将神的概念解释成能始终决定所有事物的“所有可能性的总体概念”（Inbegriff aller Möglichkeit）。神的概念也指“总体的实在概念”，唯理论者将其当做神的理性，并因此就当做神的概念使用。康德仅仅在逻辑超验的意义上使用此概念，并将此概念限定为我们理性中的、总体的事物基本决定因素。

每一种试图将神的存在证明为所有实在的总体的做法都被康德的体系排除在起始存在之外：（1）因为我们的认识能力只允许我们去认识感性直觉经验中的存在；（2）因为“总体的实在概念”整个地超越了我们囿于感性知觉的经验。因此将这个总体性当做现实的存在就意味着理性的“纯粹发明”（bloβes Erdichten）和“纯粹自我创造”（selbst-geschöpf），它不再受思维范围内的批评控制。




对“第五节　对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的评判


不过这种批判含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前提：首先，人们把事物的存在限制在感性材料的范围，而真正说来其范围是传统哲学早已指出的理智材料；其次，人们说存在是思想的造就（setzung）时还得加上感性的材料。但根据传统，我们知识的起点是经验事物与理智存在合在一起的东西，在这种知识里，我们的思想也隐约地领会了作为事物内在原因的存在。由此，形而上学做出了最初的超验原因的结论，这种原因与神相一致，并早已在宗教礼仪中受到崇拜。



————————————————————


[1]
  参考此处
 所引的论文。


[2]
  See Kant's writing：Von Einem Neuerdings Erhobenen Vornehmen Tone in der Philosophie
 （《关于近来流行的哲学意见》），from 1796.


[3]
  我在本书参考此处
 中引证了自己的论文，其中有对此观点的评论。


[4]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纯粹理性批判》），p. 458.


[5]
  Kant，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
 （《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from 1770，Sect.Ⅰ，§ 1.


第九章

新康德主义的形而上学批判

下文有必要讨论新康德主义所展开的形而上学批判。我把自己的主要讨论限定在柯亨、纳特普和石里克等人的范围内，他们代表了各个相同方面作者的批评反思。

第一节　柯　亨

H．柯亨哲学体系
[1]

 的首要问题是所有知识的统一性，即“统一性应该出现在何处”（woher die einheit kommen soll）。在他看来，统一性只能来自思想（denkprinzip）的法则。于是柯亨就在他的体系中展开这种想法，认为这是所有知识的基础，尤其是科学即“纯粹知识”的基础。

作者所提出的就是康德哲学体系中作为“超验性逻辑”（当然并不先于“超验性美学”）的知识基础，想清除“自在之物”的问题，以便使思想依赖于纯粹的逻辑法则，而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条件。当柯亨定义“纯粹知识”时，他就与柏拉图的理念发生了关系。柯亨认为“纯粹知识”所包括的不仅有逻辑而且有感性的直觉。

客体就像柏拉图的理念那样是思想，即理性的内容。所有客体知识的统一性都自来于思想的法则，是自我意识统一性与判断作用一起根据心智的范畴而创造的。柯亨从康德那里引出这样一些设定：（1）事物还原为现象一般的客体；（2）超验意识的作用是所有知识统一性的来源；（3）作为所有判断形式的概念基于感性直觉的材料。

关于实在主义的问题，柯亨赞成用出自康德批判学说，即清除自在之物的批判观念主义来定义它，柯亨也要清除康德美学中的自在之物。
[2]

 对客体的感觉不再与理性形成差异，而同思想一样在超验意识的形式下起作用。柯亨用柏拉图的哲学来确认这一点，来解释他自己的理论。这样，观念的知识也包括进了感性知觉。

就我们的主题而言，柯亨理论中的下面几点是有争议的：

我们知识统一性的唯一来源是所谓思想的法则、是统一性的创造（einheitsstiftendes denkprinzip）而不是事物自身的本质，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例如关于人的知识统一性无疑就在于人的本质和存在。同样，就所有事物的知识统一性而言也根本上是建立在事物存在的初始超验原因，即神之上。柯亨所观察的对象仍旧停留在思维和客观实在的二元论之中，它不能令我信服，因为根据传统哲学，初始的超验原因即神知道理性与神创造的真实存在是相契合的。就我们的理性而言，它也充分地知道这一点，不必把我们的思想放到绝对神圣的位置以便达到我们知识的统一性。

面对笛卡儿的主客体二元论，不能用统一性问题来强使我们采用观念主义，进而把客体搞成我们意识和思想的内容。柯亨所涉及的柏拉图理念包含了一个错误，即这些理念就是我们的理性。然而事实上柏拉图的理念是思想面前的事物真实原因，在思想里具有的只是理念的概念（[image: ]
 ）。

就传统的观点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统一性来自于上文所说的存在类推。确实，虽然在知识的理性和物质的客体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但它们还是有类推的共性，这始终是可理解的。统一性的问题不能用将物质事物精神化的观念主义来解决。确实在这些物质性的感觉和形式化的理智之间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结构，这两种不同的认知能力对应着不同的主体成分，即感性和思想理性。

我们可以基于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之间的不同点去理解认识的进程。在这一认识的进程中，作为唯一的主体之理性是从感性知觉中一步步抽象出可理解的内容，以获得“纯粹”的思想知识。这种知识就涉及事物的本质，柏拉图称其为理念。他第一次说了“纯粹”（[image: ]
 ，见《斐多篇》）一词，并指出知识是从感性的内容中释放出来的。当柏拉图说到理念的直觉知识时，他没有柯亨所解释的那种感性直觉的意思。因此为了说明思想是如何取得理念知识时，柏拉图认为这必定是人出生在美好的世界以前思想就遇到了理念。当他说思想知识出自感性知觉（[image: ]
 ）时，这不像柯亨所理解的那样是指感性的东西进入了思想知识，而是指感性给予了一种外部的刺激，使思想能够意识到人在出生前的另一个世界就已经看到的东西。

柯亨把柏拉图的理念（[image: ]
 ）解释成“存在的理念”（idee des [image: ]
 ），就“在某处的存在之理念”这层意思而言，应该是包含了存在的感觉。不过真正说来，感性的事物不是存在，而只是成为和参与理念的存在。我也不会接受他对亚里士多德本质表达（[image: ]
 ）的解释。上文我们已经指出，未完成式动词是持续性的，表示在每一个事物所具有的、相同的永恒存在。柯亨则把存在视做在时间之前，即在本质呈现之前的东西，这种“前存在”（vor-sein）将在思想中被发现，要先于经验事物的存在。柯亨将此看法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本质之前”或“整个在先”（[image: ]
 ）相关联。然而亚里士多德对此正确地指出了无时间性的在先，也就是在经验事物之中的本体论和根本意义上的在先，而不是思想中的或仅仅是时间先后的在先。

错误解释的根子还是一个感性知识和思想知识的对立问题。就传统的观点看，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但又相互补充，然而近代的思想家则视两者为相互对立。柯亨说这是“无法弥补的裂缝”或“无法调和的矛盾”，只有用他的超验主义的观念论才能避免裂缝和矛盾。

第二节　纳　特　普

P．纳特普在他新康德主义的系统著作
[3]

 里所展开的主要论点早在其一部单本核心著作
[4]

 中就已提了出来，现在我就要针对此著作进行评论。该书第一部分题为“哲学概念、方法和界定总论”，其中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设置所有人类知识的基础。真正的哲学应该承认这种“充分”形式的基础，并使自己具有“牢不可破”的基础（unangreifbare fundamente），哲学必须在形式上具有像科学一样的合法性，并从根本上认定在“集中统一性”基础上存在着不同的知识（包括实践道德知识）的重点。

为了说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哲学，纳特普从基于感性知觉的自然事物知识出发，并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范畴”来思考问题，但这种思考并不保证真正的知识。在自然行为中，我们会错误地将逻辑的主体当做第一范畴之类的真实实体。那么科学也承认变化现象中的某些永恒性的东西，但这不允许我们把它们当做实体。同样在纳特普看来，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红色之类的性质当做真实的东西，这也是错误的。

关于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实在性问题，纳特普只是从主体的部分，即康德曾解释过的主体自身的“知识法则”来加以解决。
[5]



我想就这一观点讨论以下几点：

纳特普指出，我们知识实在性的问题产生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它只能从主体的方面来解决：



一些初步的考虑就已经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即这些认识需求不满足于仅仅去探求认识的统一性，不是说囿于知识客体的范围，而在于知识本身这个核心，或知识内在的法则。我们这样的看法就是康德哲学的批判方法。



不过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偏见。说我们知识的统一性中不存在事物自身的原因，这是没有道理的，传统启导我们要避免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将“实在”简单地说成是感性知觉。感性知觉总是会出错的，所谓经验幻象或被当做真实的事物第二感觉性质就是这方面的例子。与此相反，真实的和实质性的事物存在除了感性方面的内容外还显示其形式的方面，而只有意识的形式化活动与事物形式相对应（在本书第一部分已作了说明）。对此我们应当提及“自然而然”的知道，它是对来自于事物自身的存在之直接理解，此存在独立于我们的意识，又由我们的意识来证明。

与反思不同，反思是主体自己的活动，而意识则公开面对所有事物的存在，包括外部的和思想的东西。在反思中，思想与可能在进行认识论的、逻辑性的活动一起返回到了自身，那些活动所关注的就是认识行为，它们总是有一个设定，即思想已经自己明白了什么。以上观点正如已被康德遗忘了一样，也已经被纳特普遗忘了。我们知识真正“坚不可摧”的是这样一点，即事物的存在就是它们自身的存在。

这种传统的实在主义不可能在批判那里再次被找回。康德的“自在之物”说仅仅是一种“成问题的模糊概念”（problematischer grenzbegriff），它无法令人满意，并已经被新康德主义者所抛弃了。不过他们试图用自然科学指导下的经验知识之无限“客观化”过程来进行替换的做法也无法令人满意。

说到以自然科学的名义来批判形而上学，纳特普忽视了在上述批判里存在着的一种哲学倾向，此倾向从自然哲学起源时就留存了下来，即从事物结构原因的角度来探讨实在。例如，近代物理学的研究就事实上围绕着自然事物的结构原因方面的事实。这种探究不只是一种概念的“体系化”，或程序的结构化，抑或现象的联系等。

第三节　石　里　克

还有一种批判也值得重视，新康德主义学派另一位成员M．石里克在其著作《知识通论》中明确提出反对形而上学，而且用清晰准确的文字进行论断。
[6]

 作者的出发点是知识概念，他将此定义为：通过符号或象征（如语词或书写）与客体的交流（mitteilung）。有了这些知识，客体与另一些客体之间的联系被知晓了。



知识本质的特征就是指示和整理的这种符号象征关系。表达和符号再现是同步的。因此知识就是交流（erkenntnis ist also das mitteilbare，[image: ]
 ），每一种知识都是交流性的，而每一种交流又是知识。



石里克与以往相反的是，经验的东西如客体那些生动的事例（das inhaltlich erlebbare）是不可能知道的，也无法进行交流。例如有两个观察者在不同的活生生事例中经验到了某个红的客体，对此他们之间无法进行沟通。其中一人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他者是否经验到了红的事例，也无法回答“是否他有过这样的事例和意识，换句话说就是我存在和他人存在的问题”。



作者还加了一句“外部世界的‘存在’，即实在，是不可能用语词来表达的”。



那么说得准确点，这些所涉及的是形而上学所具有的问题，当注意到这种事物的活生生的事例内容时，我们不可能得到予以传达的知识。根据作者的看法，哲学必须限定在事物纯粹形式之间（而没有内容的）联系的方面，也就是确定性概念之间、并以逻辑形式的方式展开的交流。根据这种说法，形而上学相反是属于宗教、艺术和其他的领域。这样形而上学那里就不存在知识，有的只是对生动事例的直觉体验。

针对这种立场，我有两点反对意见：

（1）知识不仅由客体之间的关系构成，而且甚至主要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在传统里，这种关系得到了恰当的说明，它们是真实的，既来自主体又来自事物客体，而这些关系被石里克忽视了。说事物的存在、存在着由思想自己的意识直觉地加以把握，这是正确的。不过，把这种直觉说成像经验事例那样的直觉行动特征，这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去观察我们用感觉、情感、动情等经验的事物、客体，这确切地说是心理学的任务。意识伴随着所有此类的经验内容，但又不同于经验，因为正如传统哲学所指出的那样，意识还指向所有经验客体存在的形式表现。

（2）我们早就说过，事物的存在是其简单的存在呈现和某些真实的东西，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的自然意识。正如古典的本体论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可以具备可表达性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一系列对实际的事物之基本观察中获得。这些事物反映在非常显著的实体与偶性关系、潜在与活动关系、因果关系区别之中，还反映在那些存在的超验观点如太一性的、真的、实在的和善的等之中。存在的类推还注意到最初的类似物或最初的存在超验原因。

还有就是考虑到存在的不同形式如潜在的和现实的存在形式，我们还可以让感觉、情感等加入我们的存在意识之中。为什么不可呢？不过那些只关注所有客观存在之类的哲学不会对此有兴趣。所以，哲学与心理学、宗教艺术理论和其他涉及人类内心的东西如感觉、生动的事例等的法则是不同的。

第四节　哈　特　曼

我们在哈特曼的哲学著作中发现了一个对我们研究的主题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根据新康德主义发展而成的东西。下面我要集中地关注他晚期著作之一
[7]

 ，其中主要论及知识和本体论的关系，是从他早期一些论述中引出的结论。
[8]

 我们不得不将自己限定在实在这个问题，此问题也是哈特曼哲学的中心所在。

作者从康德那里学来了知识的主观条件理论，称作感性直觉的时空形式、知性概念、超验意识等。但他批评康德用这些主观的条件去建构作为现象的客体。哈特曼想要说的是，这些条件所建构的仅仅是我们的意识、是客体的呈现，它滞留在主体的外面。他以这种认识方法重新评价了自在之物。

他甚至接近了传统的理论。据此理论，主体或思想以自身的知识，即内在的表象去关照外部客体。我用图表来予以说明：

[image: ]


不过哈特曼拒绝传统的本体论，因为它错误地想使外部的客体向我们的知识开放，而他所认为的事物有无限的模糊性和非理性，我们思想对此事物的投射也仅能说明非常小的片段。因此细细究来，哈特曼还是信守康德的超验主义，认为思想或理性更多地是把握客体的表象，为的是接近事物，而这时的客体则最大限度地逃离我们的知识。外部客体的真实存在只是由于经验或感觉到事物的反作用力才被我们知晓。

因此哈特曼返回实在主义的企图没有取得成功。传统的认识论认为我们知识的决定性原理在事物自身之中。但与此不同，康德和哈特曼则主张在主体之中。在传统看来，实在不可能由感觉来体验，而只能由意识来了解。我们所感受到的是物质的特性如物体强度的作用力。要确证事物最大程度地逃离我们的知识也许关注一下感性世界就行，感性世界有巨大的伸展性，我们经验到的是最小的部分。相反，我们的意识如思想的作用力能根本上抓住所有事物的存在，还包括那些没有经验过的，因为它们的存在是一种形式，是所有事物的可理解性方面。

哈特曼对不同层次（schichten）或不同级别实在的描述：起于最低的无机物质层次，并上升到较高的生命有机体；又从本能到思想，并最后到达超验的神圣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描述仍旧是传统的划分，只不过使用了现象学的哲学，以此描述每一层次实在的视觉经验和感觉事例。他这样的做法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进入实在，其荒谬的结果是我们感受最强烈的物质层面成了最实在的东西。相反根据传统的理论，我们纯真的意识证明了精神和精神存在才是远为高级的实在。

在其著作《本体论的基础》（Zur Grundlegung der Ontologie
 ）中，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康德的“批判本体论”概念，以取代旧的、我们不能再去使用的“先验推断性”本体论。在序言中他首先提到克利斯蒂安·沃尔夫于1730年发表的《第一哲学或本体论》中的观点，该观点从莱布尼茨充足理由的第一原则出发。沃尔夫自己所根据的是苏亚雷兹、托马斯·阿奎那、邓斯·司各特、奥康、安瑟伦和阿伯拉尔的理论。沃尔夫的核心观点是本质（essentiae）的重要性，事物的存在形式就是基于本质，也就是说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与人的理性都基于本质。就其思想背景而言，与中世纪早就存在的共相问题（参见前文）有关，其源流要追溯到柏拉图的两个世界的对立问题。哈特曼重提这个问题，并把亚里士多德的修正刻画成仅仅是“概念的实在论”（begriffsrealismus），并指出那些问题到他的时代为止一直都未解决。

对于哈特曼来讲，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不再有什么道理了，即使它对研究本体论问题的形成还有启示意义。因此他把论著（《本体论的基础》）的第一部分题为“作为绝对存在的存在”，并解释说，这里的存在问题表示起于多样性的存在。这种回答不能设定为近代思想和呈现的主观形式理论，而是哈特曼站在自己的立场给出的回答，根据他的说法，在显示于我们经验之中的多样性存在背后，还有一种很难被知晓的存在基础X，它是非理性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躲开了我们理性的理解。

但正如我们上文曾经解释的那样，在亚里士多德作为存在之存在中没有表示存在自身的问题，而是来自认识论的反思，把存在引导为所有事物中最明显的方面。存在与存在的东西自身不是相对立的。如果将存在的东西理解为基础或所有事物的始因，这当然需要像古典形而上学曾经有力地做过研究那样再做些探讨。然而起点是作为所有事物最明显的方面即存在和实存。还有就是事物的存在不是哪一个种类的问题，而是类推的普遍性存在。由此可知，多样性的存在就会涉及作为事物存在最高类推性的始因。



————————————————————


[1]
  Hermann Cohen，System der Philosophie
 （《哲学体系》），Erster Teil：Logik der reinen
 Erkenntnis
 ，Berlin，1914。我使用了较好的评注版：Wolfgang Marx，Transzendentale Logik. Systematisch-krit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Philosophischen Grundlegungsproblematik in Cohens‘Logik der reinen Erkenntnis’
 （《超验逻辑：对柯亨“纯粹认识的逻辑”中的哲学基本问题之系统批判检查》），Frankfurt M.，1977。不过，马克斯批判性地反思、解释柯亨的观点，却保留了柯亨的体系。


[2]
  还有，当柯亨说康德想把牛顿作为“原理体系”的物理概念转换成形而上学的概念并使这个概念成为批判论的思想知识即超验逻辑时，我们会注意到柯亨形而上学的意义变化。这样，康德的批判论体系就成了形而上学与自然的数学科学之间的固有关系（参见上引书第8—9页）。对于柯亨来讲，纯粹知识的例子是自然的数学科学。不过，这种新的形而上学意义与传统的学说没有任何共同点。


[3]
  Paul Natorp，Philosophische Systematik
 （《哲学体系》），from 1924/1925，Hamburg（Meiner），1957，edited by von Hans Natorp-Hinrich Knittermeyer.


[4]
  Paul Natorp，Philosophische Propädeutik
 （《哲学概论》），Marburg，1927.


[5]
  我们在一篇短论中发现了相同的观点，即Paul Natorp，Philosophie. Ihr Problem und ihre Probleme
 . Einführung in den Kritischen Idealismus
 （《哲学，它的问题和它们的问题：批判观念主义导论》），Göttingen，1911。


[6]
  Moritz Schlick，Erleben，Erkennen，Metaphysik
 （《体验，认识和形而上学》），in：Kant-Studien，31（1926），pp. 146—158.


[7]
  这些著述由约瑟夫·斯塔尔马赫分开编辑，并附有导论和注释，其中有：Nicolai Hartmann，Die Erkenntnis im Lichte der Ontologie
 （《认识论的本体论途径》），Hamburg（Meiner Bibl.342）1982，此文1949年4月26日第一次在慕尼黑康德学会做过演讲，经过部分修改和扩大后又在《短论集》（vol.1：Abhandlungen zur Systematischen Philosophie
 ，Berlin，De Gruyter，1955）上发表。


[8]
  有关哈特曼较早的一些著作，我们应该提及以下几种：Grundzüge einer Metaphysik der Erkenntnis
 （《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1921，1965；Zur Grundlegung der Ontologie
 （《本体论的基础》），1935，1965。


第十章

库尔佩和梅农的“批判实在论”

库尔佩和梅农用显著的努力试图超越新康德主义，并从经验主义的科学观转向“批判实在论”的立场。下面就让我们试着仔细地对此加以研究。

第一节　库　尔　佩

受到近代自然科学巨大成就的影响，库尔佩试图从科学方法那里获取有益于哲学的因素。于是他一方面放弃康德的“自在之物”问题，把这一问题交给人类的知识来处理，但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康德的批判立场，因为他不想把所有呈现在感性知觉面前的东西都当做真实的。
[1]

 他所举出的例子有近代物理学关于物质事物第二性质（如红色等）的观点，按此观点，第二性质并不存在但可以还原成第一性质。由此库尔佩看上去部分地证实了康德的理论，即我们的知识实际上只能达到现象。

我要欢迎库尔佩借科学方面的成功事例而返回实在主义的意图。然而由于格外注意我们对事物的经验内容，库尔佩把实在主义仅仅解释为对认识内容的关注。但实际上这里的实在是关于所有物质内容（如红色等）的形式方面。因此经验科学不是把实在而是把不带任何反思的形式当做其研究的对象。这种实在主义的假设无疑就在他们关于我们经验的物质内容，即感性事物第二性质的理论之中。

库尔佩试图证明他的立场是用很宽广的历史视野来处理其他事物。在古代和中世纪，形而上学与自然哲学一起被用作以纯粹的思辨形式来获取关于世界和人的存在之知识。然而在近代，形而上学变成了自然科学的反面，自然科学用经验－实验的方法来获取关于世界和人类生活环境的知识，并把那些内容解释成现象。因此库尔佩表明哲学的新任务是捍卫经验科学以反对无用的形而上学沉思，也就是赞赏实在论，即使对此持一种批判的眼光。

不过在他的历史观中，形而上学与近代科学的比较不能令我信服，因为它关注的仅仅是所有知识包括科学在内的形式方面的设定。因此它不是同等地在论及两者的关系。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都在观察自然、运动、自然原因，即物质、作用力和终极因等。这些观察是与所有经验内容相关的形式，这些是近代科学关注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对立涉及哲学的近代形式如所有理性主义和观念主义，这些主义篡改了世界和人类生活的经验领域。

进而论之，近代自然和人文科学有它们的哲学原理由来。不要再对这样一种事实有所顾忌了，即它们有自己一套研究事物现象原因问题的哲学思路。然而没有必要去中断与传统哲学的关系，相反传统哲学可以为近代科学指点方向，以避免近代科学使自己的研究迷失在没有终极的、没有相互联系的、没有先决条件的多样性发现之中。

库尔佩表示自己的理论与好几种批判的观点有区别：说到马赫的实证主义观点，
[2]

 其认为所有知识的基础在于这样一种“事实”，它由“感性情感”（sinnliche empfindungen）来体验，作为“模仿”（nachahmungen）的思想就得自于这些感性间的联系。库尔佩正确地批评道，马赫把自然法则还原成仅仅是事实之间的联系，是思想对这种联系的模仿。但他的批判还是不充分的，所代表的是康德式的前提。确实人们早就批判了将事物还原成仅仅是现象的观点，早就批判了将原因说成仅仅是我们思想中现象法则的观点。所以实在的问题之得不到解决还在于马赫宣称，实在论认为自然科学有其“不合理性”。
[3]



至于杜林的实证主义
[4]

 ，其观点与莫利肖特、海克尔、费尔巴赫、斯特恩的唯物主义以及尼采的活力论一样，批判性地指出我们的知识没有先天的条件。我的观点是，人们早就指出了接近事物的实在途径所缺乏的是什么，即起始是一种简单的存在，正是这种存在给了我们的思想。这还是被库尔佩忽视了。

最后作者也反对把自己扯到观念主义和所谓归纳的形而上学（费希纳、洛泽、哈特曼、冯特）的门上，并试图用知识的逻辑形式理论即“新观念主义”来取代上述学说，“新观念主义”要在主体之外又始终在经验世界之内来确定经验科学与事物的关系，进而使这种关系始终具有一般的逻辑形式。

在对主要哲学流派提出这种全景式的观点时，
[5]

 库尔佩也使自己囿于观念主义问题之中，并用这样的方法论述之：



我们问是否和在什么标准下真实的科学可证明是超出了既定的事实和直接经验的内容，也就是说它们应当提出和决定与意识实在内容、情感、想象、情绪、和思想相一致的实在性。因此为了实在知识的可能性，我们要询问真实科学的恰当客体。



作者找到的答案既不是意识哲学（conscientialism）也不是把感觉呈现视为真实（如红色就是事物性质）的“朴素实在主义”。相反，近代科学把事物区分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对库尔佩来讲，只有作为第三种途径的“批判实在论”才不否认意识内容与外部真实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通过一种无限制的科学研究去做批判的检查。这种做法导致了我们对事物知识的扩大，即使还得依赖于新的经验并且从未得出一种先天自明的东西。

我想再次提醒注意，库尔佩这里所说的是囿于我们知识的内容，而没有关注作为形式方面的实在，这种形式与每项内容都有不同点。即使所有关于内容方面的知识会受到批判的检查，然而始终可以假定其中有一些东西毕竟是实在的。就这种真实的存在而言，只有意识与此相对应，而意识不只是认识内容的一个容器，更是一种形式化的思想作用，它会抓住伴有全部内容的事物存在。

进而人们必须指出，我们不可能去说那种不涉及外部事物实在的意识内容“实在”。正是在事物的实在那里我们最初意识到了潜在的和现实的存在。然后我们以类推的方式将事物的实在转移到我们内在的心灵。在对认识内容的反思里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到反思所涉及的是外部事物的实在。

第二节　梅　农

由梅农提出的客体理论
[6]

 又一次把实在当做核心问题。与经验主义和实在论相反，他试图从我们日常的客体知识出发使两者关联起来。在这种日常知识中，与感性现象相关的客体则由自然科学——一种伴有确定法则的感性心理学加以研究。由此可知数学和逻辑的东西就是抽象的了。梅农将其客体理论说成是“科学心理学”（wissenschafts psychologie），其中他认为所有的认识行为都是精神事件。他还是使客体的实在问题基于感性知觉的事实之上。

这就导致了两个客体领域之间的区别：一个真实，一个不真实，与此对应就有两种科学，即经验的“实在科学”（wirklichkeits wissenschaften）和以数学、逻辑学为首的“脱离实在的科学”（wirklichkeitsfreie wissenschaften），梅农的理论曾激起对其不真实客体、脱离实在或存在、“逐出家园”（heimatlos）等概念的批判。不过在我看来，那些批判于理不足，没有揭示出实在自身的假概念。事实上实在从来不可能被“感觉”，而只能由思想来意识。客体呈现给的是思想。所以更留意点的话，人们应该避免两种客体即“感性客体”（empfindungsgegenstand）和“数学客体”之间的分离。再说客体也只有呈现给思想的那一个，也就是由认识论反思到的那一个，对认识论反思而言，感觉、感受等都是心理学研究所附加上去的。

批评家曾向梅农提问，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客体在那里，他的客体理论如何能像完整、单一的科学那样来解决问题呢？他曾参照传统的形而上学来回答他们，传统形而上学把自己当做针对所有事物的唯一普遍性的科学。这种回答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梅农不再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具有正当性，而且不去询问为什么传统形而上学会是针对所有事物的科学之理由。亚里士多德曾在存在的类推中发现了此问题的答案。

当梅农将数学描绘成“脱离实在的科学”并肯定数学所提供的是没有感性知觉作为中介的“先天知识”、“对客体本质的纯粹理解”、“对原因的洞见”时，人们会反对说，数学对象的本质早就预示了那些特征的存在。来自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概念是与存在关联在一起的，而且此概念是与经验事物有关的，但这种关联性被近代的思想家给割断了，他们所坚持的是从感性事实中思考存在，认为存在由感觉来捕捉。然而本质是由理性来研究的。

说到数学的对象，传统理论认为它们是抽象的，但又涉及具体的事物，并有本体论的基础。在讨论数学对象的本体论情况时，确切地说是亚里士多德第一次使用了“抽象事物”这种说法（[image: ]
 ，见《分析后篇》81b 3；《天象篇》299a 16；《形而上学》第7卷1029a 16、第11卷1061a 29），这里亚里士多德是在纠正柏拉图把数学对象设定为存在于感性事物和理念之间的“中介”，亚里士多德对此问题做了这样的澄清，即数学家认为数学对象的存在是分开的，它们存在于“抽象”的形式中，但又有不存在于这种形式的情况，它们还有具体事物方面的基础。事实上，后者具有物质的关系或结构，它们由理性以抽象的形式并以适合理性和思想的形式来理解和描述。

有趣地看到，亚里士多德将各种科学归结到四种原因即物质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终极因时（《分析后篇》第2卷第11章94a 24—b 26），他把数学连接到物质因上去，并举了一个几何学的例子。这就告诉今人不要过分评价数学，好像它就是科学知识的样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数学排在形而上学的次要位置上。由于数学的知识抽象形式，它有别于自然哲学如生物学、动物学等相关学科。占据第一位置的是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心理学也要处理植物、动物中的精神生活原理）。在《动物篇》的开始，亚里士多德高度评价了精神崇高对象的原则。

结论：自然科学的实在主义被今天那些科学的巨大成功确证了。自然科学要分享与形而上学有关的实在主义，不该与实在主义持对立的观点。近代对“朴素实在主义”的批判是在知识论的名义下把事物的实在性还原为感性的事实。不过正如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一部分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实在是作为事物可理解的方面，对此传统形而上学给予了关注。



————————————————————


[1]
  See Oswald Külpe，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in Deutschland
 （《德国当代哲学》），Berlin，1914（Teubner Verlag）.


[2]
  See Ernst Mach，Die Analyse der Empfindungen und das Verhältnis des Physischen zum Psychischen
 （《感觉分析和生理、物理关系》），Jena，1900，1911。他的经验论否认每一种关于我们知识的、有效的先天假设，也否定事物自身的东西和实体。


[3]
  Cfr. also R. Thiele，Zur Charakteristik von Machs Erkenntnislehre
 （《马赫认识论的特征》），Halle a. d. Saale，1914；第一版的重印有：Niemeyer-Verlag，Tübingen，1981；Olms-Verlag，Hildesheim，1981.


[4]
  See Eugen Dühring，K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
 （《作为严格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哲学教程》），Leipzig，1875.


[5]
  Oswald Külpe，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哲学导论》），Leipzig，1928（edited by August Messer），pp. 186—210.


[6]
  Alexius Meinong，Über die Stellung der Gegenstandstheorie im System der Wissenschaften
 （《科学体系中的客体理论观点》），Leipzig，1907.


第十一章

马塞尔和吉尔松的批判形而上学

现在就让我们转到新经院主义者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面对近代形而上学批判的。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用形而上学客体，即真实存在的“直接的客观证据”来拒绝那种批判；另一种则相反，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批判，试图用批判的理论反思来寻找形而上学客体，并以此回应批判。最著名的就是马塞尔在其论形而上学的著作
[1]

 中所做的尝试。

第一节　马　塞　尔

a）导论：本讲稿中的客体和方法

在著作的一开始，作者就阐述了关于可能还有疑问的传统形而上学基本问题，因为著作起始时就给出了一个对客体的绝对性肯定。由此他自问，是否这种肯定会在我们那些遇到最强烈批判检查要求的意识内容中被发现：



这种基本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如下形式来表示：如果可能的话，形而上学是否首先具有客观的、绝对的肯定性？是否像那些自命不凡的批判论所主张的那样，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意识内容中具有万无一失的这种肯定性。（原文是：Ce problème fondamental，nous pourrions le formuler provisoirement en ces termes：La métaphysique，si elle est possible，a nécessairement pour point de départ une affirmation objective absolue：rencontrions-nous，dans nos contenus deconscience，une pareille affirmation，entourée de toutes les garanties réclamées par la critique la plus exigeante？）



马塞尔所需求的这种直接客观证据并不充分，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批判的正当性。他在“客观证据”的表达和“客体的直接经验”中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不得不去理解这一切。为了澄清这个观点，他对西方哲学采取了全景式的观察方法。

为了弄清问题，我要提出一些反对意见：

作者没有正确地指出何为形而上学的客体，他仅仅视其为暗指神的“元经验客体”，然而在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传统中，形而上学的客体不是神，而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也就是经验世界的事物。这种观点不是从肯定绝对原理而是从明确的世俗事物存在出发的。

马塞尔所提到的传统形而上学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正当的对象。然而我们已经看到（见本书第一部分），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提出了“存在之为存在”的观点，它参照了《分析后篇》第1卷第1—2章的看法，即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导致了作为所有已获知识设定的事物存在。这种基本的反思不是批评性的，而是实际性的，在反思一开始就证明有最初的证据。相反，由笛卡儿、康德所发起并由马塞尔继之的批判反思则受到怀疑主义的影响。

进而论之，那种很成问题的对形而上学之批判方法，其依据是由康德发展起来的知识批判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我们的知识具有作为我们意识内容的客体，而这一客体不是事物本身。这样问题也就产生了，即作为意识内容的客体是如何会涉及外部事物，同时形而上学又如何能证明这种相互关系，而非仅仅幼稚地去肯定说，那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种理论是得批判一番。事实上，主体、思想总是有一个与事物自身相关的客体，而不是仅仅有代表思想的意识内容。的确，反思中的思想会围绕自身展开，并将内部的和外部的区别开来。不过由反思而来的意识则情况大不一样，因为它向所有的存在敞开。因此思想像呈现自己一样去直接地呈现外部事物。否则思想就不可能去区别外部事物和内部事物，或者在反思中返回到自身，抑或设计出知识理论。

无论如何，“作为存在之存在”不是一种普通语言的表述，而是出自认识论的反思，此反思表示存在是事物的最初的迹象。说“作为存在之存在”的人也只能这样来看待反思并承认作为最初迹象的存在，或者无法说得清楚它。不管怎样，他不会再让存在屈就于那种批判反思。

再则，认识论不可能从批判反思起步，因为批判必须假定早就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批判，也就是批判不能从无开始。不过，如果有什么东西存在于我们怀疑之外，这至少表明有某些东西存在着。同样明显的是主体与某些客体之间的关系，对此有确定的知识。没有这种知识，我们甚至无法说什么知识和批判性地去检验知识内容。

当然，马塞尔不是在步怀疑主义的后尘，但他对怀疑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哲学就是一种批判检查。所以对他来讲，“客观证据”和“客体的直接理解”这种表述就是一种起始存在性的问题。传统的观点则与此相反，认为那些客体的东西是很好理解的：所谓客观的证据就是思想所把握的东西，它没有谬误的介入，同时对客体的理解是直接性的，这时主体不经过讨论和自身反思就理解了对方。

b）第一部：希腊哲学批判思想的觉醒

在第一部分，马塞尔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那里开始了他的历史观察，不过那些哲学家所给出的仅仅是“宇宙论”，而非哲学。从总体上讲那些哲学家“面对的是‘物体对象’”，并把对象说成是“与主体知识不相干”的东西。他们信赖一种“现实教条主义”，这种学说“同样看低意识”，毫不怀疑对自然事物做出的实际肯定。

只是到了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哲学的对峙出现后冲突开始了。那些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所留下的是各种混乱的学说。由于“理性被捧过了头”，于是激起了智者学派的怀疑思考，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哲学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

在我看来，以上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表述不是正确的评价。

（1）人们应该特别注意那些哲学家并没有开始怀疑性的反思，而是对自然事物加以研究。这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是一个理论重点。事实上，知识理论必定起于主体与客体的直接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知识基本上形成了，于是主体可以返回到对自身、对自己的知识行为进行反思。

（2）对原理（arché）的探询不仅成功地将多样化的现象统一起来，而且进一步产生了对发现原因和对其他发现的理论兴趣，并去解决问题即解释自然的现象。很清楚，这种困难的任务不可能一下子就取得成就，而是在起步阶段去假设各种问题所在的主要原理等。不过这些假设不是任意的，而是表现出某种进步即从物质的原因到非物质的原因、动力因、终极因和形式因等。这些被怀疑论所忽视了。

（3）值得去想想，那了不得的理性是如何从事自然原因问题研究的，我们可以就此很好地去研究一下赫拉克利特，他明确提出了原理概念如逻各斯、理性等，它们在变化的现象背后，又显示出是统一变化现象原因的法则。赫拉克利特得出了一个作为统一力之理性意识的重要观点。马塞尔能够肯定地去评价赫拉克利特哲学中的主体作用问题，但他没有这么做。

同样重要的是巴门尼德的成就，他第一次发现了作为理智性的自然事物之存在，指出对此只能用思想而非感性去理解，而赫拉克利特否认事物的这种存在，因为在他看来事物只具有感性的现象。

（4）我们在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和德谟克利特的哲学里已经发现了对人类知识的反思。所有的区分即直接对事物现象的感性知觉和逻各斯、理性或思想之间的区分都是对原理的探询，并认为能够予以理解。他们都指出，感觉会欺骗我们，然而理性或思想可以找到无可动摇的真理。

无论怎么说，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提出了比神秘的宇宙学更多的东西。他们是用实在清晰的真实方法开始其哲学分析的，相比之下，近代哲学起步于病态的极端性批判形式。

（5）接下去智者学派所提出的怀疑主义不是因为知识的理论问题，我认为是在他们想用实践性的理性去捍卫政治实践中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由于马塞尔也像康德那样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当做非批判性的教条主义，因此他肯定性地评价了智者学派和怀疑论学派，需要抨击的正是这些学派，并在真正的哲学进程中去评价它们。不过真正说来，人们可以视其为哲学的绊脚石。

c）第二部：古代哲学中的一与多之矛盾，关于客观断言的多种批判

马塞尔假定，在一与多对立问题下的古代哲学的发展也就是抽象与具体对立问题下的哲学发展。这种例子就是柏拉图的两个世界即理念世界和感性事物世界的理论。根据作者的说法，那种问题早在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之间的“矛盾”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前者从具体事物的多样性中思考实在，而后者则把存在思考成抽象的“存在—全一”。不过在这个解释里我没有提到因果观点，此看法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寻找原理）那里就可以发现，并体现在所有哲学家的身上。柏拉图的两个世界不只是把事物一起设置好：一边是具体多样化的世界，另一边则是抽象—共相性的思想；更是去协调结果和原因之间的关系。在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之间则没有矛盾，有的只是关于“变成”问题的争论，即从非存在到存在的过程是如何可能的。后来亚里士多德用潜在的存在和现实的存在相互之间的区别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亚里士多德还避免了柏拉图事物和事物本质两个世界的分离，他使用了更合适的事物本质概念，即他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就在事物之中。

在中世纪，古代的问题又来了，即带有自身共相知识的主体如何能与外部具体事物挂起钩来。马塞尔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托马斯·阿奎那的解答，即思想以共相形式呈现的本质形式可以在具体单个事物中个别地被发现。这意味着带有自身共相知识的思想只是不完善地与客体的个别本质相关联。无论如何，思想找不到在感觉事物本质中的明显知识，有的只是些不得要领的操作即判断。

相反在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传统中，本质或形式因是与具体个别事物的物质结合在一起的，而非单独自身的东西。因此带有确定共相概念的思想会得出合适的本质理解。很明显，思想意义上的意识早就在直觉的行为中了，意识借助于直觉捕捉到了事物的存在、捕捉到了与确定概念相联结的本质特征。

d）第三部：中世纪哲学中的一与多之矛盾

正如马塞尔所提出的那样，与个体相关联的共相问题不是一种实在主义的问题，而是从个体到共相的适当知识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上面三个分别决定共相的方式：或者在事物之前；或者在事物之中；抑或在事物之后，这使马塞尔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疑问。然而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用不同样式的方法找到了解决共相与个体的关系问题的途径，即共相在思想之中，本质则在事物之中。



马塞尔提到托马斯“形而上学实在主义”的两个前提，它们勾勒出托马斯整个的“哲学观点”：

（1）由于我需要肯定我意识中“理性思想”内容，我就需要取得一种理性化的实在呈现。（2）世界上不存在两种理性化的呈现：真理是唯一的。（马塞尔：《形而上学的起点》，第160页）



但这个说法与托马斯的原意并不一致。根据原意，思想所认定的第一个假设是不在意自身意识内容的，在意的是事物存在范围内的形式方面。因此根据托马斯的观点，真理也是由事物存在、事物存在的原理而非主体中的存在呈现来作为保证的。人们可以在马塞尔那里发现某种康德的影响，即所谓以批判反思的优先权来取代事物存在之实际的优先权。

e）第四部和第五部

作者将中世纪到近代的途径描写成“与中世纪实在主义的决裂”并聚焦于概念的共相和个别具体事物之间的调解问题。他总是将此刻画成“自相矛盾”或“二律背反”。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普罗克鲁斯）也没有通过从根本的共相概念到真实存在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托马斯用类推—超验的存在统一概念予以解决。“托马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心理学定理由直接概念的普遍性”组成。



这意识是我们思想知识的第一个客体，是“从具体物质中抽象出的本质性东西”，是对物质和某些理智的真实性综合。关于这点还得加上推论的课题，正是推论确立了个体事物基本原理的物质数量和客体统一性概念的最高原理之类推存在。



在我看来，这一阐述需要做某些澄清。根据托马斯的观点，作为始终是主体的思想之知识客体，它不是思想的抽象性本质，而是事物的本质。当思想得以认识本质时，思想就把本质理解为存在于单个事物之中的东西。就让我们看看托马斯的类似解释吧：



因此，为使思想能够理解它的对象，就必须使自己做这样的想象。认为普遍性的东西存在于个体事物之中。（Et ideo necesse est ad hoc quod inrtellectus actu intelligat suum obiectum proprium，quod convertat se ad phantasmata，ut speculetur naturam universalem in particulari existentem，Summa theol. I
 ，q.84，a.7c.）

……真正与我们思想相对应的对象是感觉事物的性质。（...proprium obiectum intellectui nostro proportionatum estnaturarei sensibilis，ibid. a.8c.）



因此，思想的第一客体就是具体事物中的本质，即人们所谓抽象的、普遍性的模式。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特征就是使思想中的客体表象成为我们意识现象自身的客体，而那个真实的客体或“自在之物”则由于人类知识的影响而被清除了。这就引导人们对知识、也对实在进行普遍的批判，马塞尔在其著作中也包含了这种倾向。

在第5卷中，作者想告诉人们，托马斯的形而上学曾使用一种普遍的怀疑做法，并从《对〈形而上学〉（卷二）评论》中引出这样一句话：



想探求真理又不首先提出问题，这些人类似于那些茫茫然之士。（Illi qui volunt inquirere veritatem，non considerando prius dubitationem，assimilantur iis qui nesciunt quo vadant…）



不过我想提请注意，托马斯的原文所根据的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卷中的谈方法内容，其意思是当我们最初没有很好地提出一个问题时（[image: ]
 ），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去解决一个问题（[image: ]
 ）。这种方法对每一种科学都是适用的。科学都要探讨其研究对象领域中那些有问题的现象之原因。形而上学的研究也一样，要关注所有带着存在形式的事物，去探究存在的初始原因。在援引的文句中，“怀疑”（dubitatio）意指提出问题，而非怀疑我们知识的可能性或可及性，相反在从笛卡儿到康德的近代哲学中正是想做这种怀疑。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方法论所指的“怀疑”则预示事物的存在、预示在某处的存在和存在着的某些东西。这种对每一种科学和所有人类知识都是明显的假定，成了形而上学客体的肯定。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卷所提及的问题是就柏拉图哲学关于本质的共相知识和个体事物之间关系之类难点的分析。

当马塞尔说传统形而上学中的理性企求“占领存在”（conquête de lêtre）这样的话时，我不能表示同意。事实上形而上学所企求的是事物的原因，预示事物的存在。

作者进而提到了托马斯反对将思想世界的客体当做形式的观点：（1）那成功地获取知识的科学有其客体事物，科学不只是形式。（2）对认识内容进行思想反思时，形式属于引起的各种意见，这些意见还会互相反对。如果这些形式是思想客体，那么不矛盾律原理也就说得通了。马塞尔所评价的是这样的观点，即假定托马斯要使不矛盾律成为绝对性的东西、要使原理明晰化，这样就有了批判形而上学的基础。不过，这种解释是难以让我信服的，因为托马斯观点所依据的是事物存在的明确设定。（1）科学依据了这一点而成功地获得了知识，而形式只是思想和事物的中介。（2）那涉及事物存在的不矛盾律已经在上面的观点中作了设定。在马塞尔那里，不矛盾律仅产生于批评讨论的过程，是由批评中的否定而激起的。不矛盾律应该来自由思想承诺的知识统一体。作者得出如下结论：



圣托马斯坚持认为，他根据对第一原理必然性需求找到了形而上学实在主义的基础。



不过在托马斯那里，形而上学建立在事物存在的基础之上，形而上学在事物存在那里探求始因。

紧随康德哲学的方法，作者试图发现“本体论肯定的演绎法”（déduction de l'affirmation ontologique），并得出一种本体论的批判证明（l'achèvement d'une démonstration critique）。他指出：



因为所有非直觉性的东西洞察到了意义，并且只有呈现出的、作为意识内容客体之意义才是严格肯定性的，那至少是意义间接地决定提升为超验性的实在。（马塞尔：《形而上学的起点》，第318页）

这里我当然会注意到，人的思想是“非直觉性的”，思想不可能像天使那样仅凭着简单的直觉就能得出本质的知识。不过思想也要做直觉的行动，以此抓住事物的存在。进而论之，我们知识的客体不是意识的内容，而是那些对应事物自身的东西。



的确，正如马塞尔所强调的那样，思想从感性经验出发并经过零散的活动而得到事物本质的知识，参见托马斯在《辩论集》“灵魂篇”（7，c）中的话：



因为（人类的灵魂）有此需要，也由于灵魂自身的运作，思想的形式就要在行动中得到知识，并借助感性的力量从外在的事物中得到知识。……（unde [anima humana] ad propriam operationem indiget ut fiat in actu formarum intelligibilium，acquirendo eas per sensitivas potentias a rebus exterioribus…）



然而，从感性经验抽象而来的思想形式还是得自外界事物，它源自对事物的思考方面。由于受康德的影响，这种实在主义在马塞尔那里再也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提出一种康德哲学的“演绎法”，即由我们的判断到经验客体的证明过程，人们最好去认识初次与事物的简单存在打交道时由思想的直觉捕捉到的直接现象。

在做了很长的理论性批评争论以重建托马斯主义的形而上学后，作者试图用基于意志的实践性道德观来进行归结，也就是力图用一种绝对的原理作为我们认知承诺之最后的、完善性的东西。在他看来，这种（从实践入手的道德观。——译者注）想法要强于理论性的分析。但我以为，透过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内涵，形而上学讲述的首先是作为存在原因的第一原理，仅仅因为这一点也被视做最后原因。概言之，马塞尔想这样解释托马斯《神学大全》第一、第二部分中的内容，认为那里谈到了认识行为的意志，以便使认识行为成为“动态的”、直指作为最后之善的真理。在这个解释中，知识成了一种行动，理论性的东西可能仅仅被实践性的东西圈围了起来（就像康德实践哲学要获得对理论分析的优先权一样）。然而托马斯讲了些不一样的内容：当然，认识行为与意志行为相结合，因为意志要求所有心灵的活动都是善的。所以就真理的理论知识而言，意志希望知识要尽可能像善一样行动，而非仅仅为了真理。在实践知识层面则不一样，其目标最终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善。

马塞尔在《形而上学的起点：知识问题的历史、理论发展讲稿》的后记里仍贡献了几页笔墨给那些新托马斯主义者，这些人试图用我们曾经遇到过的事物这种“自然性现象”来捍卫“牢不可破的实在主义”。马塞尔不否认非自然性的现象，但他用批判性建起的现象消解了非自然的现象，并在他的著作中提出需要这样一种认识基础。

当然，我们可以同意作者的观点，即仅仅肯定实在的自然性现象，这在哲学上是不充分的，尚需要论证。不过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一部分里说过，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传统对上述问题早有论证。然而这种论证引出的真正结果是对自然现象的确认，而非以批判这种现象作为起点。古典的哲学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启示性的反思，如果人们不去重新掌握这种反思，那就奢谈有关存在的自然现象问题。

这种情景与关注存在的不矛盾律是相似的。人们不要为了捍卫这种不矛盾律而特地去反对那些否认不矛盾律的人，因为不矛盾律是自明的东西。所以不矛盾律自己就会驳倒那些人。它们或许只要给出一个命题即可，然后此命题即刻表明，它已经运用了这项法则。

第二节　吉　尔　松

在《论托马斯主义和知识批判主义》
[2]

 一书中，吉尔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即存在之为存在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并就实在问题展开了讨论。其讨论的结果是，与形而上学有关的那种直接的实在主义看上去还有问题。作者归纳出一种基本的二律背反：

a）直接实在主义的二律背反

一方面，实在主义的特征是以直接的和明显的形式去抓住实在。不过在吉尔松的思考范围里，实在主义处于哲学理性水平之下，它需要一种哲学的基础。没有这种基础的话，它就不可能被接受。另一方面，每一种哲学的基础又会取消实在主义的这种直接性特征，这样就取消了实在主义自身。

此二律背反情况也可以用这样一种方法来表示：没有批判性的反思，实在主义就会停留在非理性的情感水平；但有了哲学的基础，实在主义又成了观念论。

不过针对这种观点的异议也起来了，类似我前面对马塞尔提出的意见。实际上，实在的直接性特征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每天的生活中，存在和事物存在在那里是我们不用反思就能直接意识到的。但我们仅仅通过哲学的反思来注意上述事实。上面提到的吉尔松所说的二律背反有两种涵义：



（1）那种没有哲学反思的日常自然实在主义是非理性的或情感性的；

（2）哲学的反思不得不产生出一种批判性的基础。不过上述两种涵义不都是必然性的，甚至不都是可接受的。



说明（1）没有哲学反思的自然实在主义不必依赖于非理性的感觉，而实际上是依赖于自然的、直接的实在意识，此意识是理智性的而不是感性的。



作者没有搞清楚传统关于理性和思想（ratio and intellectus）的区别。前者是推论性的，后者是直觉的。托马斯在《论真理》（q.XV，a.1）中欣赏由长期的传统提供的概念用法，并指出思想具有包括理性在内的很宽泛的能力。实际上，所有的推论活动都始自从直觉获得的确定材料，并由重新综合了直觉的知识间之复杂联系来完成。作为最初材料的事物存在必定由伴随着简单意识行为的思想直觉来获取。



说明（2）所说当直接的实在由哲学反思来参与时，那种反思不必一定是批判性的。只是到了笛卡儿和康德之后，哲学化的意思才成了自身就是（eon ipso）出自怀疑论的批判性思维，可这是一种错误的设定。从起源上看，反思是一种对应着某些既定现象所做的肯定性思索，在我们的例子里就是表明事物的存在是最确定的事情。所以，谁要说存在问题就只能用古典意义上的反思来进行，这种反思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存在问题，或者就什么也不说。

这一点被吉尔松避开了。因此他为了谈论实在而不用批判性的反思（这种反思到头来会消解实在），他主张一种常识性的、具有确定性认识的实在。他让自己面对不同的实在概念，其中有英国经验论者（如里德等人）和新经院论者（如里布莱特尔等人）。新经院论者的思想摇摆于作为理解之第一公理（不矛盾律、排中律）的常识意义与或多或少被认为是关于世界、人和神之公共用法的惯例之间。作者生发出一种面对确定性事物存在的常识，这种常识不是低于理性的程度，而是相互等同。

因此作者给出了先于存在判断的样式：“S（指主体）is”或存在，这在经院论者看来是不完整的形式，与此相比较的完整判断形式是：“S is P”（P指谓项）。吉尔松将命题的形式弄颠倒了，宣称这是比较完整的存在命题，它揭示出存在不是理性分析难以处理的“实在的”（fait brut）东西。就神的存在和一只苍蝇的存在而言，其存在的涵义是一样的。

b）吉尔松对存在二律背反问题的解答

我不想走进吉尔松详尽的存在哲学中去，就做了如下评论：

（1）存在与本质之间确实有区别，这当然是对的。但用隔绝两者之间联系的方式来加以区别，这是不能接受的。从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传统观点看问题，我们就能认识到，对事物本质的研究应从它们的存在性出发，这种存在性是事物存在的首要方面。我们基本知识的发生过程还表明事物存在有其他特殊的、确定的存在性方面和基本形式方面。

（2）事物具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不同的实在性级别或程度：依次如石头、植物、动物、感性的心灵、人类的精神和最后的上帝等。那么与不同的存在性级别相对应，上述存在就有不同的本质。

（3）至于所谓实在问题，最佳的答案可以在认识事物存在的传统思想理论中找到。理论性的认识反思只是点出了解决办法，但没有予以论证，也没有寻找到更明白的事例。思想因其对事物存在的认识而成为对事物原理具有认识能力的因素。

吉尔松主张常识作为哲学丰富来源之观点，这在前哲学领域当然很说得通，其他哲学还有传统形而上学都依赖于这点。



关于常识主题，安东尼奥·列维曾做过好几项研究，尤其是在米兰1990年出版的专题论文《常识哲学》中所做的那些表述，这些是在模仿我的做法。



（4）再仔细地看一下，常识既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与明显的思想知识相一致，认识论所说的思想主要指不矛盾律原理和排中律等。而常识所关注的是对世界、人和神等名词所指事物的信服或“普遍意见”，并伴随着对那些事物存在的自然意识。认识论的反思可以追溯到这样一种状况，就是最初人们指出了显而易见的经验事物之存在。这是在常识中暗含地而非明确地发现的。

（5）没有什么观点说到了事物直接明显的存在，关于这种存在的提法也说不到笛卡儿的怀疑说或胡塞尔式的“加括弧”法那里去。实际上，每一种观点都直接关系到早已预设了的存在的某些方面。指出存在问题的认识论反思也不过是强调最初的证据而已。在古代，智者学派曾试图对事物存在加以怀疑，并将其视做感性的材料。他们否定不矛盾律的同一性和不矛盾律法则。然后他们向承认那种同一性和法则的人询问证明所在。为了反对这种智者学派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早在《形而上学》第4卷中就做了正确的回答，即那些法则是正当的，因为谁想否定这些法则就必须至少做出一个命题，而那样做的话也就是在运用法则了。除非这样，否则人们不可能证明事物的存在，要么就像笛卡儿那样去认识事物存在。

基尔松给予主体（S）自身存在命题以优先地位的这个假定“S is”，忽视了一个正规的命题形式，即把P的属性归到主体S上去“S is P”。在缺乏传统用自然的意识如思想的直觉行为去接触事物存在的情况下，人们会回应说那种优先地位来自于对事物存在的存在性判断感觉。S is P的推论行为有着明显的优先地位，因为它预先设定了包含S和P在内的所有意见和存在感觉。当然，比较推论行为的完美性知识，本体论设定的完美性就差了点，它更为简单、直接、非反思性、自然性，但因此就是基本性的。由于更简单、不够完美，它的简单存在命题“S is”与完整的命题“S is P”相比也就不够完美。



————————————————————


[1]
  Joseph Maréchal，Le point de départ de la métaphysique. Leçons sur le développement historique et théorique du problème de la connaissance
 《形而上学的起点：知识问题的历史、理论发展讲稿》，5 vol.，Paris，1922，1944—1949.


[2]
  Étienne Gilson，Réalisme Thomiste et critique de la Connaissance
 （《论托马斯主义和知识批判主义》），von 1939.Jüngere Ausgabe，Paris，1986.


第十二章

没有形而上学的历史和文化哲学

在20世纪上半叶，历史和文化哲学由于狄尔泰和卡西尔的推动而发展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近来也叫做“人文科学”（humanwissenschaften），这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形成了某种对照。

第一节　狄　尔　泰

大家知道，狄尔泰曾决意建立人文科学：历史科学、文化科学、社会科学、人类学科学和心理、美学、宗教科学。他要面对实证主义（如孔德、密尔等）和不再接受的黑格尔观念主义，并试图给出一种与自然科学有同等级别的人文科学。
[1]

 因此为了理论化的自然科学，就需要一种批判的认识论基础，这类似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经做过的事情。在人文科学里，狄尔泰集中关注在生活经验（erlebnisse）中实现的人之生命。后来将这种生活经验表述为某种世界视域（weltanschauungen）。

作者于1890年发表的《关于我们对外部世界实在性信念的起源问答录》（Beiträge zur Lösung der Frage vom Ursprung unseres Glaubens an die Realität der Auβenwelt
 ）著述中解释道，对实在的信念是由于我们内在的实在意识向外部实际存在的事物之传播。他用这样的认识弄懂了，作为主体存在投射的真实存在或外部事物存在是我们内部意识的问题。

1894年发表的《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观念》（Ideen über eine beschreibende und zergliedernde Psychologie
 ）一书阐述了内在经验事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其根据是与思想表现不一样的生活事件，它们是具体的生活，那里有经验、思维、本能、感觉、意愿和目标。在1906至1909年期间发表的论文集《人文科学的界定》（Die Abgrenzung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中，作者将历史、艺术、社会科学与生活的三种基本形式即经验、表达和关系相呼应。

在最后的几本著作如1910年的《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结构》（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1911年的《世界视域的类型》（Die Typen der Weltanschauung
 ）和《全集第一部分“精神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中，作者提出了明确的问答型科学研究之“历史范畴”，然后就是更为丰富的世界视域系列概念。

对狄尔泰来讲，认识论下面的知识基本形式是“历史理解”（geschichtliches verstehe）。“对于人类何谓的问题只能通过历史来加以理解”（Was der mensch sei，erfährt er nur durch die geschichte）。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两个领域根本上是不同的：前者是非历史性的，它相异于人类，只是客体的东西；然而后者具有自身的精神及其活动，这种人的社会文化过程需要历史的理解。人性知识的历史性成了形而上学的替代品。

在评价狄尔泰的地位时，我们会赞赏他建立起的那个与所谓特别的“理解性”（verstehen）知识形式相关的人文科学。不过，假定它们的基础是心理学的和历史的，这就把他引到了与传统形而上学和人类学极为相反的立场，他拒绝传统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又不可避免地仍旧要使用像内部实在、外部实在之类的人之存在等概念，只不过他试着用心理学的内涵去改变那些意蕴。这样说来，人的存在就溶解于主体的生活经验之中，与实在或世界的相处就成了经验历史事件。与主体存在和外部事物的接触则丢失了。如果主体不是与另一些存在进行类推，那么从来就不可能具有对自己实在的意识。与外部世界相处不是基于一种对那些存在的“信念”，而是基于对那些（上文已解释过的）存在之自然性的意识。

当然，从内部来研究人的心理现象是合理的，对人文科学是有用的，此处心理学有其特殊的作用。不过，人们不能用此方法去替代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基础。心理学和其他的人文科学可以忽略那种基础，但哲学则不能。哲学采用心理学的方法就要失败。

第二节　卡　西　尔

我们要在文化哲学的推进方面感谢卡西尔。
[2]

 在文化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他要面对实在论的问题。他是步新康德主义的后尘。据此，我们知识所关注的是我们意识中的现象，他对此现象做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其文化哲学在内）的区分。然而，前者所要处理的是作为现象的事实之间的有规则联系，后者倾心于涉及人的生活和兴趣的现象。卡西尔将其文化哲学说成是一种关于“世界表达”的科学，也就是研究符号和象征表达的科学。他比康德走得更远了些，康德只是与感性感知和“感知客体”（wahrnehmungsgegenstand）打交道，卡西尔则进一步去处理“感性感知的表达”（ausdrucks-wahrnehmung），这种表达要在自然科学的物理世界里添加文化科学的文化世界内容。

不过，这样一种声称是实在的文化世界已经受到卡尔纳普和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辩驳，于是卡西尔就与他们发生争论。对立双方都诉诸康德，正是康德主张事物的实在性是“一种哲学怪论”（Kr.d.r.V.
 ，B 266）。因此他们在文化不可能被叫做实在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对罗素来讲，如此世界是“形而上学的幻象”
[3]

 ，还就是否有“意识”进行责问。这种批判论依据的是W．詹姆斯
[4]

 的激进经验论，詹姆斯否认意识的存在。对此，卡西尔的文化理论则持相反的观点。卡尔纳普则进一步主张，意识问题早就是不合法的和非哲学化的。
[5]



卡西尔为捍卫其立场而指出，他所使用的完全是与自然科学形式不同的另一种知识类型。而且后者是“因果法则的科学”（kausale gesetzeswissenschaften），文化科学则表明自己是“现象学的形式”（phänomenologische Formwissenschaft）。

不过我得说上几句，人们不仅要坚持知识类型的多样性，还要对通常所说的经验论进行批判，因为正是经验论最初将实在简化为感性事实，从而妨碍了进入居于事物存在中的实在。我们知识所涉及的实在不是“哲学的怪论”，而是由我们意识自身所证明的东西，我们的思想借此与事物存在接触。相反人们可以说，那些把事物简化为只是感性现象的人使实在成为了“幻象”。如果事物不“显现”，我们怎么能说“现象”呢？！那些确定的事物不可以被唯物主义地称作物质。即使是物质也有不同于物质性的存在……

至于卡西尔的“感知表达”（ausdruckwahrnehmung），我会注意到这是个德国人很难理解的词（后来也没有使用下去）。因为说到“感知”，我们就想着一种接受的作用，然而“表达”永远是主动行为，它经常是在创造一件事物如文化中的创造物。实际上，符号和象征世界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创造。然而正是基于这种理由，人们应当认识到次要的文化世界对首要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真实世界要远比自然科学所有的象征来得重要，因为真实世界依赖于存在的类推，而自然科学把真实的世界简化为物质性，并剥夺了其本体论的影响。



————————————————————


[1]
  W. Dilthey，Gesammelte Schriften
 （《论文集》），Stuttgart（Teubner）—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62，1968。进一步参考的文献有：W. Dilthey，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狄尔泰人文科学历史世界的建构》），Einleitung von M. Riedel，Frankfurt/M.（Suhrkamp），1970；Materialien zur Philosophie W. Diltheys
 （《狄尔泰哲学材料》），hrsg. u. eingel. v. Fr. Rodi u. H.-U. Lessing，Frankfurt/M.（Suhrkamp），1984。G.米希对狄尔泰的论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
 .-Idem，Lebens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e
 ，Leipzig-Berlin，1931.-Idem，Vom Leben und Gedankenkreis W. Diltheys
 ，Frankfurt，1947）的第1卷至第5卷做了很好的导读。还可以推荐的著述有：C. Cüppers，Die erkenntnis-theoretischen Grundgedanken W. Diltheys
 （《对狄尔泰思想的理论化基本思考》），Leipzig-Berlin，1933；Bischoff，W.
 Diltheys geschichtliche Lebensphilosophie
 （《狄尔泰历史性的生活哲学》），ibidem 1935.—O. F. Bollnow，Dilthey
 ，Stuttgart，1955；F. Bianco，Dilthey e la genesi della critica storica della ragione
 （《狄尔泰理性批判史的创建》），Milano，1971；Ulrich Herrmann，Bibliographie W. Dilthey
 （《狄尔泰研究文献》），Quellen u. Literatur
 ，Weinheim-Berlin-Basel，1969。


[2]
  下面我使用的文献是：Ernst Cassirer，Nachgelassene Manuskripte und Texte，vol
 .5：Kulturphilosophie：Vorlesungen und Vorträge 1929—1941
 （《卡西尔去世后编订的手稿、文本第5卷：文化哲学：演讲稿1929—1941》），edited by Klaus Christian Köhnke，John Michael Krois and Oswald Schwemmer，Hamburg（Meiner Verlag），2004.


[3]
  Bertrand Russell，The Analysis of Mind
 （《心灵的分析》），1921.


[4]
  William James，Essay in Radical Empiricism
 （《激进经验主义论文集》），1912.


[5]
  Rudolf Carnap，Die physikalische Sprache als Universalsprache der Wissenschaft
 （《关于科学普遍性看法的自然主义演讲》），in：Erkenntnis，vol.Ⅱ，1932，pp. 432—465.


第十三章

卡尔纳普、罗素、波普尔、维特根斯坦及其他一些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先前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因为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观点谈论过它们，那么现在就有必要以专门的章节来谈论一下它们在当代的代表。

第一节　卡　尔　纳　普

卡尔纳普有一篇短论
[1]

 可被当做新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批判的样板。他以科学精确化的名义把自己的哲学理解为“逻辑分析的方法”和从事这种批判论的事宜，有下面几个论题：

1．卡尔纳普反形而上学的论题

1.1　形而上学是空洞无物和无意义的东西

卡尔纳普用无意义的说法来解释这个论题，因为形而上学无所谓意义上的、语法上的或逻辑上的错不错问题。对卡尔纳普来讲，形而上学的命题只不过提供了一套语词的序列，其中没有给出任何意义或形成什么命题，抑或什么明确的东西，所以人们应当称其为假命题。

1.2　形而上学概念同样没有任何意义

要使词（mot）在一个陈述（énoncé）E中有意义，它必须满足四个要件，即（a）词意从哪个命题（propositions）的属类中派生而来；（b）哪个命题从陈述E中派生而来；（c）人们何以去验证E；（d）E的意思是什么，或在何种情景下E是真是假。最后从经验的观察中求得确证。例如，“babu”一词如果不最后回溯到一个经验的事实那就不可能找到一个陈述。一个呈现看得见的经验事实的表达是“基本性的”或“协定性的表达”。因此为了能够融入一个陈述E，词的内涵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即词的“经验性标准”（critères expérimentaux）是已知的；派生词义的那个“协定性的表达”必须清晰明了；还有就是真实的条件（conditions de vérité）是当下的；验证的程序是已知。

当以这些决定性的条件进行检验时，形而上学的那些概念术语（termes）就没有任何意义。例如：“原则”概念就属于这种类型的词，因为没有什么查证的经验和标准。那种事物运动“起始”的文学性意义则不具备形而上学的意向。在哲学史的进程中，概念设定了许多不同方面的内容如水、数、形式、运动、生命、精神、观念、无意识、行动、善等，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唯一真实性的、决定性的标准。还有与“原则”概念相关的因果性也解释不了任何事情，因为它只是表明现象之间的序列，而且形而上学所指的意义是说不清楚的。另一个例子就是“神”这个词。就其神化意义而言，人们会想到什么，但这种意义不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超越了所有的经验。因此形而上学关于神的命题就不存在任何意义。

1.3　形而上学仅提出些表面性的命题

命题会有错误，这或者是因为错误地使用语词，或者是因为不正确的句子排序。还有，存在命题，即“x is”是不正确的。但从这个命题形式中，形而上学派生出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命题，进而派生出关于存在自身和无的命题。

1.4　形而上学是美学的替代物

作者只承认那些命题在道德和美学这些不考虑存在事实的领域有其意义，但那些意义内容只有在未来才能实现。根据这种认识，形而上学的命题会具有道德和艺术的意义。

2．对卡尔纳普批判性论题的评价

（a）当然，人们肯定会欢迎每个领域都在使用的澄清我们语词和命题的哲学努力。我赞赏卡尔纳普也在关注像科学那样的哲学和主张清晰的想法。不过，他可以直接地去批判当代的存在主义哲学如海德格尔提出的那种诗意第十三章卡尔纳普、罗素、波普尔、维特根斯坦及其他一些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当代的存在主义哲学如海德格尔提出的那种诗意想象等，而不可以去反对用非常正确的术语在表达自身的传统形而上学。

（b）卡尔纳普所主张的所有知识必须起于感觉经验这种方法也要适用于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适用于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传统。但卡尔纳普的这种方法是经验主义的，因此它排除了每一种经验之外的认识进程。于是，从感性到思想的认识过程就被阻断了。思想或理性被分割成各管各的对象，它们永远停留在感性和想象能力的发挥上。思想不可能成为思想自身的对象，它留在外部的、异于自身的处境中。

（c）卡尔纳普批评传统形而上学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理论被那种像“babu”之类感觉之外的无形东西给占据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所谓的存在是一种经验感觉事物的形式方面（参见本书第一部分），这被卡尔纳普忽视了。心灵或神都是非物质性的实体，但不直接是形而上学的对象。再说起于经验性事物的形而上学只是在考虑原因问题时才提出了心灵和神，这时心灵被视做身体的原因，神被视做所有事物的原因，或许此外就没有什么心灵、神的考虑了。

（d）思想所关顾的事物远甚于语言命题所能表达的程度。根据范畴和超验性之间的区别，事物存在的形式方面具有许多不同的意蕴，这些在命题中找不到适当的表达。实际上，它们都用相同的系动词“is”进行表述。对卡尔纳普来讲，系动词“is”只有一种逻辑性的功能。（在实证主义的理论中，感性事物的存在只有数字表达上的意义。但仔细想来，这是一种定量性的特征，与事物实体性的存在是相当不同的。）

（e）关于命题意义和无意义真假的标准不可能在语言中发现，但可以在思想的认识内容或理性这些涉及事物自身的理智特征中找到。在实证主义那里，与事物自身相关联的我们知识范围被简化为理性的内容，接着又被简化为语词的意义，这是无法接受的。它与我们思想的自然意识相矛盾，因为思想所涉及的语词意义通过概念的内容达到事物自身。这种实在主义的观点在实证主义的经验论态度下丢失了。

（f）与道德和美术领域不同，逻辑和本体论形而上学知识领域的思想所进行的是另一种活动，即所谓理论性的活动。思想在这种活动中不再用其创造性的东西去决定客体，相反由已经存在着的事物来决定自己。

（g）此处我不可能介入卡尔纳普关于“世界逻辑结构”
[2]

 的描述理论，他的这一理论主要讨论“合法的或经验性的实在问题”，意图说明实在是“物理性的事物”。参见以下他的表述：



当事物如同物理的点（physikalische punkte）那样构成时，此类事物即所谓“实在的”，它们被视做一捆世界的线（liegen auf weltlinienbündeln）和物理时空世界的整体性四维体系的综合。（卡尔纳普：《语言分析逻辑的科学和形而上学》）



卡尔纳普从这些事物中区分“物理的不真实事物”及属于观念世界的“形而上学实在”事物。

不过，这种物理主义丢掉了实在。对真实事物存在的自然意识被一种物理数字化的实在所取代。取代自然事物的物理实体成了首要的客体。我们还没有说到存在的类推，正是这种类推允许人们介入整个的实在。

至于“不真实事物”如梦境、幻觉、催眠暗示等，它们不可能替换形而上学存在之为存在的客体。事实上，在所有的感觉幻想中，对某些事物真实性的意识总有其存在的基础。否则，人们不可能意识到它们的“不真实性”。

第二节　罗　素

我们已经阐述过纳特普，那就应该再去关顾罗素和波普尔。下面我仅就特别与两位思想家有关的问题做些进一步的论述。

我从罗素的著作中选择那些像《哲学问题》
[3]

 之类的有关实在问题的论述。他的起始问题是：是否存在着某种无人可以怀疑的、无可辩驳的知识？一方面，我们在每天的经验和自然科学中要接受许多确定的和明显的事物，不过这些事物一查后就显示出是表面性的、理由不充分的和独断性的。因此，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普遍怀疑的态度来处理那些用我们的感觉来感知的事情，并坚持一种正式的“实在性”。同时，自然科学的研究导致这样的结果，例如像颜色、声音之类的性质不是像我们感知它们的那种真实存在，而是这样一种显示，即它们引导我们对现象与实在做出区分。

对于这种说法人们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1）当然不要将所有感觉之物当做真正和实在的东西，这是明知的做法。不过，那种明显的事情，即我们每天经验所关注的事物实在性或事物的形式方面则与所有感觉内容不同，这种实在性和形式只与我们的意识相对应。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解释了意识与每一种可能是表面性的或独断的意见之不同。

（2）怀疑在确定的事例中是合法的，像那些所谓的感性幻觉经理性一查就可以得到纠正。从这些特定的事例出发，怀疑哲学将怀疑延伸到所有普遍的知觉，这就没有必要、没有理由了。因为在大多数的事例中没有持续的怀疑和批判检查，我们的知觉也是可信的，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正常的、自然的生活。所以那种拒绝每一种坚实知识和主张一切都是“独断性”的怀疑论是言过其实的。怀疑论的依据是经验主义，它有一个错误的论题，即部分地讲就是独断性，认为“实在性”仅仅是由感性经验过的某些事物。与此相对，我们只能如此说，人们不必在显微镜下去探索事物的存在。

（3）人们不可能期盼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说清楚什么是实在性，因为自然科学所关顾的是经验事物的物质性一面，而物质不是首要的实在。还有，我们是在与复杂的自然事物如植物、动物的接触中认识首要的实在，那些自然事物不是用其物质而是以其存在来显示实在的。它们实际存在的首要原因是起最后作用的形式因，而不是物质性的东西。再回到罗素的原初问题，我们可以做以下陈述：人们永远不可能这样来理解事物，仿佛只有感觉性的感知材料才是唯一明确的实在性。

做了现象和实在的区别之后，罗素就把最初的问题转向了另一个问题，即或许还有什么东西独立于我们而存在？作者把问题放在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论上，认为实体是经验现象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讨论实体，他更信服反对的意见，因为反对意见所依赖的是我们的感性经验。不过问题也公开了，即是否现象要依赖什么事物。存在着如此的实在吗？人们不可能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

我就来对此做些评论：

（1）罗素所表达的传统形而上学主要指柏拉图的两个世界概念。这一概念早就由亚里士多德做了修正。不幸的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传统至今还被忽视，没有得到肯定的评价。根据这种传统，只有一个世界此处就称其为经验世界存在着，它与我们的感性和思想能力相对应，给出了感觉的一面和理智的一面。那思想、理智的一面发现了经验事物的理智性和基本的特征。经验世界之简单的存在／实存就是理智性的，只有思想来获取。因此根据事物实质性的存在，相同的经验事物都是指的实体，这与事物的偶然性存在因素有别。作为实体的事物就是形而上学的主题。

（2）实在概念不是一个日常语言的词。人们可以对日常语言提出批评性的问题，如是否它意味着存在之类。再说实在是一个哲学概念，由形而上学用所谓超验性（参见本书第一部分）理论提了出来。同样还提出了存在概念。所以提是否存在着“实在性”这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只有去反思是什么导致了实在、认识到实在的明显性时才去使用“实在性”概念，或最终不使用它。

（3）我还是要提一提罗素关于意见和真理的另一篇论述，
[4]

 他在论述中将实在问题置于经验论的前提之下，即排除那种问题预先解决的做法（alimine）。他一开始用这样的方法来提出问题：

“Ⅰ．什么是人们指称的用经验事例来表达的真命题？

Ⅱ．人们从如此事例的事实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罗素用感觉材料的经验再次研究了实在性，其中没有建立起什么无法拒绝的真实和明白之知识。当然，正如A．P．尤申柯和R．A．齐硕姆曾注意到的那样，罗素不喜欢整个地跟随经验主义，
[5]

 同时至少承认“经验事例”。不过，这种讲究或然性的做法不会去承认形而上学的命题。

他的经验论设定对“主体内省”有负面作用。在《哲学纲要》（1927年出版）第16章“自我观察”中，他把外在的和内在的观察都还原为相同的“发生”层面，这种头脑刺激所做出的反应或来自外部世界，或来自内部世界。就这种观点而言，笛卡儿的“我思”就值得怀疑了，反之外在事物的经验则显而易见。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注意到，思想在经验论里是外在于自身的东西。

第三节　波　普　尔

波普尔跟着将经验论的形而上学批判关联到一种体系化的怀疑论。
[6]



a）理性主义的发轫（1958）

波普尔把他的知识论称作科学理论和“批判理性主义”
[7]

 。这种科学的基础是由感性而来的经验，并像每一种科学都要对现象客体进行操作那样对经验进行观察和实验。作者要做双重的工作：（1）从经验性的物质出发建立一种为解释现象的理论；（2）对各种理论做不断的批判性检验，以便有可能用其他理论来证伪和替换它们。

我们会注意到，这种批判的理性主义不是起一种肯定的作用即想达成某些确定的真实知识，而是起一种否定的作用，即用一种理论去证伪另一种理论。这种作用得自于怀疑论及以后的经验论，认为我们从来不会获取确定的真实知识。

波普尔还是在主张古代的怀疑论，他引了塞诺芬尼的一段话（Dies-Kranz11，34）：



我说，想要知道某些关于神和所有事情之确切性的人是从未有过的，也不会再有。事实上，当他曾提及完美（普莱希特称之为真实）这个词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词的意思，取而代之的是处处意见流行。



不过就我的观点（下面还要提及普莱希特的观点）而言，这里所引的怀疑论是有点问题的。人们所谈论的塞诺芬尼与其本人是不同的，人们把塞诺芬尼附和到感性知觉的上面来谈论神和意见中的每一事物，而不涉及任何确定的知识。如果他们真碰上了什么真实的事情，他们也不会知道。以这样一种感性的经验态度为出发点，就不会有人曾经知道或将要知道关于神的某些事情。相反，塞诺芬尼具有思想的态度，宣称具有关于无形之神的真实知识，这样的神超越于所有的感性想象和只有意见缠绕的人。

把理性局限在对每一种理论的批判修正方面，并仅仅从始终是新的经验的角度来引导理性，就此而言，波普尔无权称其哲学为“理性主义”，因为他的理性无法获得一个正当的对象即事物的本质，这种本质被他坚持的感性对象所排除。然而事实上，今天科学所要做的与波普尔理论所认可的相去甚远。当然，思想会认识到自己在自我意识基础上具有的高度作用，正是在自我意识中思想表现了自身。不过这一点被经验论给否定了。

b）定义的两种形式（1945）

波普尔十分坚决地拒绝经院式的、乃至亚里士多德式的定义，“不幸的”是这些定义至今仍在影响着哲学的方向，似乎直觉到了所谓事物的本质。根据作者的看法，亚里士多德曾教给人们一种“基本的方法”，思想能借此方法直觉地获得本质的特征或那些对象的结论性东西，并用有问题的定义表达来描述一个词，例如用“puppy”来表示一只小狗。科学的进程是一步步用基本的表达形式来扩展定义总量的，是百科全书式的汇集。这种定义方式的正当性会从争辩中得出，那个科学论证的首要前提会不需要再予以论证，否则就可能无限制地进行回溯。

相反，波普尔认为近代科学不承认对任何事物本质的或最终的直觉，也不对此加以定义，而只是对诸多现象做些假设。科学的进程不在于扩展那些只能导致“空幻”的定义性语词，而是去改进假设。科学不是去达成“理解”［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称作“知识”（episteme）］，而是达成知识的“意见”（doxa）。所谓的本质直觉就被名义上的定义所取代。

不过波普尔提到的那些传统定义理论并不确切。对亚里士多德来讲，定义不仅是直觉，而且涉及讨论，即把问题的种项与邻近同一个属的种项进行比较，从而找到种差。例如在动物领域，动物要被定义，定义的方法就要研究由物种定因引起的不同的机体情况。亚里士多德自己曾献身于对动物所做的出色的生物研究，这些我们可以在他的动物学著作中了解清楚。为了对动物下定义，他寻找到组成动物的基本原因：一方面是物质因，另一方面是起最后作用的形式因（生命原理）。前者可以用哪一个属来表明，后者就是种差。波普尔用“小狗”来定义“puppy”的例子整个说来是误会了，因为“puppy”不是一个种类，不是原本的东西，人们不能据此对“狗”的种类机体进行生物研究。（这里作者的意思是：必须说明是哪个种类的狗，如猎犬等，才能对这个种类的狗进行生物特征的研究。——译者注）

进而论之，定义方法的正当性免不了要无穷尽地回溯到证明的前提问题上，但基于证明对象的本质，可以放在每一种科学的第一前提上。前提需要另一些知识的形式，这些知识不再是要证明的东西。这种传统的看法被波普尔遗漏了，即不是每一个事物都需要证明，就好像在最初的地方如存在和事物的超验性就不是证明的事宜。

当做者从经验论的理由出发给予名义上的定义（而非本质性的定义）以优先地位并拒绝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时，他是不满意自然科学的。其实根据古典认识论的表述，自然科学事实上并不提供什么意见，而是提供科学的知识（普遍性的和必然形式的知识）。

c）归纳问题（1953/1974）

波普尔更细致地致力于归纳问题研究，这就是传统哲学对事物本质进行定义的方法。这种方法从某些个别的、确定的特征出发，然后通过归纳法导致对所有个别特征本质的普遍、必然之看法。波普尔批评这种归纳形式，他所理解的是现代很不相同的归纳形式，即从诸多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事例出发进行观察，并归纳出未来会发生的具有相同特征的或然性事例，这种事例允许我们去构成一种有条件性的法则。然而人们永远不可能必然地预知这种法则。甚至未来会出现与事例相反的某一方面，从而证伪了法则。

不过与传统的归纳法相比较，传统的进程是从某些个别特征的观察出发，通过抽象，即由认识的感性到理智方面进而得出个别特征的本质原因，近代的归纳法就不再令人信服了，其出发点是对诸多“事例”观察情境，然后仅对与预期的未来事例之一般形式有关的东西进行概括。这种归纳不是从经验到理智、到事物本质方面的认识过程，而总是以证伪的或然性停留在现象经验的领域，并永远依赖于这一领域。

所以传统的归纳概念是正当的，因为它基于理智地思考事物的原因包括事物的物质方面。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一个有启示意义的例子，说的是星象学（在他那个时代星象学是一门处于起步阶段的科学）对月食、日食性质的认识。通过观察和研究，人们归纳地找到了其中的原因，即地球挡在了月亮和太阳之间。巴比伦人仅统计过月食的规律现象，即每16年一个周期，称作沙罗（saros）。他们从宗教的角度来考虑其中的原因，相反希腊的哲学家则从物质的和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其中的原因。事实上，这种原因从来就不可能由感觉来认识，而只能由思想或理性来发现。在《分析后篇》（Ⅱ，90a 24—31）中，亚里士多德陈述道：即使我们站在月亮上从而发现了地球阻挡在月亮和太阳之间，我们还得经历从感性知觉到思想反思的认识过程，并得出相关结论、理解普遍性原因之所在。这就是最初的星象学科学所做的探索。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明白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主张远胜于简单的“本质直觉”。在月食的例子中有一系列的思考介入其中，这些思考是由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一代代哲学家之恰当的说明相合而成：月亮光不是出自月亮本身，进而月食也是一种阴影，假定有一种外在的光源即太阳光在起作用，所以月食是由第三个星体介入月亮和太阳之间起作用的结果。仅仅由于这些思考，人们生发了对整个星体的知识。最初在赫拉克利特的时代，人们还只是认为月亮的光源是出自其本身。

d）形而上学与批评非难（1958）

对波普尔来讲，形而上学可以将自己表现为以下五种境况之一：（1）作为决定论，认为世界上所有未来的状态都早已在现时的状况中被决定了；（2）作为观念论，认为世界就是我的观念、我的梦想；（3）作为非理性主义，认为事物自身是我们的理性所无法知晓的，只有我们的本能或感觉或情感能体验；（4）作为唯意志论，认为事物由人们的意愿构成；（5）作为虚无主义，认为人们自身所感受的经验实在是一种虚无。

所以波普尔是用这样一种方法来构思形而上学问题的：他认为那五种境况都是错误的，但又难以拒斥。例如，决定论就难以拒斥，但这不意味着决定论就必然是对的。实际上很明显，决定论是难以拒斥的，但决定论和难以拒斥两者不能相互印证其正确性。这样，五种情况在经验上的难以拒斥性也不必定表示自己正确。或许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人们从经验上去指出那些错误。波普尔提到一个例子：有一种癌症的有效治疗法。这种治疗法在经验道理上是难以拒斥的，但却不一定正确，因为这样的一种治疗法或许从来就不存在。另一个例子是：有一种可以治疗所有疾病的拉丁幻术。对此，我们在没有证实它的情况下也无法加以排斥。

对波普尔来讲，问题在于是否有一个标准，据此我们可以评估难以拒斥的例子，而无须用例子来说对还是错。按照经验论的观点，这样的一种标准只能在经验或实验中找到。同时波普尔又用“批判理性”的因素来放大经验。他假定每一种经验性难以拒斥的情况都来自问题情境，人们可以讨论这种问题，但它无法反驳，于是此问题可能要被设置到其他的情境中去讨论以找到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

波普尔讨论形而上学命题的或然性，这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因为他是从经验论的那种值得怀疑的前提起始讨论的。跟着就会有下面那些反对的意见：

首先，“经验的难以拒斥性”是对形而上学命题的不恰当看法，因为那些命题超出了经验的材料，不仅涉及心灵、神之类的非物质实体，还涉及其立论的经验事物的存在，这些都被波普尔的经验论给忽略了。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开列的那些形而上学境况就缺少传统形而上学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情境。他列举的五种境况并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世界的景象，包括人在内，这些当然可以进行批评。

其次，五种形而上学境况的经验性难以拒斥也无法保证那种境况的真实性，这种论题与传统形而上学也是不相干的，因为传统的理论、尤其是关于超验性和存在类推的理论，不仅是难以拒斥的，而且是显而易见的和必然真实的。只要对此有研究的人都会这么认为。

最后，波普尔所使用的例子都是很难叫人信服的。不能用癌症治疗法来对比形而上学的命题，此类命题不是像医学那样的经验研究。不过，如果所引的医疗证明是药理研究的结果，所发现的是癌症的原因，于是同意用适当的药物来治疗癌症，这种医疗证明就不能只是被当做意见，而是一种科学原理命题。然而波普尔从他的经验论立场出发还是排除了起码的科学命题之必然真理性。

e）实在论（1970）

至于实在问题，波普尔强调了这样的看法，也就是既不予肯定也不予反驳，而只是用正反的论点进行讨论。他承认对正面观点的某种偏爱，特别偏爱那些常识性的观点，至于那些反贝克莱和休谟的论点，这在他看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常识的观点依赖于一种坚固的“实在感觉”，就像我们经历所有的抵触感觉一样。然后，他又加上“科学实在论”和语言辩说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所有的命题都涉及“某些事情”。如果没有这样的参照，我们意见的所有真伪问题就都失去了意义。至少这里还有一个合理的假设，即假定有某些真实的东西。波普尔对温斯顿·丘吉尔的一个反应存有印象，丘吉尔用天文学的算法预测到一次日食现象后，他信服了太阳的真实性，这不仅是感觉上的肯定，还是一种科学的测算。

我想做一个评注：人们当然可以说实在既不是证明性的也不是反驳性的。不过对波普尔来讲，只存在一种选择，或者是用理性来证明实在，或者是用非理性的感觉来相信实在。他忽视了思想对实在的直接意识，这时思想所接触的是事物的存在（参见本书第一部分）。还有就是所谓常识的意蕴，它没有清晰地予以说明，而这在传统的哲学反思任务中得到了说明。

第四节　维特根斯坦

让我们再来思索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表明的立场，他在书中反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8]



a）论《逻辑哲学论》的绪论

导论部分用以下方式来引导读者认识《逻辑哲学论》的论题：

（1）作者打算将思维与真理性关联起来，他要在语言正确命题的范围内说出思想的意义；或者作者要指出思维的谬误，也就是在超出了语言说明范围时说出我们思维的无意义一面。

（2）主要的论点是：“对于人们无法表述的东西就应当保持沉默。”

（3）作者主张思维与确定性的真理相关联。

（4）作者自己的理论是承诺解决“哲学问题”，即使人们对此反应不大，也能取得快慰。

（5）作者并不关心他考虑的那些哲学问题的想法是否早已被其他作者说透了，或者是否还算是新颖的，作者所拒绝的是传统的解决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难以成为正确的认识手段。

这些观点在我看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1）作者的意图与其理想化的清晰性相反并没有表达清楚。他似乎想提出一种元理论，其第一层面涉及我们的科学知识，其第二层面则涉及我们日常的思维。这种元理论不可能与我们进行的那些第一层面思维类型相关联。进而论之，与日常思维不同，进入我们某种反思中的思维客体则直接指向作为客体的事物。

（2）论题没有得到清晰明了的阐释。阐释的文字也是老一套。如果保持沉默就是指不说，那么此论题就要这样说：究竟什么是人们无法说的，于是人们必须不说。然而，如果作者“无法言说的东西”这个表达是指这样一种情境，即人们无法用清晰的语词去表达一种思维，于是人们不得不像日常遇到的情境那样去做，这些我们是熟知的，也就是说头脑中已经有了一种思维，同时相互间去转达意思，即使仍找不到清晰的语词和语段。

显然，我们的思想没有必要去保持沉默，思想是可以去理解经验事物的，这种理解甚于用语词、命题进行的正确表达。换句话说，语言是一种传达思想对经验事物认知的不完善工具。思想知道其优于语言的问题。

（3）思想并不是从正确的语言表达，而是从事物自身那里取得真实性的标准。一个命题的真实性由我们思维的真实性而来，同时就部分而言，命题的真实性来自于事物的真实性，这一点在传统哲学中已经做了正确的表述，而维特根斯坦则忽视了。

（4）哲学问题不能被简化为语言问题。因此哲学问题也不能由根据某种规则的语言正确性来解决。例如，真实与虚假的标准问题属于认识论范围，然而共相与殊相、还有实在论与观念论等的关系问题则属于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学科范围。至于其他方面，传统学科都已经表达过自己的精确属义。另外，上述观点又被现代的思想家称作空洞的“经院主义”。

（5）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中，他使用着源自传统的术语，如“哲学”、“问题”、“逻辑”、“真实性标准”等，并用拉丁语来作为其论著的标题。他完全用新的意思去使用这些传统术语时应当知道使用的正当性。进而，没有对哲学史做精心的研究又怎么能谈论“哲学问题”呢？至于真实性的标准、共相与殊相的关系等，传统哲学已经给出了这些哲学问题的重要思考。在我们时代，有种理论声称对所有哲学问题都予以了解决，但又不注意先前时代的解决情况，这是不能叫人满意的。

b）对《逻辑哲学论》数序1—1.21的研究

首先的两个问题是：“世界的一切都是事例”和“世界是事实而不是事物的总体”。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日常经验世界概念是与我们对事物（res）的实在意识相关联。尽管维特根斯坦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事物，但还是试图将事物替换为“一切都是事例”（参见《逻辑哲学论》1.1）。这种假设来自于康德对物自体的批判，那种物自体被误解为柏拉图理念世界式的非物质存在，它们在可视的现象世界之后，作为维特根斯坦导师的罗素也对此加以拒斥。

不过，古典的形而上学把这个世界的经验事物当做客体，我们要在这个客体的偶性中区别出它们的本质性存在。还有那些事例也是一种偶性。（比较一下拉丁文：accidens出自accidere，而casus出自cadere！）不管怎么说，“一切都是事例”是不可能替换事物的本质性存在的。

再则，一系列事实或“一切都是事例”不允许我们将其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东西，这些在《逻辑哲学论》1.1和1.2中提到过。根据古典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观点，总体性的认识只是由事物类推性存在的普通方面展示给我们的。《逻辑哲学论》1.2提到，不能说“事实的总体”。可维特根斯坦怎么来告诉我们抽象的总体“决定”世界呢？或至少要告诉我们世界是如何“溶解自己”（zerfällt）于事实之中？相反，我们会这么说：传统所说的世界不过是一种总体，因为它们是本体论的整体。而维特根斯坦的“世界”都溶解在事实中，完全没有整体的东西。

至于作者的论题“逻辑空间中的事实就是世界”，我不知道如何去考虑“逻辑空间”概念。不过我们喜欢精确地诉说的话，首先还得要弄清楚逻各斯是什么。而要弄清楚逻各斯，我们还得回到古典的逻各斯、理性理论，这种认识能力完全不同于感性能力，因为它们涉及事物的理性特征，理性会意识到事物的本质性存在。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则相反，逻辑没有本体论的根基。

c）对《逻辑哲学论》数序2的研究

在数序2这个部分，作者介绍了如下定义：“所谓事例、事实都是事件状态的存在”（das bestehen von sachverhalten）（参见《逻辑哲学论》2）。“事件的状态与对象（事件、事情）相关”（参见《逻辑哲学论》2.01）。

我们注意到，维特根斯坦现在要确定的是组成客体（gegenständen）并作为事件（sachverhalte）的事例、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很明显，维特根斯坦想用事实“入门”的进程来替换那个事物固有的存在。不过说到事件“状态”的事实“存在”，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到事实固定的方面，这些方面必然涉及事物的存在，也就是传统本体论所依据的存在。

由上观之，事情就清楚了，所谓自有的、独立于本体论基础的逻辑是不存在的。对一个基本概念的分析可以告诉我们，它们都涉及本体论的设定。不过，当一种理论试图用逻辑性的东西去替换本体论，并把本体论当做陈旧的东西予以抛弃，这种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第五节　对形而上学命题进行语言分析批判的评价

在对形而上学事物存在和本质命题所做的分析语言批判中，我发觉有些地方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那些命题看上去与我们经验中的事物是相同的类型，例如经验与我们说“这棵树是绿色的”是一致的。此命题的正式结构是：

S——P

主词S代表由经验给予的一个事物或一个对象，谓词P是指可见的、归于主词的一种特征。然而就这种类型而言，形而上学命题则与此不同。因此从传统的观点看，逻辑分析批判没有触及到形而上学。下面我就来做些解释：

a）在逻辑形式分析中，经验命题是作为最终主词的某一种事物。对此，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第5卷中完美地将其定义为：“对于某一种事物而言，所有其他受其定义的东西都被断言了，但它自己却不被其他的事物所断言。”



同样的定义在《形而上学》（V，8，1017b 13—14）中用实体（substance，[image: ]
 ）概念做了表述，某一种事物的意思是：“其中所有的因素都被称作实体（entity，substance or [image: ]
 ），但它们不称作主词，然而所有受定义的事物就成了被断言的词，原文是：[image: ]
 [image: ]
 .



相反，大部分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命题是直接与某种事物有内在的关系，是断言的最终主词：



随后亚里士多德在上引《形而上学》（V，8，1017b 14—16）中指出了实体（[image: ]
 ）的第二种意思，即所谓某种事物“存在原因”形式的本质。本质是“事物内在固有的，而非主词断定的”，我们可以说在断言的最终主词之内，原文是：[image: ]
 [image: ]
 .



b）然而在本体论看来，以逻辑结构S——P显示的经验内容命题表示实体与偶性之间的关系，形而上学命题表示最终的断言主词即实体自身。让我以属概念人这一事物的本质命题来做个解释：人由物质因和形式因、身体和灵魂等内在原因组成。作为形式因的灵魂不能被断言为身体物质因，就好像主词的性质P不能被断言为实体S一样。然而事实上，性质可以被断言为具有完全决定性意义之主词的某种事物（这时断言要回溯到一个决定性的即主词所具有的东西），也就是某种事物中的形式因被“断言为”或归之于与那个不确定的物质因有关的东西。

c）因此形而上学关于某种事物本质的命题所表达的是事物主体之内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7章在介绍研究事物本质时将问题“这是什么”转化为“为什么这个属于那个”，也就是这个最后的形式因为何属于那个物质因。

图根哈特对《形而上学》上述论题有一种现代的假设，也就是从“某些事物之某些事物”（[image: ]
 即原因之原因）结构中去了解，认为这是每一个命题的基本逻辑结构。然而这是不恰当的说法，因为这种解释忽视了现在我们要指出的那个重要区别，即关于经验的某种事物之命题S——P逻辑结构和关于某种事物内在原因关系之形而上学命题之间的区别。

d）在经验论看来，形而上学命题似乎是空洞的，而且对知识无所增益，因为那些命题没有从外部将性质P带给主词S。不过，从形而上学这边看，形而上学命题增加了我们关于事物内在因果的知识，也就是形式因放到物质因上去的关系，例如苏格拉底的灵魂与其身体之间的关系。从逻辑形式看，形而上学命题是一种同义反复。例如，苏格拉底的“断言”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具有灵魂，还是这个苏格拉底又具有身体：

S——S

这种逻辑的同义反复产生是必然的，因为它考虑的是断言的最终主词如苏格拉底等的内在因果关系。

第六节　进一步的反形而上学和反实在主义的论题

在对本章进行概括之前，我还想提一下当代反传统形而上学和反实在主义的进一步论题。

a）“克服形而上学”之假定

在克服形而上学的名下，W．施韦德勒（一名R．施佩曼的弟子）阐述了他对深陷危机的现代哲学之历史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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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笛卡儿开始就试图以更正确的自我反思来复兴形而上学，使传统的形而上学经受批判性检查，因为传统形而上学在谈论事物时没有限定在人类知识的范围进行批判反思。根据施韦德勒的看法，我们现时代的哲学放弃了这种复兴的企图。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哲学试图在达到恰当的哲学探讨形式范围内，与所有先前的哲学形式保持距离。今日那些哲学发展趋势的代表不见得有这种主张。我们甚至观察到，他们被那些难解的问题所困扰，并想从哲学中解脱出来。哲学的结果变成了自我放弃。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论在走通向科学的自由之路；斯宾格勒在走政治理论的历史相对主义；语言实证主义在走虚假神秘主义的宗教之路；海德格尔则听便宿命的力量在走诗化语言创造的存在主义之路。

针对这种观点，我想做下面几点思考：

（1）我们发现，现代除了经验论、唯理论、超验论、观念论和其他学说的新发展趋势外，还有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新发展趋势，而这点则被其他学说忽视或批判。我们会注意到，事实上在其他哲学看来，当哲学去掉形而上学而囿于自身的反思时，它是无法存在的。从长远看来，最后哲学还会抛弃自己。与此不同的是，哲学与向所有存在展开的形而上学在一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因此，人们可以下结论说，当今哲学要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重新获得实在的形而上学基础。

（2）当然，传统形而上学没有进行主体的自我反思批判。但不必因为这一点而像当今的一些哲学家所做的那样去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地位。这种拒斥是不正当的，因为哲学不可能被简化为批判的反思。事实上，没有人不是从预先就给定的某些东西开始其哲学的，也没有人是从批判论去开始其哲学的。那么有关存在的传统形而上学就是从最明显的东西起步的，也就是它承认毕竟有那么些东西存在着。指出这些明显东西之反思也不是批判性的（参见本书第一部分）。

（3）当今哲学在主体批判反思问题上的“自做烦恼”来自于将批判反思绝对化了。当批判反思作为形而上学的前提时，形而上学就成了反思的牺牲品。在传统哲学中，认识论的反思是很深邃的，因为这种反思最终还是回到其本体论的基础，也就是为通达形而上学做着准备。这种做法不是放弃而是超越反思。这样，认识论的反思不是把哲学移去，而是引导到哲学的核心即形而上学。

所以没有必要放弃哲学，并探求逃离到另一些学科中去。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些数学、物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起源于哲学。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情，确切地讲那些学科具有最终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设定……

b）关于《形而上学危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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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收录了不同作者的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第一哲学”为题，从现代批判的观点出发评论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第二部分则主要从尼采的观点出发谈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问题；第三部分讨论一些“后现代思想内容”。

主编G．阿贝尔和J．萨拉夸拉在序言中介绍了主要的观点：第一，“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始终是形而上学自身一个组成部分”。第二，在我们时代，一种新的时代意识正在形成，正如尼采早就表达过的那样，“形而上学终结了”。这里的意思是，先前的时代意识即形而上学的时代意识已经结束。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时代意识要引领潮流了。编者赞成尼采的观点：形而上学自身作为“所有事物之所以是那种事物的知识”或作为我们知识的基础已经不行了。第三，不过形而上学作为“我们谈论、思维和行动的一种敏感力”，它仍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第三，因此哲学的批判论就其部分意义而言就是“形而上学思维的表征”。然而，出自我们历史情景和我们这个存在世界的批判理论也得讲究我们存在的条件问题，这不允许有任何的超越性。

我允诺自己做如下评论：上述作者关于形而上学始终是一种自我批判的论述，只对近代笛卡儿、莱布尼茨和另一些人是有效的，但却不适用于传统的形而上学。另外，形而上学也不能从外在的方面被批评为“朴素自然的”，即没有批判性。然而，形而上学由一种深刻的认识论反思陪伴着，这种反思导向形而上学，但不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这点被上述作者遗漏了。

强调形而上学作为“所有事物之所以是那种事物”的知识之论点是说不通的，或许它适用于黑格尔那种试图提供“百科全书式”知识的形而上学，此种知识包括了所有的科学并指出所有科学的研究途径。与这种形而上学支配一切的情况相反，新康德主义如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一样企图以科学元理论的形式给出一种较好的经验科学基础。新康德主义也批判形而上学宣称知道“所有事物之所以是那种事物”的倾向。就这种观点而论，形而上学应当被经验科学所替代。因为在经验科学中，“所有事物之所以是那种事物”可以由观察的事实弄清楚。不过我反对上述观点，这种替代形而上学的说法没有触及到传统的形而上学。因为传统形而上学并不关注事物的经验内容，而只是考虑由所有经验科学设定的事物存在之形式。所以，“所有事物之所以是那种事物”不是指所有经验的事物，而是事物的存在。

在该书的第一部分，布隆德尔和贝勒尔批评没有从人的个体特征如欢笑之类来充分考虑经院哲学，他们把传统哲学考虑为“与众不同的”或历史文化的活动。西蒙认为还有不够注意的地方，即经院哲学把个体的人当做“避而不论”的东西，而我们今天尤其要注意人的个体性。

不过在我看来，人们必须注意经院哲学的理论也考虑到事物和人的定义，而这点被当今的思想家忽视了。根据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传统，定义的目标是每一事物的本质，这种本质依赖于组成本质的原因。至于说到人，其本质的原因就是理性因素，这种理性因素当然也包括笑的能力，但理性本身却不能单独构成本质特征。同样道理，人们可以说人身上的历史文化特点，这对于观察复杂的人的现象来讲当然是重要的，但不能当做人的定义。事实上，人不是由其本质、历史、文化而是由其高于变迁的历史和文化形式的东西决定的。甚至他们设定，人的理性因素中的不变的本质——经院哲学认定此为难以言说的（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也是属于定义性的理论，意思是说个别的东西是难以定义的，它只是属项的成员。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对个别的东西进行断定。

该书的第二部分是近期哲学家的著述，主要涉及人类的生活、处理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论题。那些看法所跟从的是尼采“形而上学终结”的设想，与传统形而上学形成鲜明对比。那些对“守旧派”（G．G．格劳、F．考尔巴赫、V．格尔哈特）感兴趣的作者则意识到包含在丢失了的宗教、道德、文学等形而上学中的大量成果，其中部分在未来会有结果，部分已经有了结果。

在我看来，这些思考确证了我们时代混乱的“多元论”倾向，一直到存在主义的虚无论为止，它们无时不在“创新”、制造关于人的问题，而传统的形而上学则被实用地进行再定位。

至于说到与尼采“阅读艺术”有关的德里达、伽达默尔等人的解释学哲学，其论题是：一个从先前时代传下来的文本也就是“生活背景”的传递。这样一个文本也必须从现时代的生活背景中来加以理解，也就是需要一种对文本的新的解释。不过，除了那种假的前提如人类的知识只是历史的（从未超越历史的地平线）外，文本论题的有效性还是在于历史的或文化的内容。在这些内容中，我们人类的存在就是创造性的作者，当然形而上学的文本内容不是关于所有的事物、本性和人自己，这些内容也不全是由我们创造的。（存在主义的论题人是人自己的创造者这一点是非常有争议的。）

该书的第三部分大多讨论关于不同历史阶段中一些关于尼采思想的争议性解释问题，这些讨论很接近康德的批判论，但仍旧含有形而上学的东西，当然是后形而上学的东西，它们不再去逼问对象究竟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作者们考虑到，在尼采的哲学中还有叔本华著作《世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影响。这本著作指出，在现象世界背后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即意志。讨论中公开问这样的问题：这里是否有一个新的形而上学概念又出现了，而这个概念又不同于先前康德批判论所指的形而上学。同时在我看来，在理论领域包括形而上学领域中，意志不可能比理性的指导更先进。事实上，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是受到哲学家理性指导的。

c）一本论实在主义和反实在主义的书卷

“洪堡哲学论坛”提供了一本从逻辑语义学的角度研究实在论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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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于我们的实在主义主题很有裨益。

（1）杜梅的论文认为，考虑到形而上学命题的语言涵义，那么传统形而上学的实在主义就涉及语义学问题，所以它不像传统形而上学所表达的那样是关于事物知识的学问。在杜梅看来，那种直接与事物相关联的形而上学实在主义不再为人接受，因为说知识涉及事物就是传达语义的问题。

（2）关于事物真命题的知识被杜梅做了替换，也就是替换为语义学所建立的确定性“真理条件”基础上的命题意义理解。

我想做以下研判：

（1）就传统形而上学及相关的认识论而言，实在问题没有出现，也就是没有出现我们的知识是涉及还是未涉及事物这类的问题。古典的认识论则揭示了所有知识的本体论基础包括认识论的本体论基础在内，因为认识论设定了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实际存在和事物某种存在。这些是与我们思想的自然意识相对应的。

当思想用有意义的词语与事物的知识连接起来时，这就伴随着一种意向性，它涉及对事物自身的认识内容。事实上，我们知识的对象首先不是思想的内容，而是呈现在思想中的事物的内容。无论怎么说，我们的知识直接对着经验的事物，当然不是什么躲在事实即现象背后的“超经验性的”或“形而上学的”事物。事物要比现象丰富得多，它们更是一种实体，即由思想意识到的实体。

（2）关于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语义学不可能回应（认识论的、本体论）的思想与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这门学科用语义的东西将问题转化为关于理解真实对象命题的“真实意义”问题，于是人们就去讨论这种意义。真理问题现在就成了“真理条件”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某些意义就能用命题来理解。

在我看来，那种可能产生的对象，即命题与事物之间真实的关系不是源自有意义的认知内容，而是来自思想对事物自身内容的意向性。然而意向的设定是这么回事，即实际存在着的事物已经把自己呈现给思想，而思想则意识到事物的呈现。否则的话，思想不可能涉及事物自身的内容。

实在的概念是本体论形而上学的。谁试图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责难它，问是否“存在”一词与事物有关，这必定已经假设了存在，对存在的怀疑行为也同样如此。

真理的条件必须依赖于某些真实的事物。杜梅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定义条件的，即他不肯定形而上学的实在主义，然而语义学自己以一种“语义实在论”来为实在做设定。作者不提真理对事物自身的条件问题，而是提真理与经验世界现象的关系。以这种思路，理解真的命题就得依赖于这样一种格局，即命题的意义所涉及的是经验现象。

不过，假定语义学找到了实在，也就是从语义的角度决定了真理的条件，这是继续经验论的前提，此前提将实在简化为经验观察的现象。我们上面已经讲过，这种观点是很有争议的。

d）J．哈贝尔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思考

让我们再来检点一下哈贝尔马斯的判断。他认为我们当今的思想只能是后形而上学的。从他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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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这种观点出发，我要提及以下几点：

（1）作者阐述了从已有的形而上学范围到我们时代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思维转变”。这种转变的主体是“一种冲动的精神，它指导着发明、实验和进步”（《后形而上学思考，哲学论集》第11页）。用于描述现象的胡塞尔现象学已经散布到各个领域。由奎因和戴维森发展的分析哲学已经分成了库恩的科学哲学和罗蒂的语言哲学。同时，结构主义和卢卡奇、布洛赫、葛兰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用批判社会现状的态度进行着它们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部分采用了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形式（如阿多尔诺），部分采用了结构主义的形式（如福柯、德里达），部分则与人类学有关（如列维斯特劳斯），部分则采用分析心理学（如拉康）。

所有这些当代的思想潮流均表现出“与传统决裂”的倾向，宽泛地讲，这里所说的传统还包括所有古代中世纪的哲学和现在附着于传统的哲学。哈贝尔马斯点到了四种“动机”：“后形而上学思考、语言的转向、理性的情景设计和理性对实践优先权的倒置，或努力克服逻辑中心主义。”第一种动机就是要反对作为一种理论的形而上学，这种理论的目标“不仅想理解人的世界，还想理解自然的内在结构”。第二种动机就是拒绝意识哲学，以便用语言哲学来取代它。也就是用语言和世界、命题和事实陈述之间的关系来取代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第三种动机就是要避免“把抽象的理性上升到天国”，还想用具体的理性来取代康德超验的理性，以便同生活世界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第四种动机就是要在事物和人的关系方面设定生活实践对科学理论的优先权。

（2）作者用以下方式来刻画形而上学与当代各种思想潮流之间的对立：首先是形而上学统一性和物理意义上的自然多样性之间的严峻对立，或者是不同领域中形而上学统一性思想（unitarism）和多样化思想之间的对立。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我们只有唯一的世界历史和人类生活的历史，其意义可以用每一种语言来明确地设定。我们的所见所闻直接指向事物的本质，并最终向观念论提升，一直到绝对的第一原理为止。这种第一原理在柏拉图那里被称作善的理念，新柏拉图主义和经院哲学则称作神的最高存在。相反从多样化的观点看，历史和人类生活的样式是多面的，在五彩缤纷的世界视域内容中语言和论述的表达也是多样性的。还为了分离、矛盾、偶然的缘故而存在着对英雄谱系的兴趣。然而还有第三种思想的形式，即建立在作者所喜欢的社会认同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形式。

对于哈贝尔马斯所展示的当今形而上学思想的动机，我还想对此做些检查：

（1）哈贝尔马斯从某种精神的角度刻画出“一种冲动的精神，它指导着发明、实验和进步”，对于这样的形而上学我们确实可以期盼批判。不过，这样的态度不是人类固有的精神本质。一般来讲，由于上苍的造化，人们会用事物存在和本质中稳固的、一致性的东西来表明思想和事物之间的自然联系，这种本质是思想通过事物变化的现象获得的。这导致了保存两千年传统的永恒真理性知识。形而上学的知识也成了一种基于基督教天启的自然认识，它们超越了历史的进程。当然，那些不顺畅的理论减弱了人类思想的自然倾向。那种倾向于发明、实验和进步的“冲动的精神”是近代和现今经验论思潮的结果。它不允许思想或理性停留在我们知识的本体论设定上面，而是无止境地驱使理性朝着新的经验、引人注目的意见走。甚至于这一切都冠以理性的名义！不过理性必须以自然意识的名义来抗议这种自我削弱的情景，这里的自然意识就是事物存在和理性自身的相互接触认同。在经验论那里，思想或理性是外在性的东西，它禁止走入事物的物质结构之中。然而即使做这种思考也会有恒常的东西、也会有本体论的设定。

如果哈贝尔马斯对现在情况的分析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当代哲学“在加速哲学的终结”，那么人们不能忽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形而上学自身的丢失。这更需要人们去重新获得形而上学，而不要一味地去说我们处于“后形而上学”时代。他用其社会倾向方面的“思维上层建筑”来捍卫后形而上学，并将此推荐为对形而上学的“制约”，就好像避免有害健康的事物一样。这种方法不可能使情况得到改善。他讽刺性地批判理性要“提升到天堂”，这也不会打击传统的形而上学。因为传统形而上学始终对人类的理性和神圣的东西作出区别，并将两者统一到第一原因上去。

有一些人完全被生活的实际兴趣控制住了，并使这种兴趣优先于传统意义上的理论知识，对此人们还是理解的。不过，当他以哲学的名义这么做的时候，则难以接受。事实上，最初的哲学就是从理论开始的，从前苏格拉底哲学以来，哲学要研究自然的事物。到了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自然哲学，仍然继续这种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后来自然哲学的起源，它的理论性（“哲学性”）的一面一直保存到今天。总体上看，哈贝尔马斯对当代哲学的全景式观点缺乏一种正当的哲学动机，即缺乏一种智慧的意愿——那种指向实在第一原因的理论知识意愿。然而人类的思想或理性由于本性使然而需求这种智慧。缺少了这种智慧也就缺少了人之为人的东西。

（2）同时已经越发清楚了：当精神沉陷到多元论那种历史变化万千的反对性意见之中，而这种意见又来自于经验论的前提，这种情况是不可能解决当代哲学互相对峙的两难状况的。在如此条件下摇摆不定，精神也就不再能进入到形而上学中去。然而形而上学的传统形式证实了其优先于历史的稳定的精神。再有，传统的形而上学不同于近代观念论，它证实了其实在的意义。但哈贝尔马斯不承认任何实在的形而上学。当其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倾心于一种社会语言学关系思考时，他没有解答两难问题，也没有事先去拟订解决的方案，或者就不想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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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名、术语翻译对照表

accident：偶性

act：活动，实现

ad in［de］finitum：无限的，无限定的

adequacies：对应

analogy：类推

Anaxagoras：阿那克萨戈拉

Anselmus：安瑟伦

antinomies：二律背反

association of ideas：观念的联想

Averroes：阿维罗伊

Baumgarten：鲍姆伽登

being/existence：存在／实存

being-One：存在-全一

being as being simpliciter：作为绝对存在的存在

being as such（being qua being）：存在之为存在

being-there and being something：在某处的存在和存在着的某些东西

being-there/existence and being-something：某物存在和某物何谓，某物存在和存在的是什么


Beiträge zu Aristoteles' Naturphilosophie：
 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论稿

Berkeley：贝克莱

beyond the being：不可见的存在

border-concept：模糊概念

border-line：模糊线

Cajetan：卡耶坦

constitutive：建构

corporeal：有形的

cosmological antinomies：宇宙论意义上的二律背反

criticism：批判

Delekat：德莱卡


De aeternitate mundi，contra murmurantes：
 《驳斥奥古斯丁学派论宇宙的永恒性》


De anima
 《灵魂篇》


De Caelo：
 《天象篇》


De ente et essentia：
 《论实有与本质》


De veritate
 《论真理》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欧洲科学的危机》

Dionysius：（神秘主义神学家）狄奥尼修斯

discursive：推论，散漫

disposition：意向

Duns Scotus：邓斯·司各特

dynamism：动态论

efficient：有作用力的

efficient cause：动力因

Empedocles：恩皮多克勒

empirical givens：经验的给定

entity：实体

époque：时代意识

essentialism：本质主义

Eubulides：尤布里德斯

evidence：事例

fait brut：实在的

final cause：最终因，终极因

first act：第一行为

first cause：始因

first evidence：最初的迹象

first presupposition：最初假设

first transcendent cause：最初的超验原因

formal-efficient-final cause：起最后作用的形式因

genera：属类

genus：属，种

Gilson：吉尔松

gnoseology：认识论

human sciences：人性科学

hypostasise：本原性

idealistic：观念主义的

image：想象

immediate comprehension of object：客体的直接理解

immobilism：一成不变论

in nuce：核心的

individuals：个体，殊相

innatism：固有观念论

intellect：思想

intellectual faculty：知性能力

intelligible：理智的，可理解的

intention：意向，意图

intentional：意向的

intentione indirecta：间接意识

inventory：总合

Johannes Damascenus：约翰·大马士努斯

Kenny：肯尼

Külpe：库尔佩

Küng：昆格

limine：起始存在

major term：大项

mark：标志，特征

matter：事物，事情，物质，内容，实质

meta-empirical object：元经验客体

mind：心智，知性，思想

Moleschott：莫利肖特

mundane things：世俗事情

naive：朴素自然的

naive realism：朴素实在主义

Natorp：纳特普

natural ability：天生的能力

objective evidence：客观证据

objectivism：客观主义

[image: ]
 ：实体

participle：分词意义上的，已具有某种形式的

per se：本身

perception：知觉

position：造就

potentiality：潜能

Praechter：普莱希特

principle：原理

prior in nature or simply prior：本质之前或整个在先

Proclus：普罗克鲁斯

proof ex gubernatione rerum：目的论证明（掌控事物运动的因素）

Protagoras：普鲁塔哥拉斯

protocol-expression：协定性的表达

ratio sufficiens：充足理由

real：实在的（有时我译为实在的，有时则译作真实的，视上下文情况而定）

realism：实在主义，实在论

realistic dogmatism：现实教条主义

reality：实在

regularity：规律性

representation：表象，呈现


Respublica：
 《共和国篇》

rigid：固执的

schematism：系统范式

second hypostasis：次要原理

self-presence：自我存在

sense：感觉

sense-perception：感性-知觉

sensitive consciousness：感性意识

sensitive sentiments：感性情感

sequence：序列，体系

simple：纯真

soul：心灵，灵魂

species：种类（在本书中有时得译成“形式”）

specific finalities：物种定因

subjectivism：主观主义

substance：实体

substantial and accidental：实质性的和偶然性的

substantial entity：真实的实体

substantiality：实体性


Symposium：
 《会饮篇》

thinking soul：思维心灵


Timaeus：
 《蒂迈欧篇》


Topica：
 《正位篇》

total conception of reality：总体的实在概念

totality of conditions：整体性条件

transcendental：超验性，先验性

transcendentale Dialektik：超验辩证法

transcendental object：超验对象

transsubstantialisation：超本质化

unity：统一体

universal：共相

visions of the world：世界视域

Weischedel：威谢德尔


译后记

经常有人问我：你是研究哲学的还是研究历史的？我的回答是：我既研究哲学又研究历史。我时刻提醒自己：没有哲学指导的历史研究是“盲”；没有历史基础的哲学研究是“空”。但长期以来，我对待哲学翻译事宜始终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所以除了少许哲学著述的英译中、中译英外，整本书的翻译工程一直未实施过。

2007年，意大利拉特拉尼西斯大学赛德尔博士造访我校，我俩一见如故。这大半是由于双方都对西方的形而上学问题十分感兴趣所致。在深层次的哲学交流中，我把自己对西方形而上学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情况悉数道来，赛德尔则通过《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一书表达他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独特看法。后来我细读全书，受益匪浅，一种莫名的翻译兴致开始鼓涌起来。赛德尔也有意将中文的翻译任务委任于我。于是双方一经宣明，便万事定夺。翻译赛德尔的书有容易的一面，因为书中的文字很朴实；不易的一面是书中牵涉到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等多种文字。为了顺利完成译事，我经常和赛德尔交流信息，请教问题，他一一详加回答。赛德尔对于我的翻译充满信任，同意我根据中文的习惯对原文的个别内容做些调整，并谦谦托付我代为作序。另外为了理解的方便，我还挑选部分人名、术语做了一个“附录”，即翻译对照表。大约半年过后，大功告成。至于是否文词达意，那就由同仁来判定了。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我还受赛德尔之邀去了罗马。在罗马，我和赛德尔的每次见面都被哲学探讨占去了大半时光。在罗马古城墙下畅谈柏拉图哲学；在开往伊特拉尼亚遗址的列车上翻阅娄布古典丛书版的普罗提诺《九章集》；在乔万尼教堂的走廊里厘清阿奎那对上帝存在证明的实质，此等情景给原本艰巨、繁难的哲学译事带来了不少思想的乐趣。

最后我要感谢同事陈恒教授和王秦伟先生的大力支持，使译事圆成。



周春生

200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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